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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究心理工作者在 COVID-19 疫情下，接受危機介入與危機處理之

訓練課程後，相關危機因應與處理能力是否具有訓練成效，因 CIVID-19 疫情使整體民眾

在心理健康上受到極大衝擊，造成心理疾患的比例增加，憂鬱與孤寂感的民眾比例也有所

提升，對於第一線的心理工作的心理師與社工師而言，也產生不小壓力與負擔。本研究期

望透過訓練課程的提供與研究，了解心理師與社工師在訓練上的成效與幫助，進一步提升

心理師與社工師在面對危機個案時的能力。本研究以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及社會工作

師為研究對象，並提供危機系列課程，共計 45 小時的訓練課程。課程前後進行問卷施

測，本研究採用「心理師能力評量表」中的「介入能力分量表」與「多軸向自我傷害危機

處理能力評量表」為前、後測量表，共計有 49 位研究參與者。研究結果顯示，全體研究

參與者在「介入能力」與「介入能力總量表」達顯著；「多軸向自我傷害危機處理能力」

在「危機評估與脈絡探詢」、「情緒支持與處理」、「資源連結與系統諮詢」與「多軸向

自我傷害危機處理能力總量表」達顯著；顯示本研究之危機系列課程能提升心理師與社工

師的介入能力，在面對危機個案，可深入了解危機形成的脈絡、幫助案主整理內在狀態與

情緒、提供相關資源給予協助。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對於危機介入因應之相關建議與

未來實務工作持續研究方向。 

 

關鍵詞：介入能力、危機訓練成效、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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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疫情期間民眾心理健康的危機 

COVID-19 疫情自 2019 年末爆發，至 2023 年逐漸形成與病毒共存的生活模式，在此

期間疫情所造成生活、健康和經濟的壓力，對於民眾的心理健康產生影響，而有焦慮、憂

鬱和失眠的現象（Rajkumar, 2020; Wang et al., 2020b; Xiao et al., 2020）。民眾在面對染疫

風險的心理焦慮，以及遵守政府防疫要求而形成生活限制和壓力下，產生一定的心理衝

擊。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ion，簡稱 WHO，2022）所做的心理健康

調查發現，疫情爆發後重度憂鬱症和焦慮症病例增加達 25.6%，孤獨感及感到身心疲憊的

比例也較疫情前提高，疫情期間人會有焦慮、憂鬱、心理困擾和壓力的比例變高；其中風

險因素變高的族群，與女性、大於 40 歲的民眾、患有精神疾病者與學生身分有關（Xiong 

et  al., 2020）。即便在疫情初期台灣屬於防疫較為成功的地區，在 2020 年針對台灣地區的

心理健康調查研究仍呈現疫情對民眾的衝擊，此研究收集了 1087  位台灣民眾的精神疾病

發病率、自殺意念與憂鬱情況，呈現有近 12%的民眾有心理困擾（陳映燁、蔡紀葦， 

2021;  Chen  et  al.,  2020）。疫情期間將國內外心理領域文獻進行計量分析的研究發現，在 

8235 篇文獻中，五大集群主題為 COVID-19 大流行與公共衛生、焦慮與憂鬱、情緒調節

與因應、樣本特徵及介入策略（陳景花，2022）；顯示疫情對民眾所產生的心理衝擊相當

被重視，如何提出因應焦慮、憂鬱情緒給予適當的介入和處遇同樣是關注焦點。 

疫情爆發之後，國外研究顯示青少年去求助心理工作者並因心理健康因素住院的可能

性增加，疫情後也呈現更多憂鬱和焦慮症狀，更多的情緒失調和近期自殺意念的增加 

（Brausch et al., 2023; Zhang et al., 2020）。針對不同國家和樣本的分析，在 COVID-19 疫

情流行期間，憂鬱症、焦慮症或是感受到自我身體病徵現象加重（Wang et al., 2020a）；

自我傷害的發生比例也需要更多的關注和介入，並制定長期計劃來因應此風險（Cheng et 

al., 2023）。國外大學生同樣受到限制令和返家學習的要求，同樣有不同程度的壓力、焦

慮、失眠的症狀（Son et al., 2020）。國內的研究顯示，自殺率在疫情發生初期雖沒有明

顯增加，但是自殺意念和心理困擾則有增加的現象（黃意婷、張書森，2023；Sher, 2020; 

Lin et al., 2021），而疫情發生之後，所形成的心理反應有無望、受困、焦慮、憂鬱、孤獨

的感 ，並可能形成睡眠困擾，這些因素可能產生自殺意念，並提升自殺的風險。在 

COVID-19 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學校已經關閉，學生被送回家進行線上學習。這可能會

導致現有的焦慮情緒加劇，並帶來一些新的壓力，這些壓力累積起來可能會增加非自殺性

自殘的風險，形成另一種危機現象（Hasking et al., 2021）。林烝增和刑志彬（2022）針對

疫情下台灣青少年的孤寂感和情緒困擾的調查，結果發現孤寂感和情緒困擾、自殺意念的

項目有顯著相關，表示孤寂感越高，青少年的情緒困擾可能性越高，也越可能引發自殺意

念。從國內外的調查均顯示染疫的風險和疫情的控管，造成人際關係上的疏離，進而引發

孤寂、孤單等情緒，若未能妥善處理或處於高風險的背景因素和環境下，產生自我傷害與

自殺的危機風險將會提升。持續關注民眾的心理健康、制定相關準和提供足夠夠支持與資

源是較為有效的因應方式（Zandifar & Badrfam,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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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機事件對心理工作者的影響 

疫情帶來的不僅是人身健康的威脅，隨之而來的憂鬱、焦慮、壓力與失眠等心理症狀

同樣需要被重視。部分研究雖顯示，疫情初期心理學家的心理健康狀態較一般民眾穩定 

（Humer et al., 2023），但並非沒有受到疫情的影響。疫情的發生隔開了民眾的直接互

動，相對也拉開民眾與心理師和社工師的服務距離，使得心理師和社工師也不得不改變服

務的方式，不少心理工作者都表示會偏向在家工作；但也對服務方式上的困難，與同事和

案主的關係品質下降，生活和工作因在家難以平衡感到憂心（Daffern et al., 2022）。線上

心理服使疫情對雙方的威脅降低，但也造成服務上的影響和挑戰；如何建立參與度、期間

保持專注、劃清界線、保密、療效和對線上服務的感受，都是心理工作者在疫情期間甚至

未來的服務不得不念面對的議題（Geraldina et al., 2023）。面對因疫情而必須調整為在家

工作與改變成新的工作型態，應協助心理工作者提升在這些變動下的適應性，並為心理工

作者和機構提供足夠的指導和資源（Embregts et al., 2022）。COVID-19 疫情期間，第一

線的醫事人員需要面對因疫情帶來對病患可能死亡的挑戰和壓力，這對醫事人員產生強烈

的情緒反應與造成心理疲憊的感受，即便有因為共同戰勝疫情帶來的團結感與成就感，但

在醫事人員在心理、生理與資源，乃至於當醫事人員產生心理議題時，國家、機構乃至於

社會同樣需要給予足夠的支持和協助，讓醫事人員得以維持原本的服務和效能（Sattar et 

al., 2023）。 

在面對因為疫情導致民眾產生心理衝擊甚至危機的情境下，提升醫事人員危機介入和

處遇能力刻不容緩，為確保醫事人員因疫情造成的威脅，需要被關注和加以協助（Daffern 

et  al.,  2022）。一份針對國內某醫療院所內服務的醫事人員（醫師、護理師、藥師及其他

職類人員）的研究顯示，醫療人員的壓力除隨疫情變化而受到影響外；另一方面，減少醫

事人員壓力的關鍵在是否給予充分的訓練、防護器材以及心理和健康諮詢（黃鈺茹等人， 

2022）。Pappa  等人（2020）的相關研究指出，COVID-19  疫情已影響前線醫護人員的心

理健康，其中女性醫護人員焦慮和憂鬱較高；研究亦指出社會支持與自我效能感和睡眠品

質呈正相關，而與焦慮和壓力呈負相關。在醫事人員中，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與社會

工作師（後續統稱為心理師與社工師）也在第一線服務因疫情而產生心理壓力的民眾。提

升其心理處遇能力，並有效處理民眾因心理壓力而帶來的危機議題，不僅可以協助民眾處

理心理困擾；而且也可減少對於心理師與社工師執業時的焦慮，維持醫事人員的心理健

康。 

三、危機介入能力的提升 

因應疫情帶來的心理衝擊和危機，心理師與社工師應持續培養專業能力與危機因應。 

Rodolfa 等人（2005）提出專業心理訓練的方塊模型（圖 1），在專業能領域應具備 6 項專

業能力，其中介入能力（intervention）意指能進行以實務驗證為基礎的治療計畫，緩和個

人、團體和組織的痛苦，並促進健康與幸福感（黃佩娟，2011；Rodolfa et al., 2005）。許

多學者也將介入能力納入心理工作者應具備的專業能力之一（林烝增， 2022；Hatcher, 

2013; Rodolfa et al., 2013; Fuad, 2009; Kaslow, 2004）。「介入」原意為干涉，美國心理學

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心理學詞典中將介入定義為「意圖去干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 

36 

 

 

 

擾、中止或改變某過程的行動，如透過治療的進行去停止、管控或改變疾病或症狀的病理

過程。」；進一步來說，即為心理工作者為服務對象的議題所採取的行動，而介入措施的

選擇，則以問題的性質、治療者的方向、環境與當事人對治療的意願和能力來決定，這也

稱為心理介入（APA,  2023）。相關研究也顯示，若要提升危機介入能力，需要主管在資

源上與同儕間的支持，以促進相關知識的分享和移轉（Nickerson,  2019）。而危機訓練課

程則可促進助人工作者在面對受到疫情影響的民眾時，依據現況進行評估與制定治療方

向，採取有效的介入方式來幫助民眾減少心理負擔，是心理工作者應提升的關鍵能力之

一。 

圖 1 

專業心理學能力發展方塊模型 
 

註：修改自 A cube model for competency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y educators 

and regulators, by E. Rodolfa, R. Bent, E. Eisman, P. Nelson, L. Rehm, and P. Ritchie, 

2005,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36(4), 347-354. https://psycnet.apa. 

org/doi/10.1037/0735-7028.36.4.347 

「危機介入」較一般心理治療更強調「時效性」（time-limited）或受到時間上的限

制；事件的緊急、嚴重、突發程度也高於一般諮商。因此危機介入會更強調目標與具體操

作步驟，以確保危機介入的效果與完整性（周穎琦，2014；溫錦真、林美珠；2014；洪雅

鳳、羅皓誠，2006）。買永婕等人（2019）整理過去文獻彙整出 10  個危機處理工作向

度，包含：建立關係與結構化、危機評估與會談、背景脈絡探詢與理解、情緒支持與處

理、因應方向探索與抉擇、探討實施行動計畫、資源連結與轉介、追蹤與評估、系統諮詢

與介入與工作者的自我調適與專業成長。他們並以此形成一完整的危機處理能力構念（圖 

2），作為心理師與社工師在面對危機時，提升介入與評估能力。綜上所述，心理師與社

工師在面對危機事件或議題時，需對於危機有足夠的敏感度、相關概念，也需要具備足夠

的介入和因應能力；預先準備是提升「危機介入能力」的重要課題。 

https://psycnet.apa.org/doi/10.1037/0735-7028.36.4.347
https://psycnet.apa.org/doi/10.1037/0735-7028.36.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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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危機處理能力量表構念 
 

註：引用自多軸向自我傷害危機處理能力評量之工具建構。買詠婕、許育光、刑志彬。 

2019。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2（3）。295-327。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909 

_32(3).0004 

 

相關研究顯示，當事人也可能對心理服務或社會資源的協助產生抗拒，來自於不信任

與需求不適配（鄭青玫，2020）。因此介入效果將影響對於危機當事人對於尋求協助的意

願。另一方面，持續面對危機民眾也容易造成心理工作者的衝擊，對於資源是否足夠、自

我內在調適情況， 均是心理工作者需要持續學習與積累的核心能力（鄭泓鎂等人， 

2018）。面對疫情可能產生的危機，若能提升心理師和社工師的介入能力與危機處理能力

將對服務各階層的民眾有所幫助。 

四、綜合論述與小結 

觀察疫情下一般民眾與第一線的心理師與社工師，均受到疫情的衝擊並產生相應的焦

慮感、壓力感、孤寂感，更甚者也出現了精神疾患的症狀，為維護民眾與醫事人員在疫情

下的心理健康，如何提供民眾有效且穩定的心理治療服務和資源，如何協助第一線服務的

的心理師與社工師，保障他們在執業過程中的效能與心理狀態，並適應新的工作模式，都

是疫情下至關重要的議題，除了在國家、社會與機構層面，給予足夠的支援外，提升心理

師與社工師的知能，也是維護整體社會心理健康的重要基石。本研究透過危機介入授課，

提升心理師與社工師在面對民眾可能因疫情而產生危機狀況時，具有足夠的知識與能力去

協助民眾並也透過課程內的醫事人員自我照顧，保障醫事人員的心理健康狀態。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設計研究法，並採問卷調查，以國內醫事人員為課程招募對象，並

以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與社會工作師為研究對象，以了解在經過介入與危機訓練前

後，心理師和社工師在介入能力和危機處理能力的變化。課程透過 youtube  網路平台直播

授課，並以 google 表單進行前、後測問卷調查，以下說明。 

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909_32(3).0004
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909_32(3).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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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程序及內容 

（一）課程內容與師資 

課程分為三大階段，「初階危機介入課程」包含：危機介入的基本理論與概念、危機

處理的原則和實務工作分析、醫事人員的自我預備、專業知能的評估和自我照顧，共計 

12 小時；「進階危機介入課程」包含：疫情下民眾的心理危機與衝擊之辨識、疫情危機

通訊介入的技術、模式與實務、心理師、社工師因應危機的評估與處遇、醫師、護理人員

因應危機的評估與處遇，共計 15 小時；「危機督導訓練課程」包含：督導的概念與理論

模式、危機督導與減壓之介入、通訊診療與心理諮商督導的倫理議題、心理師、社工師的

危機督導與實務、醫師、護理人員的危機督導與實務，共計 18 小時。11 位講師之資格涵

蓋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精神科醫師、護理師、社工師，其中 7 位為現任或曾任大專

校院心理諮商與護理系所教授，其餘講師為精神醫療院所、諮商中心資深從業人員。統計

總授課時數達 45 小時，訓練達 1300 人次。 

（二）研究參與者招募及研究說明 

本研究之課程參與者招募，預計以醫師、護理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及社工師

為主，且需符合衛福部相關醫事人員資格，招募透過各地醫事人員公會及各大專校院招募

課程參與者。本研究除提供危機介入與督導專業課程外，同時進行授課成效研究，以了解

授課型態及內容，對於醫事人員執行助人業務介入與危機處理的專業能力提升，以產生實

務建議與後續相關研究方向。課程招募對象對全台醫事人員開放，採取現場與線上並行，

由講師於高師大教室現場授課，線上使用 youtube 直播方式，報名者可透過連結同步觀

看。 

本研究採自願參加，報名表單與後續課程說明信中，均提供研究參與說明、研究連結

及研究知情同意書。開放報名後有 407 人報名，其中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諮商心理師、臨 

床心理師與社會工作師共計 383 人。 

（三）研究資料收集 

本研究聚焦在研究參與者在接受介入能力與危機處理課程後，對於其危機介入或處理

能力是否有所提升。本研究對象為參與前後測之課程參與者。前測與後測總計共分析 164 

名受試者資料，於 2020 年 11 月初公告課程招募，2020 年 11 月底截止報名，共計 490 人

報名參與課程，2020 年 12 月開始進行課程前之前測，2021 年 4 月課程全部結束後進行後

測，前測完成人數有 111 人，後測為 55 人。在遵守研究倫理原則，尊重研究參與者之受 

試意願，完整參與課程並完成前、後測之樣本人數為 49 人。 

（四）研究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之建檔與分析，以 SPSS  for  Windows  27.0  版套裝軟體，依研究方法與研究

變項。在描述性統計方面，以人次、百分比、平均值、標準差等方法來分析基本背景變

項；「執行助人業務之介入能力」及「多軸向危機處理能力」的前後測得分差異則以成對

樣本 t 檢定（paired t-test）進行推論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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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設計與課程內容 

課程設計同時考慮不同專業領域之醫事人員，包含：醫療、護理、臨床心理、諮商心

理與社工工作，透過不同專業課程的危機訓練課程，除幫助受訓學員提升對自身工作領域

的危機處遇能力外，也進一步了解不同領域在危機處理上的因應方式，增加多元性、跨系

統合作的觀點；且不同領域的工作者，在危機壓力的自我照顧，也值得彼此學習。為減少

學員因工作年資與經驗而形成在課程需求上的差異，設計初階與進階的系列課程，將危機

介入由基本觀點、處遇策略、因應技術到實務經驗，有序提供課程學習內容，並為具有督

導經驗及需求的醫事人員，開設危機督導課程，提升醫事人員的督導知能。邀請講師為國

內在各專業領域資深的教授與從業多年具危機處理經驗的專業工作者，課程前提供講師群

本訓練之目的、對象與課程進行方式，俾利講師在規劃所屬課程時，可符合自身專業與經

驗分享，同時兼顧學員在危機介入與處遇學習上的需求。 

為因應防疫需求，線上或遠距教學成為教育與訓練場域必須面對的衝擊之一，隨之而

來的問題有學生實作效果降低、教師對學生的學習態度與狀況掌握度降低、教學品質受到

影音設備限制、教師與學生對於遠距教學的準備是否足夠（李瑩娟，2023；余怡珍等人， 

2023）。但同時採遠距教學也有其優勢，包含接受訓練不受距離限制、參與授課人數可大

幅增加、針對講師授課內容可透過直播的回放再次確認與複習（曹方祈，2023）。在未來

遠距服務與教學將成為趨勢。本課程設計從擴大參與人數、減少距離影響、符合防疫需求

的要點下，採取線上與現場同步之授課方式，與僅透過影片的預錄或是僅為遠距教學不

同，教師仍可透過現場授課，與現場學員互動，並由工作人員操作遠距影音設備，減少對

教學品質的影響，學員可透過聊天室的提問，由工作人員轉述請講師回應，增加講師與線

上學員的互動性。本研究也期望透過遠距教學模式，評估以此模式在危機訓練上的成效。

本課程分為三階段，本研究以醫事人員之初階危機介入訓練、進階危機介入訓練為 

主，具有督導資格的心醫事人員另外參加危機督導訓練。初階訓練涵蓋由資深臨床心理師

分享安心服務的內涵、重要觀點與實務經驗分享；重大危機事件服務經驗的資深諮商心理

師說明危機介入概念與實作；由諮商心理系所教授提供醫事人員自我照顧與評估的課程。

進階訓練由心理系所教授依據相關研究說明疫情下民眾可能的危機衝擊與辨識，社區諮商

機構的心理師兼所長分享通訊介入的技術與實務，諮商心理系所的教授進行心理師因應危

機的評估和處遇課程，由精神科醫師分享以神經心理為基礎的危機因應，護理系所博士說

明醫療場域因應危機的評估和處遇（課程內容如附件 1）。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可區分三個部分，分別為、「個人背景變項」、「心理師能力評量表」及 

「多軸向危機處理能力」，以此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本訓練課程。 

（一）個人背景變項 

為了解研究參與者的服務年資、專業背景等相關資料，進行個人背景資料變項的蒐集

及整理，項目包含：性別、年齡、最高學歷、專業身份（醫事人員類別）、職登或服務單

位、服務年資、危機處理經驗，共計 7 題，依實際情況勾選或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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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師能力評量表 

本研究運用兩份量表。其一為「心理師能力評量表」，該量表為林家興等人（2015）

以林家興與黃佩娟（2013）所發展之心理師能力指標為基礎。他們以 297 位諮商與臨床心

理師（含實習心理師）為研究對象，全表包括「衡鑑診斷與概念化能力」、「介入能

力」、「諮詢能力」、「研究與評鑑能力」、「督導能力」與「管理能力」等六個分量

表，以李克特 4  點式提問，且為提升答題明確性，將 4  點式提問分別加註熟練百分比，

如： 生疏（ 0 ～ 25%）、不熟練（ 26 ～ 50% ）、熟練（ 51 ～ 75%）、非常熟練（ 76 ～ 

100%）；分數越高表示該項度越熟練。全量表與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在 .93 以上，

量表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其組合信度與潛在變項平均變異數也均大於 .70，表示該量表的

模式內在信度良好。在效度部分，該量表依據專家高度共識之能力指標所構成，其德懷小

組專家的共識程度高，QD 均小於 0.6，具備良好的專家效度。 

本研究依據課程訓練內容及目的，僅採用「介入能力」分量表，其中「介入技能」為 

9 題和「介入效能評估」為 4 題，兩向度共計 13 題，進行施測，作為醫事人員在疫情期間

面對當事人時介入能力及相關訓練成效的驗證。 

（三）多軸向自我傷害危機處理能力評量表 

另一份量表為「多軸向自我傷害危機處理能力評量」，該量表為買詠捷等人（2019）

根據危機介入理論之文獻，所發展供心理工作者自我檢核危機處理能力之量表。他們先以 

120 位受試者的資料進行項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後續採用 127 份資料進行驗證性因

素分析及模式修正。因危機事件將會使自我傷害的風險提升，如何有效處理自我傷害以降

低危機事件的影響是諮商輔導人員重要的能力之一，該量表可作為評估危機處遇能力的評

估之一。量表共有七個軸向，包含：建立關係、危機評估與脈絡探詢、情緒支持與處理、

具體行動計畫探討、資源連結與系統諮詢、追蹤與評估，以及自我調適與專業成長。採李

克特 5 點式提問，由「非常不符合」、「少部分符合」、「中度符合」、「大部分符合」

及「非常符合」5 種類別，符合程度越高表示受測者在該能力評估題項得分越高，處遇能

力越好。此量表採取內部一致性信度、折半信度以及組成信度，三種信度檢驗方式，七個

分量表 Cronbach’s α 係數在 .78～ .91 間，全量表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5，顯示此量表信

度佳。七個分量表折半信度為 .81～ .90 間，全量表折半信度為 .89；組成信度則在 .81 

~ .91 間，顯示此量表具良好的信度。效度檢驗則採綜合評判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模型適配 

度考驗，在修正後模式整體適配度指標，X2／df 為 1.448 小於 3 之標準、RMR 為 .038 低 

於 .05 之標準、NFI 為 .941 與 TLI 為 .929 均符合 .09 以上的標準，RMSEA 為 .060 介於 .05 

~ .08 間呈現不錯的適配，以上指標皆符合模式良好適配的標準；收斂效度結果支持模型

內在品質佳；區別效度的分析結果顯示此量表七個構面均可明確區分。效度檢驗結果表示

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 

四、研究參與者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與社會工作師，透過各地醫事人員公會及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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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校院之電子佈告與電子郵件招募課程參與者。研究參與者需取得有認可之國家證照，故

身分均為滿 20 歲以上，故無取得研究參與者法定代理同意之必要。本研究對象不限定地

區別、年齡與性別，且不限定是否曾參與過危機介入相關訓練課程，最終研究參與者共計 

49 人。 

（二）研究者 

三位研究者，第一位作者協助課程安排、量表施測與回收，並負責研究案資料與文獻

的收集與整理。之後由第一、二位作者共同撰寫研究報告與成果，以及研究過程的量化分

析；第三位作者為研究協同主持人，負責對本研究提供討論、監督和指導的角色。 

五、研究倫理 

為保障研究參與者的權益，本研究申請並取得「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研究審查通過證明，證號：成大倫審會（簡）字第 110-517-2 號，關注並保障在研究流程

中，對研究參與者個人隱私的保密、研究資料保存，以及研究資料收集過程中，對研究參

與者的風險評估與因應，均符合研究倫理的規範。研究參與者在過程中可隨時提出終止研

究之請求，若參與研究過程中有任何疑慮或提出終止參與，研究參與者之填答與相關資料

將不列入研究分析中。 

本研究統計課程報名人數 490 人，前測問卷以網路表單方式填寫，並須勾選研究參與 

知情同意書，學員中有 111 人自願參與前測，完成後測人數 55 人。透過課程滿意度調

查，部分學員反應因課程時間跨度較長，且工作與時間安排無法完整配合，故未能完整參

與課程。最終符合完整參加課程並接受前、後測研究參與者共計 49 人。本研究過程研究

參與者無表達身心理不適或反映需求協助之情事。 

參、研究結果 

一、介入樣本之基本資料 

本研究完成前後測之參與者共 49 位，其中女性占 87.8%；年齡最年輕為 26 歲，最年 

長為 57 歲，平均年齡 38.5 歲；專業身分以「諮商心理師」87.8%佔多數、臨床心理師和

社工師各佔 6.1%。其中職登單位分為以學校單位者（含國民中小學、高中職學校、大專

或軍事院校、學校輔導中心）佔 67.3%居多，非學校單位（含醫療院所、社區心理諮商機

構、政府單位、其他等）佔 32.7%次之；依服務年資分成 5 年以下 19 人（38.8%）、6～ 

10 年 18 人（36.7%）、11 年以上 12 人（24.5%）。有 51%的研究參與者曾參加危機相關

研習或訓練。 

整體而言，本研究之樣本特性為女性（87.8%）、諮商心理師（87.8%）、執登單位

為學校單位者（67.3%）、服務年資 5～10 年者（40.8%）比率最高，請參閱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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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參與者背景變項（N=49） 

背景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平均值(標準差) 

性別    

男性 6 12.2% 

女性 43 87.8% 

年齡   38.53（7.90） 

20～30 歲 8 16.3%  

31～40 歲 25 51.0% 

41～50 歲 12 24.5% 

51～60 歲 4 8.2% 

最高學歷    

碩士就讀中 1 2.0% 

碩士畢業 43 87.8% 

博士就讀中 1 2.0% 

博士畢業 4 8.2% 

專業身分 

諮商心理師

臨床心理師 

社會工作師 

43 

3 

3 

87.8% 

6.1% 

6.1% 

 

服務年資   8.37（6.12） 

5 年以下 19 38.8%  

6～10 年 18 36.7% 

11 年以上 12 24.5% 

執登單位 

學校單位 

非學校單位 
33 

16 

67.3% 

32.7% 

 

危機處理經驗 

經驗較少

一般 

經驗較多 

8 

23 

18 

16.3% 

46.9% 

36.7% 

 

二、課程介入成效 

（一）訓練課程對研究參與者「執行助人業務之介入能力」之效果分析 

由表 2 相依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介入能力總量表之前、後測得分差異達到顯著水準 

（t=3.540，p< .05），Cohen’s d= .506 表示屬於中效果值；各分量表的得分差異則只有介

入技能達顯著水準（t=3.905，p< .05，Cohen’s d= .558），Cohen’s d= .506 表示屬於中效

果值。換言之，此訓練課程可有效提升助人者執行助人業務之介入能力，但在分量表上，

則只能有效提升介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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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心理工作者危機介入能力之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N=49） 

構 面 
實驗組前測 實驗組後測 t 值 

   
p Cohen’s d 

             M  SD   M  SD  

介入技能 27.51 3.84 29.27 4.13 3.905 .000 .558 

介入效能評估 12.35 1.68 12.80 1.59 1.732 .090 .247 

總量表 39.86 5.21 42.61 5.67 3.540 .001 .506 

 

（二）訓練課程對研究參與者「多軸向危機處理能力」之效果分析 

由表 3 相依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 總量表之前、後測得分差異達到顯著水準 

（t=2.534，p< .05，），Cohen’s d= .362 表示屬於中效果值；各分量表的得分差異在危機

評估與脈絡探詢（t=2.831， p< .05，Cohen’s d= .404 ）、情緒支持與處理（ t=2.471， 

p< .05，Cohen’s d= .353）、資源連結與系統諮詢（t=2.367，p< .05，Cohen’s d= .338）三

個分量表達顯著水準，且為中效果值。換言之，此訓練課程可有效提升助人者執行助人業

務之多軸向危機處理能力；但各別來看，則只能有效提升危機評估與脈絡探詢、情緒支持

與處理、以及資源連結與系統諮詢等三面向。 

表 3 

心理工作者多軸向危機處理能力之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N=49） 

構 面 
實驗組前測 實驗組後測 t 值 

   
p Cohen’s d 

              M  SD   M  SD  

建立關係 12.51 1.50 12.86 1.59 1.542 .130 .220 

危機評估 

與脈絡探詢 

19.61 2.35 20.65 2.42 2.831 .007 .404 

情緒支持與處理 16.04 2.03 16.71 1.72 2.471 .017 .353 

具體行動

計畫探討 

14.96 2.42 15.43 2.36 1.245 .219 .178 

資源連結 

與系統諮詢 

11.73 2.19 12.39 1.98 2.367 .022 .338 

追蹤與評估 11.61 1.82 12.14 1.80 1.886 .065 .269 

自我調適 

與專業成長 

12.12 1.78 12.55 1.65 1.867 .068 .267 

總量表 98.59 11.73 102.73 11.67 2.534 .015 .362 

三、研究結果 

（一）本訓練課程對研究參與者介入能力之效果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參與者之介入技能、介入效能評估與介入能力總量表的後測總分

都較前測總分有增加，但僅有介入技能與介入總量表達顯著差異；顯示參與本課程後對於

心理師與社工師的介入能力有所提升。許維素（2005）認為若能具有系統觀，將有助於學

校輔導工作的進展；本訓練設計便以由淺入深的設定理念，配合不同醫事人員之系統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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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提升學員在不同領域和系統提升危機介入的概念。部分研究亦表明，在諮商輔導相

關課程，亦須配合實務經驗的分享與探討，且符合學員自我專業發展，方能產生學習成效 

（許育光，2011），此與本研究之課程設計內容相符合，期望透過實務分享幫助學員提升

學習成效。需要注意的是，本課程以線上和現場併行的方式予以授課，多數學員以線上為

主，遠距教學中學習評量難以落實、缺乏社交與溝通、同儕接觸、互動和支持的減少，都

有可能影響教學效果（陳濼翔等人，2022）。學習技巧的成效評估在短時間內，可能由不

好可以變為較好，但是很難從好變得更好，因這需要持續學習和實務經驗累積（陳秉華， 

1991），若在課程提供基礎介入技巧的訓練，較可看到成效。 

而未顯著的分量，其中介入效能評估未達顯著水準。先前研究顯示，介入效能的評估

要點有以下數點：1.是否能評估計介入的時機與效能；2.是否適時運用督導或諮詢來提升

介入效能；3.能否評估治療進展並修正治療介入；4.能否撰寫相關的心理諮商或個案報告 

（林家興等人，2015）；根據以上數點，介入效能評估屬於需在介入之後並予以進行評

估。，其原因為研究參與者對自我介入效能評估屬於學習較後期的階段，此符合認知教學

之觀點。在認知教學領域，Bloom 認為有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與評鑑 6 個層次 

（陳豐祥，2009），顯示需在具備足夠的實務經驗與反思後，或是有督導者的帶領下，更

能促進介入效能評估的呈現，同時也需要留意學員對於個案是否已自認有足夠的介入能

力；因此在學習階段介入效能評估的學習效果可能較不顯著。同時，因疫情的狀況變化

大，在病毒持續變異的狀況下，可能又會引起新一波的危機情況，因此對於課程的訓練雖

然有提升介入能力的效果，但是對於介入效能評估仍是持續需關注的狀態。後續可透過相

關督導、個案追蹤等進行介入效能的客觀性評估，此外，心理工作者「主觀」的介入效能

也可以透過相關危機工作的知識與培育課程，協助心理工作者對於危機介入目標有更清楚

的設定。 

（二）本訓練課程對研究參與者多軸向危機處理能力之效果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多軸向危機處理能力上，總量表與各分量表之後測總分都較前測總

分有增加。換言之，在危機評估與脈絡探詢、情緒支持與處理、資源連結與系統諮詢、多

軸向危機處理能力總量表達到顯著差異。此顯示研究參與者在受訓後，對於當事人危機狀

態的評估能力有提升，可建立情緒支持並進行處遇，在外部資源提供與連結上也較有提

升，考慮因課程仍處在疫情期間，對於學員在學習上有較大的自我動機，透過學習提升實

務中的危機介入和疫情下民眾的危機評估，產生一定學習效果（張景媛，1992）。邱美妙

與陳春妃（2022）提出透過影片撥放及反覆觀看的方式，有助於提升教學效果；本課程以 

youtube  直播方式，同時課程後學員在課程期間仍可透過連結觀察上課影片，對於加深課

程印象有所幫助。 

對照 Rebert（2005）所提出的七階段危機介入模式（ seven-stage crisis intervention 

model），其階段順序為，計畫與進行徹底地的生心理社會和致死性/緊急的危險性評估、

進行心理接觸和快速建立關係、找出主要問題，包含誘發危機的原因、鼓勵探索感受和情

緒、產生並探索替代方案、透過實施可行動的方案來恢復原有功能、後續追蹤。此階段前

期針對當事人的危機議題深入了解與危機評估該項相同，並建立與當事人的關係連結，雖

然在具體討論行動方案上並不顯著，但考慮疫情的特性，改以提供資源連結與諮詢，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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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事人在危機議題中進一步因應危機的的方法（買永婕等人，2014；Yeager  &  Roberts, 

2005）。如若以 Hill（2017）的三階段助人模式：探索、洞察與行動的架構來進行危機介

入與處遇，本訓練課程可協助研究參與者在危機介入中「探索」當事人在危機評估與脈絡

探詢，對於當事人的議題進行更完整的了解與關係建立，；以情緒支持與處理，幫助當事

人面對自我危機的議題並予以協助形成「洞察」；「行動」階段則以資源連結與系統諮

詢，提供當事人面對危機的因應方式。林靜蘭等人（2021）認為對於民眾的心理健康，提

供心理健康的介入學習方案，可協助民眾自助助人的危機因應方案，顯示透過相關心理培

訓可以提升個人心理健康的因應能力，課程和學習具有對個人賦能的效果，對於提升心理

師與社工師的自我狀態有幫助。國外針對學校危機訓練的研究指出，工作環境與主管對於

危機訓練支持程度、學員對危機訓練的投入與認同度、學員對於自身能力的高低與學習動

機強弱，均會影響到訓練成效（Parks  et  al., 2023;  Nickerson  et  al.,  2019），因此訓練成效

仍受到其所屬單位的影響，若單位長期投入危機訓練的因應和準備，將更有效提升危機訓

練效果。 

其餘有提升但未達顯著部分，可能與以下原因有關：當發生危機事件需專業心理工作

者介入，實務上需要快速、有效地先進行危機評估、瞭解當事人內外在資源、並且進行系

統合作，但不易面面俱到，因而在建立關係、具體行動計畫探討，未能顯現在危機介入的

處遇歷程中。而在追蹤與評估、自我調適與專業成長等面向上，屬於危機處遇時間序較後

段之評估與自省，實務上可能會有職責轉換之因（如：交由個管員後續追蹤），致使專業

心理工作者未能據實評估危機處遇之效能評估，進而 察介入歷程中的專業調適與專業成

長。蔡昕璋（2022）提到疫情期間大學的線上學習效果與自主學習相關，學習受到自我在

學習目標和想法上的影響，越自主學習成效越佳，評估課程學習效果也受到學員自主評估

有關，在與實務上有直接關係者較為顯著。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旨在透過危機介入相關課程，期望提升第一線心理師與社工師在面對危機當事

人時，進行有效之危機介入，以保障當事人之人身安全，減少潛在疫情所形成的社會衝

擊，同時在提升心理師與社工師在面對危機議題的因應能力，具有足夠的因應能力與自我

照顧，是心理師與社工師在面對危機當事人的重要資本，避免因服務受到疫情衝擊而產生

危機的民眾，形成過度對心理師與社工師的內在壓力。 

研究結果顯示，在整體介入能力與多軸向危機處理能力總表中均有提升，在介入能力

提升顯著，介入效能評估未達顯著，評估受到實務經驗和學習階段的影響；在多軸向危機

處理能力中，其中危機評估與脈絡探詢、情緒支持與處理與資源連結與系統探詢達顯著，

其餘則不顯著。研究者評估此可能受到疫情特性且疫情在 2022 年 4 月間的結訓階段仍不

穩定，具體行動計畫、追蹤與評估仍持續進行中。整體而言，本研究提供在疫情危機發生

時，如何提升第一線心理師與社工師提升危機因應能力的參考資料，促進整體醫事人員對

於危機問題的重視，同時也有助於提升醫事人員對於自我能力與自我照顧的關注。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 

46 

 

 

二、建議 

（一）對心理師、社工師及實務工作者的建議 

面對危機除了提升對於危機議題的敏感度，尚需危機處遇經驗的累積與分享，透過學

習使得實務工作者在危機介入的能力得以提升。本研究透過課程提供及相關研究，顯示參

與課程訓練對於實務工作者的確在介入能力上有所提升，除提升對於危機的辨識和因應

外，前人經驗的分享也有助實務工作者在介入時的參考。而經驗的累積也相當重要，學習

後若能實際運用在工作上，對於介入能力有顯著提升效果。 

除此之外，面對危機情況，實務工作者往往也是承受壓力最大的一群人之一，社會和

機構如何給予當下的協助固然重要，而平時實務工作者如何透過課程來因應突發危機，或

是因為危機導致生活與工作的改變，都是實務工作者本身應預先關心與了解的。因此，如

何讓事人員有較好的自我照顧能力，課程的學習與準備可以讓第一線的醫事人員提升因應

能力，若配合服務單位的資源協助，加上醫事人員自我照顧的自 ，可以在危機事件中保

障民眾與心理師、社工師與實務工作者雙方的福址。 

（二）對訓練提供者的建議 

本課程位採取線上與現場授課併行，研究參與者多以外縣市和遠距離的線上參與者為

主，未能充分納入線上直播授課的影響，包含：是否能與老師即時互動與回饋、成員間彼

此討論提升學習效果等，這些都可能影響到訓練成效。未來若以研究訓練成效，可注意選

擇學員和講師互動性高的視訊軟體，將有助提升遠距授課訓練成效。 

從本研究可看出，針對不同危機事件需要的危機介入能力也不同，若以提升一般危機

介入能力，可以提供較概念性、標準化的危機介入訓練，並配合實務的分享與討論，應可

有效提升學員之基礎危機介入能力。若針對特定危機事件，例如：疫情、天災、重大災

難，則需要提供特殊危機事件的處遇方式與不同的資源提供。但不論對一般或是特殊的危

機事件，都建議訓練提供者針對學員的學習自我 察提供反思，促進學員在實務現場對自

己效能的評估，使學員知悉自我狀態以持續調整進行適切的危機介入。 

（三）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本研究因配合衛生福利部計畫案結案時程，無法進一步蒐集心理師在受訓完成後，繼

續服務民眾的相關實務經驗，且本研究時間跨度長，部分研究參與者無法完整參與全部的

課程，造成研究參與者流失的比例較高。建議未來可以將課程安排更模組化，依危機介入

的需要安排系列課程並個別進行研究，可蒐集較完整之研究參與者資料。 

此外，因疫情而造成民眾危機事件的因素，包含：因隔離措施帶來的孤寂感、生活現

況被迫改變的焦慮與來自生存受到威脅的壓力；然而能造成民眾危機事件絕不僅於疫情，

因此引發的危機的內涵也有所不同。建議可以針對不同的危機事件進行研究，將能更進一

步探索危機事件的成因，藉此形成更有效的介入策略和危機因應方式。 



https://doi.org/10.6308/JCPRC.202312_(38).0002 

COVID-19 疫情下心理工作者危機介入訓練課程成效之研究 

47 

 

 

 

參考文獻 

余怡珍、黃湘萍、簡淑慧（2023）。因應 COVID-19 疫情遠距教學對護理教育的挑戰與契

機。長庚護理，34(1)，39-50。https://doi.org/10.6386/CGN.202303_34(1).0004 

李瑩涓（2023）。遠距教學在國小實施的現況與省思。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2(2)，53- 

55 。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30114001-N202302020005- 

00012 

周穎琦（2014）。自殺的諮商倫理議題與危機介入。輔導季刊，50（1），44-55。https:// 

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19966822-201403-201404230030- 

201404230030-44-55 

林家興、林旻沛、黃佩娟、胡薇瑄、江信男（2015）。心理師能力評量表之編製及其信效

度分析。教育心理學報，47（1），63-86。https://doi.org/10.6251/BEP.20141008 

林烝增（2022）。從美國諮商專業制度再思臺灣諮商心理師專業能力之內涵與指標。輔導

季刊，58（4），29-40。 

林靜蘭、高瑞勇、丘梅萱、凃兆璘（2021）。疫情下民眾的心理健康。精神衛生護理雜

誌，16（2），14-21。https://doi.org/10.6847/TJPMHN.202109_16(2).02 

邱美妙、陳春妃（2022）。後疫情時代透過數位教學與積極參與之混成學習模式提升解剖

學學習成效。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5（2），159-176。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 

icle/Detail?DocID=20709455-N202307150001-00003 

洪雅鳳、羅皓誠（2006）。自殺未遂學生的危機介入處遇策略。輔導季刊，42（2），13- 

24。https://doi.org/10.29742/GQ.200606.0002 

曹方祈（ 2023 ）。國中體育科遠距教學實施困境與因應策略。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12(2)， 17-20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30114001-N2023 

02020005-00004 

許育光（2011）。碩士層級實習學校諮商員督導團體之關切議題、學習因素與參與經驗分

析碩士層級實習學校諮商員督導團體之關切議題、學習因素與參與經驗分析。中華輔

導與諮商學報，（31），61-100。https://doi.org/10.7082/CJGC.201112.0062 

許維素（2005）。輔導教師學校系統觀的重要性。輔導季刊，41（3），72-74。https://doi. 

org/10.29742/GQ.200509.0010 

陳秉華（1991）。諮商技巧訓練的成效暨諮商技巧與諮商效果的相關研究。教育心理學

報，（24），117-143。https://doi.org/10.6251/BEP.19910601.5 

陳映燁、蔡紀葦（2021）。台灣民眾在 COVID-19 疫情下之心理健康衝擊。自殺防治網通

訊，16（1），7-9。https://doi.org/10.30126/NSPN.202103_16(1).0004 

陳景花（2022）。COVID-19 心理研究之文獻計量分析。教育與心理研究，45（4），1- 

43。 

陳濼翔、施百俊、古源光（2022）。新冠疫情影響下的高等教育教學品質與因應方向。評

鑑雙月刊，（100），45-47。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a0000 

http://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30114001-N202302020005-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19966822-201403-201404230030-201404230030-44-55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19966822-201403-201404230030-201404230030-44-55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19966822-201403-201404230030-201404230030-44-55
https://doi.org/10.6251/BEP.20141008
https://doi.org/10.6847/TJPMHN.202109_16(2).02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20709455-N202307150001-00003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20709455-N202307150001-00003
https://doi.org/10.29742/GQ.200606.0002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30114001-N202302020005-00004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30114001-N202302020005-00004
https://doi.org/10.7082/CJGC.201112.0062
https://doi.org/10.29742/GQ.200509.0010
https://doi.org/10.29742/GQ.200509.0010
https://doi.org/10.30126/NSPN.202103_16(1).0004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a0000268-202211-202211020010-202211020010-45-47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 

48 

 

 

 

268-202211-202211020010-202211020010-45-47 

陳豐祥（2009）。新修訂布魯姆認知領域目標的理論內涵及其在歷史教學上的應用。歷史

教育，（15），1-53。https://doi.org/10.6608/THE.2009.015.001 

買詠婕、許育光、刑志彬（2019）。多軸向自我傷害危機處理能力評量之工具建構。中華

心理衛生學刊，32（3），295-327。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909_32(3).0004 

黃佩娟（2011）。諮商心理師專業能力之評量及工作場域差異分析〔未出版之博士論

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黃意婷、張書森（2023）。COVID-19  疫情如何影響自殺風險？。自殺防治網通訊，18 

（1），28-30。https://doi.org/10.30126/NSPN.202303_18(1).0004 

黃鈺茹、李怡旻、黃婉翠、魏芳君（2022）。醫事人員於 COVID-19 疫情期間之壓力感受

之探討。健康促進研究與實務，5（2），33-43。https://doi.org/10.29442/HPRP.202207 

_5(2).0004 

黃龍杰（2010）。災難後安心服務。臺北：張老師文化出版社。 

溫錦真、林美珠（2014）。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危機與危機介入之探究：以一所綜合大學諮

商中心為例。臺灣諮商心理學報，2（2），1-29。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 

Detail?DocID=P20121015004-201409-201504090027-201504090027-1-29 

蔡昕璋（2022）。疫情期間大學生自我調控學習、線上校園人際經驗與線上課程學習成效

之關係研究：以 2020 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例。學生事務與輔導，60（4），11- 

32。https://doi.org/10.6506/SAGC.202203_60(4).0003 

鄭泓鎂、鄭麗芬、李明峰（2018）。社區關懷訪視員在危機助人工作情境中的衝擊及因應

歷程。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32），53-78。 

鄭青玫 （2020）。自殺關懷訪視員服務重複自殺企圖者首期服務歷程所遇抗拒與介入初

探。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34），31-56。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n.d.). Positive transference. In AP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Retrieved September 19, 2023, from https://dictionary.apa.org/intervention 

APA (2023, September 19). AP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Intervention. APA. https:// 

dictionary.apa.org/intervention 

Brausch, A. M., Whitfield, M., & Clapham, R. B. (2023). Comparisons of mental health 

symptoms, treatment access, and self-harm behaviors in rural adolescents before an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32(6), 1051-1060. 

https://doi.org/10.1007/s00787-022-02039-x 

Chen, Y. Y., Wu, C. C., & Gau, S. F. (2021). Mental health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aiwan. 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120(7), 1421-1423. https://doi. 

org/10.1016/j.jfma.2020.12.002. 

Cheng, H., Wang, D., Wang, L., Zou, H., & Qu, Y. (2023). Global prevalence of self-harm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BMC psychology, 

11(1), 1-15. https://doi.org/10.1186/s40359-023-01181-8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a0000268-202211-202211020010-202211020010-45-47
https://doi.org/10.6608/THE.2009.015.001
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909_32(3).0004
https://doi.org/10.30126/NSPN.202303_18(1).0004
https://doi.org/10.29442/HPRP.202207_5(2).0004
https://doi.org/10.29442/HPRP.202207_5(2).0004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21015004-201409-201504090027-201504090027-1-29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21015004-201409-201504090027-201504090027-1-29
https://dictionary.apa.org/intervention
https://dictionary.apa.org/intervention
https://doi.org/10.1007/s00787-022-02039-x
https://doi.org/10.1016/j.jfma.2020.12.002
https://doi.org/10.1016/j.jfma.2020.12.002
https://doi.org/10.1186/s40359-023-01181-8


https://doi.org/10.6308/JCPRC.202312_(38).0002 

COVID-19 疫情下心理工作者危機介入訓練課程成效之研究 

49 

 

 

 

Daffern, M., Shea, D., Dunne, A., Papalia, N., Thomson, K., Simmons, M., & Ogloff, J. R. 

(2022). Psychologists and psychiatrists’ experiences of threats to wellbeing whilst providing 

forensic tele-service work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iatry & Psychology, 33(3), 323-334. https://doi.org/10.1080/14789949.2022.2067583 

Embregts, P. J., Tournier, T., & Frielink, N. (2022). The experiences of psychologists working 

with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35(1), 295-298. 

Fouad, N. A., Grus, C. L., Hatcher, R. L., Kaslow, N. J., Hutchings, P. S., Madson, M. B., Collins, 

F. L., Jr., & Crossman, R. E. (2009). Competency benchmarks: A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and measuring competence in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across training levels.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3(4, Suppl), S5-S26. https://doi.org/ 

10.1037/a0015832 

Geraldina, A. M., Suen, M. W., & Suanrueang, P. (2023). Online mental health service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in Indonesia: Challenges from psychologist perspective. Plos one, 

17(6), 1-17.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85490 

Hasking, P., Lewis, S. P., Bloom, E., Brausch, A., Kaess, M., & Robinson, K. (2021).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students at elevated risk of self-injury: The importance of 

virtual and online resources.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42(1), 57-78. https://doi- 

org.ezp.kmu.edu.tw/10.1177/0143034320974414 

Hatcher, R. L., Fouad, N. A., Grus, C. L., Campbell, L. F., McCutcheon, S. R., & Leahy, K. L. 

(2013). Competency benchmarks: Practical steps toward a culture of competence.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7(2), 84-91. https://doi.org/10.1037/a0029401 

Hill, C. E.（2017）。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4 版）（林美珠、田秀蘭 

譯）。學富文化。（原著出版於 2014）https://doi.org/10.1111/jar.12916 

Humer, E., Pammer, B., Schaffler, Y., Kothgassner, O. D., Felnhofer, A., Jesser, A., Pieh C.& 

Probst, T. (2023). Comparison of mental health indicators in clinical psychologists with the 

general popul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Scientific Reports, 13(1), 5050.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3-32316-x 

Kaslow, N. J. (2004). Competencies in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9(8), 

774-781. https://psycnet.apa.org/doi/10.1037/0003-066X.59.8.774 

Lin, C. Y., Chang, S. S., & Shen, L. J. (2021). Decrease in suicide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aiwan.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82(6), 21br14137. 

https://doi.org/10.4088/JCP.21br14137 

Nickerson, A. B., Cook, E. E., Cruz, M. A., & Parks, T. W. (2019). Transfer of school crisis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train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Training, trainee, and work 

environment predictors.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48(3), 237-250. 

Pappa, S., Ntella, V., Giannakas, T., Giannakoulis, V. G., Papoutsi, E., & Katsaounou, P. (2020).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insomnia among healthcare workers during the 

https://doi.org/10.1080/14789949.2022.2067583
https://doi.org/10.1037/a0015832
https://doi.org/10.1037/a0015832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85490
https://doi-org.ezp.kmu.edu.tw/10.1177/0143034320974414
https://doi.org/10.1037/a0029401
https://doi.org/10.1111/jar.12916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3-32316-x
https://psycnet.apa.org/doi/10.1037/0003-066X.59.8.774
https://doi.org/10.4088/JCP.21br14137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 

50 

 

 

 

COVID-19 pandemic: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88, 901-907. https://doi.org/10.1016/j.bbi.2020.05.026 

Parks, T. W., Nickerson, A. B., Fredrick, S. S., & Sodano, S. M. (2023). Transfer of PREP a RE 

school crisis training: Moderating effects of trainee characteristics.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60(1), 199-213. 

Rajkumar, R. P. (2020). COVID-19 and mental health: A review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s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52, Article 102066. https://doi.org/10.1016/j.ajp.2020.102066 

Roberts, A. R. (2005). Crisis intervention handbook: Assessment, treatment, and research (3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dolfa, E., Bent, R., Eisman, E., Nelson, P., Rehm, L., & Ritchie, P. (2005). A cube model for 

competency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y educators and regulators.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36(4), 347-354. https://psycnet.apa.org/ 

doi/10.1037/0735-7028.36.4.347 

Rodolfa, E., Greenberg, S., Hunsley, J., Smith-Zoeller, M., Cox, D., Sammons, M., Caro, C., & 

Spivak, H. (2013). A competency model for the practice of psycholog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7(2), 71-83. https://doi.org/10.1037/a0032415 

Sattar, R., Heyhoe, J., O’Hara, D., Wijeratne, D., & Lawton, R. (2023). Caring in a crisis: 

Understanding the stressors and uplifts for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frontline staff through 

the lens of clinical psychologists. Stress and Health, 39(1), 103-114. https://doi.org/10.1002/ 

smi.3168 

Sher, L. (2020).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suicide rates. QJM: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ine, 113(10), 707-712. https://doi:10.1093/qjmed/hcaa202 

Son, C., Hegde, S., Smith, A., Wang, X., & Sasangohar, F. (2020). Effects of COVID-19 o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view survey study.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2(9), Article e21279. https://doi.org/10.2196/21279 

Wang, C. Y., Pan, R. Y., Wan, X. Y., Tan, Y. L., Xu, L. K., Ho, C. S., & Ho, R. C. (2020). 

Immediate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and associated factors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2019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epidemic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5), Article 1729.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7051729 

Wang, C. Y., Pan, R., Wan, X. Y, Tan, Y. L., Xu, L. K., McIntyre, R. S., Choo, F. N., Tran, B., 

Ho, R., Sharma, V. K., & Ho, R. C. (2020).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general popul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in China. 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 

87, 40-48. https://doi.org/10.1016/j.bbi.2020.04.028 

WHO (2022, March 2). Mental Health and COVID-19: Early evidence of the pandemic’s impact: 

Scientific brief. WHO.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2019-nCoV-Sci_Brief 

-Mental_health-2022.1 

https://doi.org/10.1016/j.bbi.2020.05.026
https://doi.org/10.1016/j.ajp.2020.102066
https://psycnet.apa.org/doi/10.1037/0735-7028.36.4.347
https://psycnet.apa.org/doi/10.1037/0735-7028.36.4.347
https://doi.org/10.1037/a0032415
https://doi.org/10.1002/smi.3168
https://doi.org/10.1002/smi.3168
https://doi.org/10.2196/21279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7051729
https://doi.org/10.1016/j.bbi.2020.04.028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2019-nCoV-Sci_Brief-Mental_health-2022.1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2019-nCoV-Sci_Brief-Mental_health-2022.1


https://doi.org/10.6308/JCPRC.202312_(38).0002 

COVID-19 疫情下心理工作者危機介入訓練課程成效之研究 

51 

 

 

 

Xiao, H., Zhang, Y., Kong, D., Li, S., & Yang, N. (2020). The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sleep 

quality of medical staff treating patients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 19)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2020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Monitor: Inter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and Clinical Research, 26, Article e923549. https://doi.org/10. 

12659/MSM.923549 

Xiong, J., & Lipsitz, O., & Nasri, F., & Lui, L., & Gill, H., & Phan, L., & Chen-Li, D., & 

Iacobucci, M., & Ho, R., & Majeed, A., & McIntyre, R. (2020).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mental healt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77, 55-64. https://doi.org/10.1016/j.jad.2020.08.001. 

Yeager, K. R., & Roberts, A. R. (2005). Differentiating among stress, acute stress disorder, acute 

crisis episodes, trauma, and PTSD: Paradigm and treatment goals. Crisis intervention 

handbook: Assessment, treatment, and research, (pp. 90-11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andifar, A., & Badrfam, R. (2020). Iranian mental health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As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51, Article 101990. https://doi.org/10.1016/j.ajp.2020.101990 

Zhang, C., Ye, M., Fu, Y., Yang, M., Luo, F., Yuan, J., & Tao, Q. (2020).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Teenagers in China.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67(6), 747-755. https://doi:10.1016/j.jadohealth.2020.08.026 

https://doi.org/10.12659/MSM.923549
https://doi.org/10.12659/MSM.923549
https://doi.org/10.1016/j.jad.2020.08.001
https://doi.org/10.1016/j.ajp.2020.101990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 

52 

 

 

 

附件 1 

疫情下醫事人員危機介入課程 
 



https://doi.org/10.6308/JCPRC.202312_(38).0002 

COVID-19 疫情下心理工作者危機介入訓練課程成效之研究 

53 

 

 

A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risis Intervention 

Training Programs for Psychological Professionals 

under the COVID-19 Epidemic 

Meng-Hsin Hsieh1*、Meng-Chieh Fang2、Chih-Pin Hsing3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1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2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3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raining programs provided to psychologists 

and social worker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epidemic concerning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crisis management. The pandemic, which has led to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experiencing mental issues and a rise in feelings of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among individuals, 

has significantly impacted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population due to the outbreak. It also places 

considerable pressure and burden on psychologists and social workers who serve on the front 

lines. By providing training programs and conducting research, this study aims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and usefulness of training for psychologists and social workers and improve the 

competence of crisis professionals in handling crises. A total of 45 hours of training courses were 

conducted by professors from domestic universities with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senior 

practitioners from the industry. The pre-and post-test measures used are the 'Intervention 

Competency' subscale of the 'Psychologist Competency Rating Scale'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Self-injury Crisis Intervention Competencies Scale.' According to the study results, all 

participants scored significantly on the Intervention Competency.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Self- 

injury Crisis Intervention Competencies Scale, the Crisis assessment and Context inquiry, Crisis 

assessment and context inquiry, Emotional support, and Resource linkage and systematic 

consultation subscales are scored significantly. This study has demonstrated that crisis courses 

can enhance the intervention skills of psychologists and social workers, enabling them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 of a crisis better. Professionals can also assist clients in being aware of 

their internal states and emotions, and provide them with appropriate resources for assistance. 

 

KEY WORDS: Intervention Competency, the Effectiveness of Crisis Intervention Training 

Programs,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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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透過梳理多元文化督導之相關理論、文獻與研究，探究多元文化督導能力

並嘗試建構多元文化督導能力之評估指標。第一階段研究，透過四位學者進行專家內容效

度審查，以確定多元文化督導能力的評估指標與內涵。第二階段研究，採用修正式德懷術

研究法，邀請具有多元文化及諮商督導專業之 12  位專家形成德懷術專家小組。經過三回

合德懷術後，刪除標準為：（1）重要性採用平均數＜3.5、（2）意見一致性則採用四分

位差（QD）以及標準差（SD）＞1。三回合德懷術之 Kendall  和諧係數皆達顯著性（p 

＜.001）。研究結果：（1）本研究建構多元文化敏感度和多元文化督導作為等兩個評估

指標。其中多元文化敏感度包括覺察自我與覺察他者等兩個層面；多元文化督導作為包括

關係互動與過程介入等兩個層面，共計 56 項內涵。（2）獲得學者一致性的高度重要性評

分之內涵共有九項，包括覺察自我（AS）層面：「了解自身價值觀之影響」、「覺察自

身文化的影響」、以及「察覺文化因素對督導關係的影響」；覺察他者（AO）層面： 

「關注受督者文化因素對督導歷程的影響」和「尊重受督者的性傾向」。在關係互動 

（RI）層面：「表達對文化獨特性的尊重」和「探討督導關係中與多元文化議題相關的感

受」；過程介入（PI）層面：「示範文化的個案概念化」和「討論諮商介入的文化特

性」。文末，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研究限制與建議，可供未來相關研究與實務工作者參考。 

 

 

關鍵詞：諮商督導、德懷術、多元文化督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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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時代潮流變動，諮商教育和訓練逐漸重視個體的獨特性與文化的多樣性（台灣輔

導與諮商學會，2022；臺灣諮商心理學會，2021），遂而形成諮商專業的第四勢力，即為

多元文化諮商取向的崛起（Ponterotto et al., 2010）。此取向強調秉持彈性與接納態度，重

視個體的獨特性， 思考其文化脈絡與背景之影響， 提供適切的文化介入（ 游美貴， 

2012）。 

在諮商專業的發展中，督導者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為了協助受督者的能力精進，

督導者自身的專業發展也須獲得重視。在督導過程中，督導者與受督者相互交會，彼此的

成長背景與多元文化因素也會在過程中碰撞，進而影響督導關係與成效（Falender  & 

Shagranske,  2017;  Schroeder  et  al.,  2009）。督導者與受督者擁有各自的態度、價值觀、成

長背景、文化脈絡、溝通方式等層面，會在督導歷程中相互編織（Amos,  2017）。再者，

在督導中隱藏的第三人－案主，也擁有獨特的文化經驗，並對督導歷程產生影響（陳金

燕，2003；Bernard & Goodyear, 2019）。因此，任何一段督導關係也都含有多元文化的色

彩，也需在其中面對與處理多元文化議題（Fong,  1994;  Killian,  2001）。因此，督導者須

具備多元文化督導能力變成重要的探討議題。 

然而，在諮商督導的領域中，對於多元文化督導能力之相關概念與教育尚未明確與豐

沛，且概念多引用自多元文化諮商理論，缺乏屬於多元文化的督導理論與能力的建構（王

大維，2009）。此狀況急需獲得重視，因為在督導歷程與關係中，督導者、受督者與案主

之多元文化因素會彼此交融，並會對受督者的學習與成長，以及案主接受的諮商品質產生

直接與間接的影響（Singh  &  Chun,  2010）。在多元文化督導的範疇中，看重督導者與受

督者彼此的成長背景、性別、性取向、民族、社會階級、宗教信仰等多元文化面向的互

動，且這些交流將持續影響整個督導歷程（Estrada  et  al.,  2004）。故督導理論也需隨著

多元文化的思潮而演進。 

綜觀許多諮商督導理論，可發現其中存在著多元文化因子。以督導理論而言，三人諮

商師訓練模式（Triad Training Model, TTM, Pedersen, 1977）強調聽見多元聲音，透過心理

師、正心理師與反心理師等三種角色，以及案主，所形成的多元文化督導訓練模式，目的

在促進受督者對案主狀況與文化影響之覺察。雙矩陣督導模式強調督導者對受督者的重要

性，以及督導關係、機構氛圍和社會脈絡等因素（Hawkins & Shohet,  2000）。Holloway 

（1995）的系統督導模式看重督導關係外，更強調其中的權力差異與運作，對督導關係與

督導成效的衝擊（Pakdaman et al., 2015）。 

多元文化因子亦與心理治療取向督導模式進行融合，Watkins 和 Hook（2016）認為精

神分析取向的多元文化督導需包括：覺察文化對自我與他人的影響、保持對文化學習的態

度、敏感於文化對關係的影響等內涵，目的在促進對文化因素的覺察與影響。Yang  等人 

（2018）闡述認知行為取向之多元文化督導的歷程，包括：相互尊重（支持的正向督導關

係）、文化知識（好奇與了解）、開放討論（尊重與澄清）、角色扮演（文化技巧）等面

向。透過尊重的督導關係，保持開放與求知態度，提升對文化議題的討論與因應。 

隨著理論的不斷演化， 以多元文化為主體的督導模式漸漸產生。Reid 和 Dixon 

（2012）說明多元文化督導的四個階段，包括：（1）開放的督導關係，促進受督者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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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2）探討文化差異，督導者主動開展文化探討，促進督導同盟。（3）澄清彼此期

待，清楚溝通期待、目標與限制。（4）關注感受與想法，符合受督者的成長與文化需

求。重視在穩定正向的督導關係裡，清楚討論彼此文化差異，進而學習與成長。Bernard

和 Goodyear（2019）擴充 Sue 的多元文化能力內涵並提出四個多元文化督導能力架構，包

括：（1）個人內在：認同、（2）人際間：偏誤與偏見、（3）人際間：文化認同與行

為、（4）社會／政治等概念。此理論強調督導者須提升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與覺察，進而

將人際互動與社會存在的文化議題與偏見融入整個督導歷程，包括：性傾向、社會階級、

性別等。 

Watkins 等人（ 2019 ） 提到在多元文化取向的督導強調文化謙遜（ Cultural 

Humility）、文化自在（Cultural Comfort）與文化機會（Cultural Opportunities）等概念，

分別說明督導者對文化保持謙虛與開放的態度、保有在探索與討論文化議題時的舒適與自

在、以及適時的掌握文化討論與介入的機會。由此些模式與概念可知，多元文化取向督導

重視督導者對自身與他人的探索與覺知，需看見關係中的文化因素之影響，並能適時的提

出對文化議題的對話。 

在多元文化相關量表層面，可查閱到許多與多元文化諮商相關量表。然，多元文化督

導能力量表僅找到 Sangganjanavanich 和 Black （ 2011 ） 發展的多元文化督導量表 

（Multicultural Supervision Scale, MSS），包括：（1）督導技巧分量表：共有 14 題，聚

焦在督導者的能力與技巧。（2）督導者的態度與信念分量表，共有 11 題，聚焦在督導者 

的態度和想法與受督者的互動。（3）對多元群體的刻板印象分量表：共有 14 題，聚焦在

督導者對多元族群的價值觀與假設。三個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分別為 .87、.78、.76。此量

表重視督導者的技巧、態度、互動與刻板印象等層面。然而，在翻閱多元文化、督導理論

與相關研究後發現，在多元文化督導理論中，皆強調督導者的多元文化敏感度的重要性，

能覺察文化因素對自我與他人的影響，能主動積極提出多元文化議題的討論（make the 

invisible visible），進而強化受督者之多元文化能力（Proctor & Rogers, 2013）。因此，研

究者認為督導之目的亦在於提升受督者的諮商能力與技巧，因此，督導者的多元文化督導

作為也是相當重要的內涵，是促進受督者精進的重要管道（王大維，2009）。故本研究嘗

試凝聚理論與文獻資料，聚焦在多元文化敏感度以及多元文化督導作為等兩大面向進行闡

述。 

一、多元文化敏感度 

根據多元文化相關的督導理論與研究可發現，發現與覺察是改變與建立良好督導關係

的重要第一步， 其中涉及對於督導者、受督者以及案主的體察與了解（ Bernard & 

Goodyear, 2019）。因此，在多元文化敏感度面向，將包含覺察自我以及覺察他者兩個向

度。 

在覺察自我向度，Toporek 等人（2004）發現增加覺察是多元文化督導的重要內涵，

也是督導者的重要督導工具，可促進受督者提升覺察與成長（Proctor & Rogers, 2013）。

文化謙遜態度可促進督導者保有持續開放與學習的心態，主動發現自身的不足並能積極接

觸新事物與精進自我（Fickling et al., 2019）。督導者的覺察自我之內涵，展現在面對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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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 察態度以及開放心態（Patallo,  2019），更主動地探索與了解文化對自我之影響 

（Rice & O’ Donohue, 2002），能在自我探索時感 舒適與自在與保持對話（Owen et al., 

2017 ） ， 包括： 文化假設、家庭價值觀等， 以及因成長脈絡所形成的優勢與限制 

（Minami, 2009）。 

另外， 察他者向度也是督導者多元文化敏感度的重要元素。督導者之 察自我的提

升，可促進其對受督者文化差異的敏感，並可以此作為督導與討論的焦點。抱持接納態

度，並欣賞他者文化及其對受督者的影響等，包括：價值觀、處事判斷、和人際風格等 

（Rice & O’ Donohue, 2002）。Dressel 等人（2007）研究發現，多元文化督導的關鍵在於

督導者可以敏銳地發現督導中存在的文化議題，並能主動展開對談，此可創造安全與開放

的討論氛圍，亦可有效的促進督導成效與滿意度。 

由此可知，在督導者的多元文化敏感度向度中， 察自我與 察他者面向彼此相輔相

成。在 察自我層面，聚焦在督導者對自我文化、價值觀和限制等面向的 察與探索。在 

察他者層面，聚焦督導者能以謙卑態度了解與欣賞受督者之文化及個體獨特性。督導者

的多元文化敏感度能力，亦為後續的多元文化督導作為提供穩固的基礎。 

二、多元文化督導作為 

在敏感度與 察能力提升後，則須回應督導的最終目的即在透過多元方式，促進受督

者專業能力的提升。因此，許多理論皆強調督導關係，以及在良好關係上所提供的督導介

入（Hawkins & Shohet, 2000; Holloway, 1995）。故在多元文化督導作為面向，將包括關係

互動與過程介入兩個向度。 

督導目的即是協助受督者精進專業能力，透過在多元文化的督導關係中，創造信任、

尊重與包容氛圍，引導受督者思考文化因素對諮商與督導關係的影響，進而提升專業能力

以及多元文化能力（Inman, 2006）。Estrada 等人（2004）表達安全關係為首要之重，受

督者才能感 安心並可暢所欲言。Ramírez Stege 等人（2020）提出在多元文化督導關係

中，存在著權力、性別、社會階級等相關因素，需在督導關係中得以開展與討論此議題 

（Ladany et al., 2013）。 

優質督導關係是督導工作得以維持的重要因子，在安全與信任的空間裡，鼓勵受督者

可自在表達（Holloway, 2016）。Lonn 和 Juhnke（2017）研究發現，督導者需時刻檢視督

導關係並保持對多元議題的開放，可減少受督者之督導不揭露現象。Wind 等人（2020）

發現不同性別對權力議題保有不同感受，因此鼓勵督導者可在督導中討論權利議題，女性

受督者較可感 被賦權。 

督導者提供的多元文化督導過程之介入是促進受督者專業能力更加深化的歷程 

（Burkard et al., 2006）。Schroeder 等人（2009）發現當督導者具備多元文化能力且可提

供文化回應時，將可產生較好的督導關係，提升受督者的文化敏感度。Jang 等人（2020）

表達督導者需要具備與受督者討論與介入多元文化議題的能力，可促進發展正向的督導關

係，其介入包括：主動提起多元文化議題、自我揭露限制與優勢、思考文化中的壓迫與影

響、對刻板印象與偏見的因應等。 

綜合以上，在多元文化督導中，督導者的多元文化敏感度與多元文化督導作為不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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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受督者的成長與專業提升，同時也是維護多元案主服務品質的關鍵要素（Ladany et 

al., 2013）。是故，研究者想針對督導者之多元文化敏感度與多元文化督導作為等兩個構

念，建構多元文化督導能力的評估指標與內涵，期望可為未來的諮商教育、督導訓練、與

學術研究等領域，提供有效的參考依據。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嘗試爬梳多元文化諮商和諮商督導等文獻與研究，透過廣泛閱讀與整理研究和

理論的資料，凝聚出多元文化督導能力需具備的相關內涵。藉由對此些資料的討論和咀

嚼，本研究從多元文化督導能力的視框中梳理出兩個重要的評估指標及內涵，包括： 

（1）多元文化敏感度，包括： 察自我、 察他者等兩個內涵；（2）多元文化督導作

為，包括：關係互動、過程介入等兩個內涵。 

以上述兩個評估指標及內涵為發展基礎，輔以理論和研究的相互呼應，設計指標之內

涵。透過四位學者對各項指標與內涵進行專家內容效度審查。再藉由修正式德懷術研究，

邀請 12  位學者進行三回合的德懷術討論，獲得專家對內涵之重要性與意見一致性的回

饋，最後形成多元文化督導能力之評估指標的完整內涵。以下針對研究參與者、研究程

序、研究工具、資料收集與分析等內容進行分述。 

一、研究參與者 

在專家內容審查階段，研究者瀏覽多元文化、諮商督導等相關理論與研究，梳理出多

元文化督導能力評估指標並以此發展相關內涵。後續，研究者邀請在多元文化、諮商督

導、測驗統計等領域的四位學者，共同對此份多元文化督導能力評估指標之內涵提供回饋

與建議，建立專家內容效度，形成德懷術研究階段的初稿內容。表 1 為專家內容效度委員

名單。 

表 1 

專家內容效度委員名單 

編號 性別 職稱 專 長 

1 女 教授 依附關係、兒童青少年諮商、多元文化、測驗統計 

2 女 教授 兒童遊戲治療、諮商督導、人際關係、壓力調適 

3 女 副教授 諮商員訓練與督導、表達性藝術治療、學校輔導與諮

商、兒童與青少年諮商 

4 女 助理教授 諮商理論、諮商實習、多元文化 

在德懷術研究階段，王文科與王智弘（2020）建議德懷術專家委員的數量至少 10 人

以上，方能有效地減少誤差，提高結果的可信度。故本研究在選擇學者時，需把握其對此

領域的專精性與熟悉度、具備多元文化督導與諮商督導經驗、精通測驗統計並能配合討論

時程等條件。透過邀請與獲得學者們的同意後，本研究招募 12 位學者，男女各六人，作 

為德懷術的專家委員。表 2 為德懷術專家委員名單及專業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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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德懷術專家委員名單及專業背景資料 

編號 性別 職稱 執業年資 督導年資 諮商取向 督導取向 

A 男 助理教授 12 8 人際歷程 雙矩陣模式 

B 女 副教授 30 22 人際歷程 系統取向 

C 男 助理教授 12 9 存在人本 區辨督導模式、

循環督導模式 

D 男 教授 35 30 精神分析 雙矩陣模式 

E 女 教授 37 21 後現代、

焦點解決 

後現代取向 

F 女 副教授 9 6 短期治療、

正念取向 

區辨督導模式 

G 女 助理教授 12 6 後現代取向 區辨督導模式 

H 女 副教授 20 15 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 

I 男 助理教授 16 10 生態系統、

後現代 

區辨督導模式 

J 男 教授 41 30 短期諮商模式 循環督導模式、 

多元治療督導模式 

K 女 副教授 20 18 人本取向 系統取向 

L 男 教授 25 17 心理動力、

人際取向 

發展模式 

二、研究程序 

圖 1 為研究流程圖。首先，研究者透過彙整理論、文獻與相關研究，梳理出多元文化

督導能力的兩個評估指標與四個內涵，包括：（1）多元文化敏感度： 察自我和 察他

者；以及（2）多元文化督導作為：關係互動和過程介入，並以此作為發展內涵之根據。 

研究者將此評估指標初稿、專家內容效度審查邀請函、內涵說明、評分方式等資料，

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給四位學者，邀請學者針對每個內涵的適用度進行勾選並提供審查意

見，包括：□適用、□不適用、□修正後適用（說明修改意見）。此過程為期兩週，回收

率為 100%。待研究者統整學者意見並對內涵進行調整與討論後，即形成第一回合德懷術

研究的初稿工具。 

接著採用修正式德懷術研究，透過一群該領域的學者們，針對一個議題進行來回反覆

的匿名討論與評分，並在最後獲得共識的研究方法（吳明隆，2013；鍾乙豪，2021）。本

研究邀請 12 位學者，對「多元文化督導能力之評估指標」初稿問卷進行第一回合的討

論。每回合回收完所有問卷後，進行資料分析，並將分析結果放入問卷，形成第二回合的

問卷。如此反覆進行三回合，德懷術研究進行時間為從 2022 年 10 月下旬至 2023 年 01 月

中旬，為期四個月。待內涵逐漸獲得學者們的共識，透過分析第三回合問卷之結果，進行

內涵的刪減，以形成「多元文化督導能力之評估指標」之內涵。 



https://doi.org/10.6308/JCPRC.202312_(38).0001 

多元文化督導能力評估指標建構之探究 

13 

 

 

 

圖 1 

研究流程圖 

 

 

三、研究工具、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為自編的「多元文化督導能力之評估指標」，以下針對問卷編製過程、問卷填

寫、資料收集與分析等內容進行分述。 

（一）問卷編製過程 

在文獻閱讀與整理階段，研究者透過整理多元文化諮商、諮商督導、及其相關文獻與

研究資料後，梳理出多元文化督導能力所需具備的兩個評估指標與四個內涵，包括： 

（1） 多元文化敏感度、（2）多元文化督導作為。研究者於每個內涵各設計 15 個內涵， 

總計 60 個內涵，形成初步的多元文化督導能力之評估指標內容。表 3 為多元文化督導能

力評估指標之架構表。 

在專家內容效度審查階段，本研究之多元文化督導能力評估指標，經過四位學者的內

容效度審查後，對內涵進行增減與調整。最後形成的評估指標與內涵，包括：（1）多元

文化敏感度： 察自我層面保有 15 項內涵， 察他者層面保留 14 項內涵；（2）多元文

化督導作為：關係互動層面保留 13 項內涵，過程介入層面保留 15 項內涵，共計有 57 項

內涵，以此作為德懷術研究的初稿工具。 

在德懷術研究階段，研究者邀請 12 位學者，針對此多元文化督導能力評估指標提供

評分並進行三回合的德懷術問卷。每回合的問卷回收後，進行各內涵項的重要性與一致性

的分析並將結果附於下回合的問卷，以供學者於評分時的參考。透過三回合反覆的評分與

討論，最後進行內涵的分析與篩選，包括：（1）多元文化敏感度： 察自我層面保有 15 

項內涵， 察他者層面保留 14 項內涵；（2）多元文化督導作為：關係互動層面保留 13 

項內涵，過程介入層面保留 14 項內涵。共有 56 項內涵。 

（二）問卷填寫與收集 

在第一回合德懷術研究時，研究者將多元文化督導能力評估指標的初稿、內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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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懷術研究目的與說明、填答方式等內容，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給 12 位學者。邀請學者針

對評估指標中的每個內涵進行重要度的評分，1 分代表非常不重要，5 分代表非常重要。 

在第一回合問卷全數回收完畢後，研究者對各內涵進行統計分析，計算每個內涵的平

均數、眾數、四分位差、以及標準差，並將結果附於次回合的問卷，以供學者於填答時的

參考，如此反覆進行三回合的討論。 

（三）資料收集與分析 

德懷術研究進行時間為從 2022 年 10 月下旬至 2023 年 01 月中旬，為期四個月，共計

三個回合，三回合回收率皆為 100%。收集每一回合的問卷後，利用 SPSS 進行分析，計

算每個內涵的平均數（M）、眾數（Mo）、四分位差（QD）和標準差（SD）。吳明隆 

（2013）認為在進行重要性篩選時，當平均數或眾數≥3 時，代表此項被多數學者認為是

重要的，故可以保留，而平均數或眾數＜3 時，則該項可考慮刪除。 

在一致性方面，顏百鴻和歐陽誾（2018）說明當內涵的四分位差≤1 時，則代表學者

對於該內涵的看法趨向中度一致與穩定性，內涵予以保留（吳明隆，2013）。最後，當共

識性內涵的數量已超越總內涵的 2／3 時，則代表此內涵之重要性與一致性以獲得多數學

者的認可，遂可停止進行德懷術研究（劉協成，2006）。表 3 為專家意見判定標準。 

表 3 

專家意見判定標準 

統計方法 區間判斷 重要性意義 

平均數（M） M ≥ 3.5 重要度高，保留 
 M < 3.5 和 SD > 1 刪題 

眾數（Mo） Mo ≥ 3 重要度高，保留 
 Mo < 3 且 QD > 1 刪題 

四分位差（QD） QD ≤ 0.5 高度一致性，保留 
 0.5 < QD ≤ 1 中度一致性，保留 
 QD > 1 未達一致性，刪題 

標準差（SD） SD < 1 獲得共識，保留 

綜合以上，本研究將採用上述學者的意見，當內涵重要性之平均數≥3.5，以及內涵一

致性之四分位差≤1 與標準差＜1，即保留該項內涵，其餘者則刪除。在第三回合中，如共

識內涵已超過總題數的 2/3 時，則可停止德懷術研究。 

（四）專家內容效度審查結果 

針對多元文化督導能力指標初稿的每個內涵，研究者統整四位學者對指標內涵的建

議，包括：（1）修飾語詞，確保語句通順、（2）一個句子僅能包含一個概念、（3）內

涵概念重複，可考慮合併、（4）多元文化概念豐富，需考量包含哪些重要元素等回饋、 

（5）指標內涵需與文化內涵結合才能更加明確等內容。研究者依據上述回饋進行指標內

涵之調整，例如：依據學者建議，將原 察他者（AO）的 AO8「我能發現受督者的刻板

印象」，更改為「我能發現受督者對特定多元文化族群的刻板印象」，可使題意更加明

確；原關係互動（RI）的 RI1「我會引導受督者思考選用諮商理論的價值觀」之概念較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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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過程介入（PI），故將此題移至 PI15；原過程介入（PI7）「我會調整督導方式以符合

受督者的需求」，更改為「我會調整督導方式以符合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受督者的需求」等

調整。 

在多元文化敏感度能力指標中， 察自我（AS）的 AS11「我會反思自己和受督導者

的文化差異」獲得四位學者一致同意適用，其餘 14 項皆為修正後適用，總計保留 15 項；

在 察他者（AO）中，AO6「我會尊重受督者的諮商取向」和 AO7「我會關注受督者對

權力差異的感受」獲得四位學者一致同意適用，AO8 和 AO9 合併成為「我能發現受督者

的刻板印象和偏見」，其餘 11 項皆為修正後適用，總計保留 14 項。 

在多元文化督導作為能力指標中，關係互動（RI）的 RI3「我能表達對受督者文化獨

特性的尊重」、RI10「我會邀請受督者表達不同的觀點」獲得四位學者一致同意適用。 

RI1「我會引導受督者思考選用諮商理論的價值觀」移至過程介入，而 RI2「我會和受督

者討論諮商歷程中的權力因素」之內容與其他內涵重複性高故刪除，其餘 11 項皆為修正 

後適用，總計保留 13 項。 

在過程介入（PI）的 PI1「我能與不同族群的受督者進行有效溝通」、PI3「我會向受

督者示範從文化視角進行個案概念化」、PI6「我會彈性評估受督者的多元文化能力」、 

PI10「我會鼓勵受督者增加多元文化經驗」獲得四位學者一致同意適用。PI15「我會透過

角色扮演，促進受督者 察性別價值觀」與其他內涵重複性高故刪除，其餘 10 項皆為修

正後適用，總計保留 15 項。 

參、研究結果 

本研究旨在梳理多元文化、諮商督導等相關的文獻與研究，凝聚出多元文化督導所需

具備的能力以及其中的內涵。透過專家內容效度審查以及三回合的德懷術研究，以發展多

元文化督導能力之評估指標與內涵。 

一、德懷術第一回合調查結果 

第一回合的德懷術分析結果，請詳見附錄表 4 和表 5。在多元文化敏感度能力指標

中， 察自我（AS）的平均數介於 3.92～4.92，眾數介於 3～5，AS8 和 AS13 的四分位差

皆大於 1，且 AS13 的標準差大於 1。在 察他者（AO）的平均數介於 4～4.83，眾數為 

5，AO7、AO10 和 AO12 的四分位差皆大於 1，且 AO7 和 AO12 的標準差大於 1。顯示學

者們對於多元文化敏感度能力指標的內涵展現中高度的重要性，而有五項尚未達到高度一

致性。 

在多元文化督導作為能力指標中，關係互動（RI）的平均數介於 3.83～5，眾數介於 

4～5，RI3、RI12 和 RI13 的四分位差及標準差皆大於 1。在過程介入（PI）的平均數介於 

3.5～4.75，眾數介於 3～5，PI8、PI11 和 PI15 的四分位差及標準差皆大於 1。顯示學者們

對於多元文化督導作為能力指標的內涵展現中高度的重要性，而有六項尚未達到高度一致

性。 

在第一回合中，研究者依據學者們的質性回饋進行指標描述的調整，包括：將「特

定」族群改為「少數」族群、性別「動力」改為性別「議題」等建議，研究者依據此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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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進行題項調整，使題項更為明確。而將我「會」改為我「能」之建議，「會」的語句含

義更多在呈現意願與是否想做，而本次研究更聚焦在督導者的能力向度，因此，將指標語

句改為「能」，可更加聚焦在督導能力的展現，故研究者進行題項之調整。研究者彙整第

一回合的統計結果與調整後的指標敘述，形成第二回合德懷術問卷。 

二、德懷術第二回合調查結果 

第二回合的德懷術分析結果，請詳見附錄表 6 和表 7，在第二回合中，所有學者皆同

意指標描述，故無提供質性回饋。在多元文化敏感度能力指標中， 察自我（AS）的平

均數介於 3.92～5，眾數介於 4～5，AS13 的四分位差大於 1。在 察他者（AO）的平均

數介於 4.25～5，眾數為 4～5，AO12 的四分位差大於 1。顯示學者們對於多元文化敏感度

能力指標的內涵，展現中高度的重要性，而有兩項尚未達到高度一致性。其中， AS10 

「我會察 文化因素（包括：性別、宗教、社會階級等）對督導關係的影響」、AO1「我

會關注受督者的個人文化背景因素對督導歷程的影響」和 AO3「我能尊重受督者的性傾

向」的平均數為 5 且標準差為 0，表示所有學者皆認為此些內涵具有高度重要性且意見完

全一致。 

在多元文化督導作為能力指標中，關係互動（RI）的平均數介於 3.83～5，眾數介於 

4～5，RI3 和 RI11 的四分位差大於 1。在過程介入（PI）的平均數介於 3.58～4.92，眾數

介於 3～5，PI8 和 PI15 的四分位差大於 1。顯示學者們對於多元文化督導作為能力指標的

內涵展現中高度的重要性，而有四項尚未達到高度一致性。其中，RI  1「我能表達對受督

者文化獨特性的尊重」的平均數為 5 且標準差為 0，表示所有學者皆認為此些內涵具有高

度重要性且意見完全一致。研究者彙整第二回合的統計結果，並附於第三回合德懷術問

卷。 

三、德懷術第三回合調查結果 

第三回合的德懷術分析結果，請詳見附錄表 8 和表 9，在第三回合中，所有學者皆同

意指標描述，故無提供質性回饋。在多元文化敏感度能力指標中， 察自我（AS）的平

均數介於 3.92～5，眾數介於 4～5。顯示學者們對於多元文化敏感度能力指標的所有內

涵，展現中高度的重要性和意見一致性。其中，AS2「我了解自身價值觀對我的判斷與行

為之影響」、AS6「我會 察自身的文化背景和脈絡對我的判斷與行為的影響」、AS10 

「我會察 文化因素（包括：性別、宗教、社會階級等）對督導關係的影響」的平均數為 

5 且標準差為 0，表示所有學者皆認為此些內涵具有高度重要性且意見完全一致。 

在 察他者（AO）的平均數介於 4.25～5，眾數為 4～5。顯示學者們對於多元文化

敏感度能力指標的所有內涵，展現中高度的重要性和意見一致性。其中，AO1「我會關注

受督者的個人文化背景因素對督導歷程的影響」和 AO3「我能尊重受督者的性傾向」的

平均數為 5 且標準差為 0，表示所有學者皆認為此些內涵具有高度重要性且意見完全一

致。 

在多元文化督導作為能力指標中，關係互動（RI）的平均數介於 3.92～5，眾數介於 

4～5，所有內涵呈現高度重要性與意見一致性。其中，RI1「我能表達對受督者文化獨特

性的尊重」和 RI4「我能與受督者探討在督導關係中與多元文化議題相關的感受」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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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 5 且標準差為 0，表示所有學者皆認為此些內涵具有高度重要性且意見完全一致。 

在過程介入（PI）的平均數介於 3.58～5，眾數介於 3～5，PI8 的四分位差大於 1。顯 

示學者們對於多元文化督導作為能力指標的內涵，展現中高度的重要性。PI3「我會向受

督者示範從文化視角進行個案概念化」和 PI4「我能與受督者討論諮商介入的文化特性」

的平均數為 5 且標準差為 0，表示所有學者皆認為此些內涵具有高度重要性且意見完全一

致。而 PI8「我會支持受督者設定自身的學習目標」未達到中高度意見一致性，故刪題。 

四、德懷術結果之統整 

透過三回合的德懷術研究，學者們對於多元文化督導能力的指標內涵之重要性與意見

一致性逐漸穩定。在多元文化敏感度層面， 察自我向度的 AS8「我會審視自己對靈性議

題的包容度」、和 AS13「我會省思自身人際風格對督導關係的影響」於第一回合的四分

位差與標準差皆大於 1  且平均數小於 3.5，顯示學者們認為此些指標之重要性不高且意見

分歧。經過三回合之學者們討論，AS8  和 AS10  的重要性與意見一致性獲得學者們的認

可，最終得以保留指標。AS10「我會察 文化因素（包括：性別、宗教、社會階級等）

對督導關係的影響」於第二回合時，即已獲得所有學者評為滿分的重要性。於第三回合

時，AS2「我了解自身價值觀對我的判斷與行為之影響」、AS6「我會 察自身的文化背

景和脈絡對我的判斷與行為的影響」、AS10 皆被所有學者評為滿分的重要性。 

在 察他者向度裡，AO12「我能敏察受督者的人際互動風格」於第一和二回合中之

意見一致性皆較低，不過重要性之平均數則逐漸上升。在第三回合時，意見一致性趨向穩

定且平均數達到 4.33。AO1「我會關注受督者的個人文化背景因素對督導歷程的影響」、 

AO3「我能尊重受督者的性傾向」於第二及三回合中，皆獲得所有學者評為滿分的重要

性。 

在多元文化督導作為層面，關係互動向度的 RI3「我會和受督者檢視督導關係中的移

情/反移情議題」、RI12「我會在督導過程中鼓勵受督者分享建設性的自我揭露」、RI13 

「我會與受督者商討適切督導風格以利於受督者的學習」僅於第一回合未獲得意見一致

性，不過重要性平均數皆在 4 分以上。在第二回合中，僅有 RI3 以及 RI11「我會與受督

者一起討論督導中的衝突」未獲得意見一致性。於第三回中，RI1「我能表達對受督者文

化獨特性的尊重」、RI4「我能與受督者探討在督導關係中與多元文化議題相關的感

受」、RI8」「我會邀請受督者表達不同的觀點」、RI11  皆獲得所有學者評為滿分的重要

性。 

過程介入向度的 PI8「我會支持受督者設定自身的學習目標」、PI11「我會促進受督

者的多元文化認同」、PI15「我會引導受督者思考選用諮商理論的價值觀」於第一回合顯

示專家學者的意見不一致。在第二回合中，PI11 已獲得學者的意見一致性，PI8 及 PI15 雖

未獲得意見一致性，不過重要性平均數上升。直到第三回合，僅剩下 PI8 未獲得學者的意

見一致性，最終刪題。PI9「我會設計體驗活動促進受督者的文化 察」、PI12「我會主

動與受督者探討溝通誤會」之重要性平均數略低（3.58、3.67）。然而在考量研究與理論

中皆強調督導者提升受督者對文化的 察能力，以及主動開啟彼此的溝通誤會，因此最後

指標建議保留。PI3「我會向受督者示範從文化視角進行個案概念化」和 PI4「我能與受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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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討論諮商介入的文化特性」的平均數為 5 且標準差為 0，表示所有學者皆認為此些內涵

具有高度重要性且意見完全一致。 

最後，本研究以第三回德懷術問卷之分析結果為依據，保留 M≥3.5、QD≤1 以及 SD<1

之內涵，代表學者展現對這些內涵中高度的重要性與意見一致性。故最後刪除 PI8「我會

支持受督者設定自身的學習目標」。因此，多元文化督導能力評估指標，包含：（1）多

元文化敏感度能力指標： 察自我（15 項）和 察他者（14 項）；以及（2）多元文化督

導作為能力指標：關係互動（13 項）和過程介入（14 項），共計 56 項。 

肆、研究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係根據綜覽多元文化諮商、諮商督導與多元文化督導等相關理論與研究，梳理

出多元文化督導能力之兩個能力指標以及四個內涵。透過四位學者的內容效度審查，以及

邀請 12 位學者進行三回合德懷術研究，以確立多元文化督導能力之能力指標與內涵，包

含：（1）多元文化敏感度能力指標： 察自我（15 項）和 察他者（14 項）；以及 

（2） 多元文化督導作為能力指標：關係互動（13  項）和過程介入（14 項），共計 56 

項。 

一、研究討論 

從指標內涵的分析狀況而論，多數內涵的重要性皆高於 3.5 分且四分位差與標準差皆 

≤1，顯示學者們均一致認為這些內涵具有高度重要性。唯獨 PI8「我會支持受督者設定自

身的學習目標」的四分位差較高，表示學者對此內涵之重要性意見的評分仍不穩定，因而

刪除。隨著三回合德懷術研究的進行，高度重要性且意見一致性的內涵逐漸浮現。以下針

對多元文化敏感度及多元文化督導作為之能力指標及內涵進行分述和討論。 

（一）多元文化敏感度能力指標之內涵 

察與敏感度是從事心理諮商與諮商督導的重要能力（Toporek et al., 2004）， 察的

提升，使自我成長變成可能。敏感度的增加，擴展對他人與世界的認識（Inman, 2006）。

身為諮商督導者，被賦予更多的權力與角色，期望能引導受督者的諮商專業能力可以持續

進步，同時守護提供給案主的諮商服務品質（徐西森、黃素雲，2007）。 

關於多元文化敏感度能力指標而言，在 察自我（AS）層面的 AS2「我了解自身價

值觀對我的判斷與行為之影響」、AS6「我會 察自身的文化背景和脈絡對我的判斷與行

為的影響」、以及 AS10「我會察 文化因素（包括：性別、宗教、社會階級等）對督導

關係的影響」等內涵，獲得全數德懷術學者們一致性的高度重要性評分。由以上三題可看

出，學者們相當看重督導者須 察與瞭解自身文化因素對自己與督導關係的影響。 

在多元文化脈絡中，時常保持自我 察是最關鍵的能力（Sue et al., 1998），可以促

進個體了解文化脈絡的多元性、體察自身文化態度對臨床工作的影響、敏感自身偏誤和語

言的使用習慣（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7）。Schroeder 等人（2009）研究

發現，當督導者具備 察自身偏誤、溝通方式、價值觀、與他人的異同等文化能力時，受

督者表達擁有較好的督導關係、更願意自我表露並相信督導者。Proctor 和 Ro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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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研究發現，權力、安全督導關係、督導同盟等內涵是影響多元文化督導之重要因

素。其中，自我 察與檢驗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基底，如： 察自身限制與微攻擊等。唯有

時刻 察與敏感於自身的文化背景因素，才能促使督導者看見在督導歷程中的多元文化因

子，並進而提供適切的督導介入，包括：展開討論、自我揭露、賦能等。 

上述研究結果可呼應本研究的 察自我之內涵，從學者們全數同意的內涵即反映著對

督導者需了解與 察自身文化因素，及其對督導關係影響的重要性。此觀點亦與 Bernard

和 Goodyear（2019）的多元文化能力架構裡的個人內在之認同面向相似，強調提升對自

身文化的認識，才能協助自我與受督者的成長， 察自我的文化對他人與督導的影響並突

破盲點。缺乏文化敏感度的心理師較常高估其多元文化能力且較少展現在治療過程，影響

案主的權益（Hansen et al., 2006）。同樣的，在督導過程中，督導者若缺乏多元文化敏感

度， 將難以創造安全與接納氛圍，影響受督者的學習成效， 並間接衝擊案主的福祉 

（Singh & Chun, 2010）。 

由上可知，文化伴隨我們左右並潛移默化的形塑著我們對事物的想法、情緒、行為、

價值觀、態度等。在諮商督導中，督導者需敏 於自身的文化因素，探索其對思考、判

斷，以及對心理師和案主的影響？（Falender & Shagranske, 2017），並能在此探索歷程中

感 自在，並持續與自我和他人保持對話的文化舒適狀態（Owen et al., 2017）。因此，要

能夠敏感於文化對自身的影響，檢驗文化態度中的偏見與刻板印象，才能減少文化差異對

諮商督導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亦有機會促進自我成長與提升（Tomlinson-Clarke  &  Clarke, 

2010）。 

在 察他者（AO）層面，AO1「我會關注受督者的個人文化背景因素對督導歷程的

影響」和 AO3「我能尊重受督者的性傾向」等內涵，在第二回合及第三回合皆獲得全數

德懷術學者一致的高度重要性評分。顯示督導者須尊重受督者的個人文化因素外，亦須

察其對督導歷程可能產生的影響。此研究結果與 Popejoy  等人（2020）的研究相似，在督

導歷程中，督導者需了解受督者的文化因素及認同風格，方能促進督導者提供適切的督導

介入，開展存在督導歷程中之文化議題的探討，促進良好督導關係的建立（ Rowell, 

2009）。 

為了要能夠有效地提升督導者對受督者文化因素之探索， Rowell（2009）以 The 

Scripted Prejudice-Awareness Narrative Strategy（SPANS）督導模式進行研究發現，透過督

導者與受督者對自身文化的文本敘說與分享，可促進督導者 察與欣賞受督者的文化資

產，澄清對不同文化偏見，協助督導者發現督導關係中的文化衝突與權力，藉由探索與澄

清，營造開放的討論空間，強化督導關係。可呼應本研究中 察他者的 AO5「我能敏感

於受督者的靈性信仰」、AO8「我會關注受督者對權力差異的感受」、AO10「我能欣賞

受督者的獨特觀點」等指標內涵。 

對於受督者的好奇與了解，也展現督導者的文化謙遜與權力共享之平等與尊重態度，

願意虛心了解受督者的文化背景因素（Hool et al., 2013），包括：性別、性傾向、權力位

階、個體發展、專業認同等程度，思考其對督導歷程與關係的交互作用，強化相互理解和

督導關係，同時也可以成為很好的模範（Grassetti et al., 2019）。蔡秀玲（2012）以紮根

研究也發現，督導結構、督導者行為、受督者投入狀態以及督導成效等因素會影響督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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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其中督導者的不評價、尊重、接納等行為是督導同盟形成的關鍵，影響受督者對督導

歷程的投入。 

綜合以上，諮商督導者的多元文化敏感度評估指標之內涵，可以呼應 Bernard 和 

Goodyear（2019）提出多元文化督導能力架構，包括：個人內在、人際偏誤與偏見、文化

認同與行為、以及社會與政治議題等四個內涵，皆在強調與鼓勵督導者於督導歷程中保有

此些面向的內外在 察，思考受督者，也鏡映自己，以增加對自我與他人的認識與了解，

方能有機會突破認知的盲點。 

（二）多元文化督導作為能力指標之內涵 

以多元文化督導作為能力指標而言，在關係互動（RI）層面的 RI1「我能表達對受督

者文化獨特性的尊重」和 RI4「我能與受督者探討在督導關係中與多元文化議題相關的感

受」等內涵，皆獲得全數德懷術學者們一致的高度重要性評分。其中 RI1 於三回合德懷術

中，皆獲得學者一致性的高度重要性評分。顯示在多元文化督導作為的關係互動層面，督

導者需尊重受督者之多元文化背景，亦需關注討論多元文化議題時的相關感受。 

本研究的發現亦呼應 Gloria 等人（2008）之研究，其研究發現督導者表達對受督者不

同文化的尊重，鼓勵在督導中自在分享，可穩定督導關係，亦可提升受督者的文化敏感

度。Reid 和 Dixon（2012）研究亦表明督導關係需要督導者與受督者共同經營，督導者需

留心在關係中的多元文化因素，尊重且坦誠的與受督者共同檢視文化因素在督導關係中扮

演的角色，關注受督者在討論過程中的感受與想法。此研究結果亦可回應本研究 RI4 的內

涵。 

由本研究及上述研究之結果可知，督導關係是督導歷程的基石，透過建立信任的關

係，鼓勵受督者在督導中自在的談論內心關切的議題，且不需擔心會受到督導者的批判與

評價。如同吳秀碧（2012）所言，督導關係的經營有其獨特性，是一種督導者透過自身與

獨特關係建立技巧所形成的專業關係。因此，在督導關係中，督導者需要時刻思考並有所

作為，透過多樣的角色與技巧，建立良善督導關係（Holloway,  1995）。此等安全的關

係，包含表達尊重以及對關係的開放討論等重要元素（Prouty,  2001），可促進受督者對

督導歷程與關係的投入， 聚焦在督導中的學習與收穫， 且有助於維護案主的福祉 

（Callahan et al., 2019）。 

綜上可知，在多元文化督導中，建立良好的督導關係極為重要。在多元文化脈絡下，

誤解與理解變成一體兩面的重要存在。我們善於透過自身視角來判斷外在世界與關係，卻

容易忽略在他人的世界裡也有其獨特視框。是故，在督導關係中，督導者需主動營造安全

與信任氛圍，積極引導受督者並展開多元文化議題的對話（Upshaw et al., 2020）。減少誤

解，增加了解，正向督導關係因而成型(成形?。 

在過程介入（PI）層面，PI3「我會向受督者示範從文化視角進行個案概念化」和 PI4 

「我能與受督者討論諮商介入的文化特性」皆獲得全數德懷術學者們一致的高度重要性評

分。然而，PI8「我會支持受督者設定自身的學習目標」未達到中高度意見一致性。顯示

在多元文化督導作為的過程介入層面，督導者提供多元文化個案概念化的教育與示範是重

要的，並能與受督者討論諮商介入隱含的文化因素（Field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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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呼應 Jain  和 Aggarwal（2020）之研究，其研究發現督導者提供的教育和

引導受督者思考諮商介入對不同文化案主的適用性，成為受督者於督導歷程中的重要學習

經驗。可讓受督者感受平等的督導關係，也提供示範良好的文化回應經驗之機會。Yang

等人（2018）進一步透過個案研究，探索多元文化督導中有效的督導作為，包括：創造環

境、提供知識與支持、尊重受督者的觀點、不批判、開放討論等行為。此概念亦反映在 

PI7「我會調整督導方式以符合不同文化背景受督者的需求」內涵。Owen（2013）說明文

化機會之概念，強調在彼此互動中，督導者對於文化議題呈現時的掌握之重要性，如果督

導者能看見督導中浮現的文化議題並展開探討，能有效的促進督導關係與品質（Burkard 

et al., 2009）。此可呼應 PI3 和 PI4，且獲得全數德懷術委員的一致同意。 

Burkard  等人（2006）研究發現，督導者的多元文化回應能力可促進受督者的專業能

力。督導者看見督導過程中的多元文化議題，透過開放性提問、角色扮演、引導思考等展

開對文化議題的探索，引導受督者從文化角度評估案主狀態，重新思考諮商介入對案主的

適切性。不過在 Inman（2006）的研究發現，督導者的多元文化能力與督導工作同盟和督

導滿意度呈現正相關，卻與受督者的個案概念化呈現負相關，而此現象或許與受督者的專

業發展階段有關。對於初始發展階段的受督者，或許需要更多的指示與建議，而個案概念

化能力，則需要受督者具備對自我與他人更深入的認識後，才能精熟的能力（賀孝銘等

人，2001）。故督導者在提供個案概念化的教育時，須視受督者的發展階段而彈性調整。

因此，在督導歷程中，督導者需身兼許多角色與功能，不僅是教育者、模範者等，亦 

是促進受督者 察的催化者（Moody  et  al.,  2014），引導受督者思考適合案主文化特性的

諮商介入與策略（Field  et  al.,  2010），選用適合受督者文化與狀態的督導介入，以促進受

督者的專業成長。可知，督導者的督導作為不僅可提升受督者對自我與他人的 察與了

解，亦能增進其專業能力的提升與自我成長。 

在諮商督導中，督導者協助受督者澄清期待與學習目標是重要的內涵，且清楚的目標

可指引督導者與受督者朝著共同方向前進（Carroll, 2010）。不過 PI8「我會支持受督者設

定自身的學習目標」未獲得學者們對重要性的高度一致性評分，因而刪除。研究者推測設

定學習目標固然重要，然而在多元文化脈絡下，此學習方向應該更著重於多元文化與諮商

專業的跨領域結合與探索（Garrett et al., 2001），或許與一般的諮商目標會略有不同。再

者，在進行專家內容效度審查時，亦有學者認為應更明確地結合內涵與多元文化脈絡間的

關係，方能使內涵更為精準。 

綜合以上，在多元文化督導過程中，督導者需要有目的與技巧地提供適合受督者文化

因素之督導作為。面對督導歷程中的文化議題，督導者主動地與受督者進行提問、引導思

考、挑戰、角色扮演等督導介入，促進受督者的 察，增進其對案主的了解，並能彈性的

選用適合案主文化背景的諮商介入（Fickling et al., 2019）。 

統整上述之研究結果，發現督導者對自身文化的 察及其對督導關係的影響甚為重

要，此會影響督導者在督導過程中的思考與判斷。對於受督者的尊重與了解，可為後續的

督導歷程形成穩定的基礎。督導者可以好奇與謙虛的態度，強化督導關係的穩固，主動引

導受督者討論督導關係中的多元文化議題，彈性的選用適當的督導介入，以促進受督者之

文化 察與諮商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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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建議 

（一）多元文化教育於諮商督導的重要性 

科技的進步，加快不同國族間的認識與流動的速度。大至不同國族，小至不同的家庭

背景，在每個人的不同經驗與建構下，多元文化的交會儼然已經成為生活中的日常。然

而，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翻查各大專院校的輔導與諮商相關科系，較多以開設多元文化

諮商等課程為主，多元文化督導課程則相對較少。此狀況甚是可惜。 

隨著諮商與督導領域的蓬勃發展，獲得許多人的重視與投入，讓我們有更多機會可以

和不同文化的案主與心理師共同合作。諮商督導者扮演著諮商專業領域成長與服務品質的

關鍵角色，被賦予較高的權力與期望，引領著諮商專業的進步以及受督者與案主的福祉。

因此，在碩班及博班的教育階段，可以持續深化與精進多元文化諮商與督導的相關教 

育，應包括： 察與專業作為等層面。在 察面向，可以透過直接與不同文化進行接觸的

體驗活動，融合課堂間的教師引導與同儕討論，例如：實地體驗、沈浸式課程安排、與不

同文化背景的服務對象和心理師之專題演講等。透過活動的參與，體驗和對應與自身文化

間的異同，促進認知、情緒、與行為的學習與調整，提升多元文化的 察與敏感度，增加

文化謙遜態度與文化舒適度，培養能欣賞與尊重多元文化的開放胸襟。在專業作為層面，

可透過課堂中的角色扮演、多元文化督導理論的運用與案例報告、督導中的督導等方式，

藉由同儕與專業人員的回饋，聽見不同的聲音，學習多元督導策略與方式，進而即時掌握

文化議題的討論與介入，促進文化討論的機會。 

（二）強化諮商督導者的多元文化督導訓練之繼續教育 

成為諮商心理師與諮商督導者是個需要終身不斷學習的專業職涯。諮商督導的繼續教

育成為持續精進與成長的重要管道。目前在台灣，主要以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和臺灣諮商

心理學會等兩學會，為主要提供諮商督導訓練與認證的單位。然而，在多元文化思潮的帶

動下，其督導教育與訓練的課程內涵也須與時俱進的更新，培養督導者從更廣大的文化與

政治因素來思考受督者與案主的狀況，建立良好的督導關係，並能彈性的選用適切的督導

方式。 

研究建議在地的心理諮商所可與兩學會的督導訓練與認證進行合作與彙整，結合心理

諮商所在地的文化資源與特色，共同研擬與舉辦年度的多元文化督導教育與訓練，提供心

理師與督導者更貼切的教育內容，以符合其工作與督導所需。 

在繼續教育課程之內容設計，應同時包括促進 察與提升專業介入等面向之內涵。在

督導者的 察面向，可邀請不同國籍的心理師及督導者進行跨國的經驗交流與討論，提升

專業人員對不同文化的瞭解與精進，促進 察自我的能力，也敏查他人的文化特色。在督

導作為面向，可融合在地許多的心理諮商所，針對其社區特色與心理師成員們的專業背

景，開設特定族群的諮商與督導訓練主題或工作坊，可成為有效學習與提升專業能力的多

元教育資源。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於專家內容效度審查時，專家皆為女性，在審查多元文化督導指標內涵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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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性別因素的考量與偏差。不過研究者於德懷術研究階段，已將此階段委員之男女比

例調整為各半，已嘗試減少性別因素之影響。然而，在多元文化的範疇中，性別因素僅是

其中之一的考量。因此，建議在未來研究中，除納入對性別因素之考量外，亦需思考其他

文化因素，包括：性別認同、性傾向、多元族群和國籍、成長年代與社經背景等。 

在發展量表階段，研究者多統整多元文化與諮商督導等相關內容作為依據，且多元文

化與督導理論之概念較為廣泛，且沒有聚焦在特定族群。因此，建議在未來可使用此量表

並針對特定族群之督導進行相關研究，以了解此量表的適用性，或可作為未來發展特定族

群督導之相關工具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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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表 4 

第一回合德懷數問卷統計結果：多元文化敏感度能力指標 

項次 M Mo QD SD 項次 M Mo QD SD 

AS 1 4.67 5 0.00 0.89 AO 1 4.83 5 0.00 0.39 

AS 2 4.83 5 0.00 0.39 AO 2 4.42 5 1.00 0.67 

AS 3 4.33 4 1.00 0.65 AO 3 4.83 5 0.00 0.39 

AS 4 4.92 5 0.00 0.29 AO 4 4.42 5 1.00 0.67 

AS 5 4.25 4 1.00 0.75 AO 5 4.50 5 1.00 0.80 

AS 6 4.75 5 0.75 0.45 AO 6 4.75 5 0.75 0.45 

AS 7 4.25 5 1.00 0.97 AO 7 4.08 5 1.75 1.38 

AS 8 4.00 3 2.00 0.85 AO 8 4.75 5 0.75 0.45 

AS 9 4.67 5 1.00 0.49 AO 9 4.83 5 0.00 0.39 

AS 10 4.92 5 0.00 0.29 AO 10 4.17 5 1.75 0.83 

AS 11 4.67 5 1.00 0.49 AO 11 4.58 5 1.00 0.51 

AS 12 4.67 5 1.00 0.49 AO 12 4.00 5 2.00 1.04 

AS 13 3.92 5 2.00 1.08 AO 13 4.58 5 0.75 0.79 

AS 14 4.42 5 1.00 1.00 AO 14 4.67 5 1.00 0.49 

AS 15 4.67 5 0.75 0.65      

註：M=平均數、Mo=眾數、QD=四分位差、SD=標準差、AS= 察自我、AO= 察他者 

 

表 5 

第一回合德懷數問卷統計結果：多元文化督導作為能力指標 

項次 M Mo QD SD 項次 M Mo QD SD 

RI 1 5.00 5 0.00 0.00 PI 1 4.58 5 1.00 0.67 

RI 2 4.67 5 0.75 0.65 PI 2 4.50 5 1.00 0.80 

RI 3 3.83 4 2.00 1.11 PI 3 4.75 5 0.75 0.45 

RI 4 4.83 5 0.00 0.39 PI 4 4.67 5 1.00 0.49 

RI 5 3.75 4 1.00 0.87 PI 5 4.67 5 0.00 0.78 

RI 6 4.58 5 1.00 0.67 PI 6 4.58 5 1.00 0.51 

RI 7 4.67 5 0.75 0.65 PI 7 4.75 5 0.75 0.45 

RI 8 4.75 5 0.75 0.45 PI 8 3.83 5 2.00 1.34 

RI 9 4.50 5 1.00 0.67 PI 9 3.83 4 1.00 0.72 

RI 10 4.17 4 1.00 0.94 PI 10 4.58 5 1.00 0.67 

RI 11 4.00 4 0.75 0.85 PI 11 4.08 5 2.00 1.00 

RI 12 4.17 5 1.75 1.03 PI 12 3.50 3 1.00 1.00 

RI 13 4.33 5 1.75 1.07 PI 13 4.58 5 1.00 0.51 
     PI 14 4.33 5 1.00 0.78 
     PI 15 3.58 4 2.50 1.16 

註：M=平均數、Mo=眾數、QD=四分位差、SD=標準差、RI=關係互動、PI=過程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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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第二回合德懷數問卷統計結果：多元文化敏感度能力指標 

項次 M Mo QD SD 項次 M Mo QD SD 

AS 1 4.75 5 0.0 0.866 AO 1 5.00 5 0.0 0.000 

AS 2 4.83 5 0.0 0.389 AO 2 4.67 5 1.0 0.492 

AS 3 4.42 4 1.0 0.515 AO 3 5.00 5 0.0 0.000 

AS 4 4.92 5 0.0 0.289 AO 4 4.67 5 1.0 0.492 

AS 5 4.33 4 1.0 0.492 AO 5 4.42 5 1.0 0.793 

AS 6 4.92 5 0.0 0.289 AO 6 4.83 5 0.0 0.389 

AS 7 4.58 5 1.0 0.515 AO 7 4.50 5 1.0 0.674 

AS 8 3.67 4 1.0 0.651 AO 8 4.92 5 0.0 0.289 

AS 9 4.83 5 0.0 0.389 AO 9 4.83 5 0.0 0.389 

AS 10 5.00 5 0.0 0.000 AO 10 4.33 4 1.0 0.651 

AS 11 4.83 5 0.0 0.389 AO 11 4.67 5 0.8 0.651 

AS 12 4.83 5 0.0 0.389 AO 12 4.25 5 1.8 0.866 

AS 13 3.92 4 1.8 0.793 AO 13 4.58 5 1.0 0.669 

AS 14 4.58 5 1.0 0.669 AO 14 4.75 5 0.8 0.452 

AS 15 4.83 5 0.0 0.389      

註：M=平均數、Mo=眾數、QD=四分位差、SD=標準差、AS= 察自我、AO= 察他者 

 

表 7 

第二回合德懷數問卷統計結果：多元文化督導作為能力指標 

項次 M Mo QD SD 項次 M Mo QD SD 

RI 1 5.00 5 0.0 0.000 PI 1 4.92 5 0.0 0.289 

RI 2 4.75 5 0.8 0.452 PI 2 4.75 5 0.8 0.452 

RI 3 4.08 4 1.8 0.793 PI 3 4.92 5 0.0 0.289 

RI 4 4.92 5 0.0 0.289 PI 4 4.92 5 0.0 0.289 

RI 5 3.83 4 1.0 0.718 PI 5 4.58 5 1.0 0.669 

RI 6 4.58 5 0.8 0.793 PI 6 4.75 5 0.8 0.452 

RI 7 4.67 5 0.8 0.651 PI 7 4.92 5 0.0 0.289 

RI 8 4.92 5 0.0 0.289 PI 8 3.92 3 2.0 0.900 

RI 9 4.75 5 0.8 0.452 PI 9 3.58 4 1.0 0.515 

RI 10 4.08 4 0.8 0.669 PI 10 4.83 5 0.0 0.389 

RI 11 4.08 4 1.8 0.793 PI 11 4.42 5 1.0 0.669 

RI 12 4.42 5 1.0 0.793 PI 12 3.75 3 1.0 0.754 

RI 13 4.50 5 1.0 0.674 PI 13 4.58 5 1.0 0.515 
     PI 14 4.50 5 1.0 0.674 
     PI 15 3.92 4 1.8 0.793 

註：M=平均數、Mo=眾數、QD=四分位差、SD=標準差、RI=關係互動、PI=過程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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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第三回合德懷數問卷統計結果：多元文化敏感度能力指標 

項次 M Mo QD SD 項次 M Mo QD SD 

AS 1 4.92 5 0.00 0.289 AO 1 5.00 5 0.00 0.000 

AS 2 5.00 5 0.00 0.000 AO 2 4.92 5 0.00 0.289 

AS 3 4.42 4 1.00 0.515 AO 3 5.00 5 0.00 0.000 

AS 4 4.92 5 0.00 0.289 AO 4 4.67 5 1.00 0.492 

AS 5 4.42 4 1.00 0.515 AO 5 4.50 5 1.00 0.674 

AS 6 5.00 5 0.00 0.000 AO 6 4.92 5 0.00 0.289 

AS 7 4.67 5 1.00 0.492 AO 7 4.58 5 1.00 0.669 

AS 8 3.92 4 0.75 0.669 AO 8 4.83 5 0.00 0.389 

AS 9 4.92 5 0.00 0.289 AO 9 4.83 5 0.00 0.389 

AS 10 5.00 5 0.00 0.000 AO 10 4.17 4 0.75 0.577 

AS 11 4.92 5 0.00 0.289 AO 11 4.75 5 0.75 0.452 

AS 12 4.75 5 0.75 0.452 AO 12 4.33 4 1.00 0.651 

AS 13 3.83 4 0.75 0.577 AO 13 4.67 5 1.00 0.492 

AS 14 4.58 5 1.00 0.669 AO 14 4.83 5 0.00 0.389 

AS 15 4.83 5 0.00 0.389      

註：M=平均數、Mo=眾數、QD=四分位差、SD=標準差、AS= 察自我、AO= 察他者 

 

表 9 

第三回合德懷數問卷統計結果：多元文化督導作為能力指標 

項次 M Mo QD SD 項次 M Mo QD SD 

RI 1 5.00 5 0.00 0.000 PI 1 4.92 5 0.00 0.289 

RI 2 4.75 5 0.75 0.452 PI 2 4.92 5 0.00 0.289 

RI 3 4.25 4 0.75 0.452 PI 3 5.00 5 0.00 0.000 

RI 4 5.00 5 0.00 0.000 PI 4 5.00 5 0.00 0.000 

RI 5 3.92 4 0.75 0.669 PI 5 4.58 5 1.00 0.669 

RI 6 4.58 5 1.00 0.669 PI 6 4.75 5 0.75 0.452 

RI 7 4.67 5 0.75 0.651 PI 7 4.92 5 0.00 0.289 

RI 8 4.92 5 0.00 0.289 PI 8 3.83 3 1.75 0.835 

RI 9 4.75 5 0.75 0.452 PI 9 3.58 3 1.00 0.669 

RI 10 4.25 4 0.75 0.452 PI 10 4.92 5 0.00 0.289 

RI 11 4.17 4 0.00 0.389 PI 11 4.58 5 1.00 0.669 

RI 12 4.58 5 1.00 0.669 PI 12 3.67 3 1.00 0.778 

RI 13 4.67 5 0.75 0.651 PI 13 4.67 5 1.00 0.492 
     PI 14 4.83 5 0.00 0.389 
     PI 15 3.92 4 0.75 0.669 

註：M=平均數、Mo=眾數、QD=四分位差、SD=標準差、RI=關係互動、PI=過程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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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multicultural supervision and to construct the indicators of 

multicultural supervision competences. I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study, it conducted content 

validity by four scholars. In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study, a modified Delphi technique was 

adopted, and Delphi group are 12 experts and scholars with teaching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fter three rounds of Delphi technique, the deletion criteria were: (1) mean <3.5 for importance, 

and (2) quartile difference (QD) and standard deviation (SD) >1 for consensus. The Kendall's 

coefficient of concordance of the three rounds of Delphi technique, all reached significance 

(p<.001). Research results: (1) This study constructs two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multi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multicultural supervision. Among them, multicultural sensitivity includes two 

levels of awareness of self and awareness of others; multicultural supervision intervention 

includes two levels of relationship interaction and process intervention, with a total of 56 

connotations. (2) There are nine connotations of the highly important scores that have been 

consistent with all the scholars, including the Self-Awareness (AS) level: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one’s own values”, “perceiving the influence of one’s own culture”, and “perceiving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factor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ervisors and supervisors.” 

Awareness of Others (AO) level: “Pay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supervisor’s cultural 

factors on the supervision process” and “respect the supervisor’s sexual orientation”. At the 

Relational Interaction (RI) level: “expressing respect for cultural uniqueness” and “exploring 

feelings related to multicultural issues in the supervisory relationship”; At the Process 

Intervention (PI) level: “Case Conceptualization of Model Culture”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Discussion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Finally, this study proposed concrete discus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counseling practitioners and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counseling supervision, Delphi technique, multi-cultural supervision 

compe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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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科技的進步，智慧型手機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視 障礙者也普遍

擁有智慧型手機，然而智慧型些手機在設計時，通常未將視 障礙者的需求納入考量，以

致他們在使用時容易受到限制。因此本研究目的旨在探究視 障礙者對於智慧型手機功能

以及智慧型手機於日常生活應用的滿意狀況，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以 18 歲至 65 歲之視 

障礙者為對象，共蒐集 128 份有效問卷。根據調查結果，視 障礙者對智慧型手機的螢

幕大小、作業系統和上網功能的滿意度較高，但對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精確度的滿意度最

低；在日常生活應用方面，視 障礙者對於智慧型手機應用在通訊、提醒和視聽娛樂等方

面的滿意度較高，但在導航、訂餐和購物等方面的滿意度偏低；主要影響智慧型手機功能

滿意度的因素為性別、年齡、有無使用螢幕報讀以及有無使用調整螢幕亮度顏色對比，而

主要影響智慧型手機功能於日常生活應用滿意度的因素為障礙程度、視障發生年齡、外出

獨立能力以及有無使用螢幕報讀。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供智慧型手機開發團隊與視 障

礙服務規劃相關建議，以助改善視 障礙者智慧型手機的使用經驗，並且提升獨立性。 

 

 

關鍵詞：視 障礙者、智慧型手機 

mailto:ichunhuang@cc.nc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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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科技演進，行動上網和無線通訊技術不斷提升，手機產業亦蓬勃發展。在台灣，

手機普及率相當高，截至 2023 年 4 月，台灣擁有超過 2,200 萬名 4G 行動網路使用者和 

731 萬名 5G 行動網路使用者（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23），這個數字已經超過台灣的

人口總數，意味著至少有數百萬人同時擁有兩隻或更多的手機。從 2017 年開始，台灣智

慧型手機的普及率就已高達 75.8%，在亞太地區名列第一，在全球排名第二，僅次於丹麥

的 77.3%（Bushell-Embling, 2017）。到了 2019 年，台灣智慧型手機普及率提升至 87%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2020），而在 16 歲至 64 歲的年齡層中占比達 97%（Kemp, 

2020），這些數據表示，智慧型手機在台灣已經成為一項不可或缺的生活工具。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19）的調查報告，截至 2019 年上半年，台灣智慧型手機的 

使用率持續增長，從 2011 年的 35.3%急遽提高至 2018 年的 88.2%，並於 2019 年達到 

89.8%；使用電信公司 4G 無限上網方案的手機用戶也從 2017 年的 61.3%增至 2018 年的 

71.6%，並於 2019 年提高至 79.2%；顯示使用智慧型手機上網已成為一種常態，且隨著 

5G 行動上網的普及，可以預測使用手機上網的人數會再增加，智慧型手機在現代人日常

生活的應用將更廣泛。 

此外，國家發展委員會（2019）的研究報告也顯示，使用智慧型手機時，視 障礙者 

（以下簡稱為視障者）需要軟體或硬體輔助工具協助的比例高於其他障礙類別的身心障礙

者，報告中指出，有 22%的視障者使用輔助軟體，並有 13%的視障者使用硬體輔助工

具。報告結果也發現，台灣高達 86.9%的視障者擁有智慧型手機，相對於其他障礙類別，

視障者對於電腦相關輔助設備更為熟悉， 一半以上的視障者曾使用過行動應用程式 

（Application，以下簡稱 App），但同時他們也反映，視 功能缺損常導致他們在使用手

機或手機應用程式時遇到許多困難。 

有鑑於視障者普遍擁有智慧型手機，並表達有使用需求，但對於他們的使用情況卻少

有探究，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視障者對於智慧型手機功能與智慧型手機應用在日常生活活

動的滿意程度，並分析不同個人背景變項與手機使用變項是否對於手機使用滿意度產生影

響。 

貳、文獻探討 

一、視障者使用智慧型手機之狀況 

傳統功能型手機大多具備實體按鍵，且這些按鍵表面有特殊的凹凸紋理，使得視障者

可以透過觸 來識別每個按鍵進行操作。雖然國外有些地方仍保留實體按鍵的智慧型手機 

（RAZ Mobility, 2023），在台灣，智慧型手機普遍移除大部分的實體按鈕，僅保留了一

些側邊按鍵，如電源鍵和音量鍵，這使得智慧型手機的操作需要高度依賴視 ，然而對於

無法透過觸 感知操作介面訊息的視障者而言，將構成了一項重大挑戰（Smaradottir 等

人，2018）。 

以使用智慧型手機上的導航應用程式為例，操作過程如下：使用者啟動導航應用程

式，進行文字輸入以指定出發地和目的地，智慧手機利用衛星定位系統確定位置，然後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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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應用程式顯示路徑和預計到達時間，使用者啟動導航，並依循視 導航指示前往目的

地。使用過程中的點擊、文字輸入、視 觀察等操作都是需要視 能力的協助，可能導致

視障者在某些操作步驟上的不方便，完全失明的視障者所面臨的困難更多。然而，現代智

慧型手機普遍設計輔助功能，例如語音播報和語音指令操作，這些功能可以協助導航程式

應用更符合通用設計的原則， 提升視障者的操作可及性， 而 iOS  作業系統提供了 

VoiceOver  功能（Skydocu,  2014），以及 Android  作業系統的手機則提供 TalkBack  功

能 

（Android 無障礙工具說明，2023），希望能藉此協助視障者順利操作智慧型手機。 

Sait 等學者（2020）的研究團隊考量視障者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方式與一般人有所不

同，開發了一種協助視障者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手套，這款手套內建觸 傳感器，可連接到

智慧型手機，透過觸 傳導向視障者提供關於手指位置是否在螢幕邊緣、點擊的圖示代表

哪個應用程式等的提示，此外，手套還支援設定熱鍵或熱門文字，使視障者可以減少操作

步驟，更方便地使用智慧型手機。目前這款手套尚未整合文字轉語音的功能，但研究團隊

表示未來將會嘗試實現這項功能，希望此手套開發可幫助視障者以更接近一般人的方式操

作智慧型手機，提供他們除了點字鍵盤或點字顯示器之外的輔助工具。 

二、視障者使用的輔助應用程式 

由於智慧型手機兼具通訊與網路瀏覽的功能，使用者可自行安裝下載應用軟體或程

式，使其使用上更加個人化與客製化（曹祖恩，2017），因此國內也有一些開發團隊致力

於應用程式的設計，以協助視障者藉由智慧型手機的使用來克服日常生活中的障礙。其中

一個例子是由社團法人台灣公益聯盟推出的免費 App，名為「電子書僮碎碎唸」，這款 

App  可以讓使用者拍照紙本文件，然後對其文字進行辨識，最終以語音方式朗讀出文件內

容，使視障者能夠獲取非電子檔案中的文字信息（jjeng.studio,  2003）。另一個則是來自

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2023）的應用程式叫做「幫忙看見」，除了文字辨識，這個應用

程式還能夠識別鈔票、物品，甚至辨識人的性別和表情。除了國內團隊所開發的應用程式

外，國外的團隊也推出了其他有用的輔助應用程式，如 Be My Eyes 和 TapTapSee。Be My 

Eyes  通過視訊通話將視障者和志願者志工連接起來，志工可以協助視障者辨識文字、顏

色、物品，並提供生活自理的建議，讓他們在需要視力支援時能夠獲得即時的協助（Be 

My  Eyes,  2023）。TapTapSee 則通過拍照和圖像辨識，讓視障者知道照片中拍攝的物體是

什麼，完全不需要第三方的協助（Cloudsight,  2023）。這些手機應用程式的設計旨在提供

視障者更多的便利和支援，運用簡單且直觀的界面設計，使視障者更容易掌握各種功能的

操作，藉此促進他們的生活獨立性，提升他們參與社會的機會和能力。 

儘管已有相關設計的協助，但是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19）的調查，台灣視障者仍

因視 功能的限制，智慧型手機使用上遇到許多困難，網路瀏覽也不容易，以致網路使用

率低於三成，其中字體過小、App 設計不良和缺乏無障礙設計被列為網路使用上的前三大

困難。其他調查也發現，學習如何透過語音回饋或使用放大軟體（如螢幕放大軟體）、語

音輔助軟體或是點字觸摸顯示器等輔助工具來操作手機，已成為大多數視障者反應的需求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無日期），顯示現有的智慧型手機在讓所有視障者能夠輕鬆使用

方面仍存在挑戰，需要持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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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型手機對視障者日常生活的影響 

鑒於視障者日常生活中，許多視 相依的活動都對他們造成了挑戰，目前國內外也有

學者投入相關研究，旨在協助視障者克服文字閱讀和物品識別等方面的問題。Irvine 等學

者（2014）提到傳統的光學輔具不僅價格昂貴，還可能使視障者感到社交上的孤立，因而

介紹了一些可在智能手機上運行的應用程式，例如，Bigger and Brighter 可在智慧型手機

中增加可攜式電子放大鏡的功能，並有可調放大和對比功能，iBooks 可協助使用者在平板

電腦上放大電子書的字體大小，有語音導覽與選擇朗讀的功能，Zoom contacts 可提供使用

者在管理通訊錄時選擇四種不同的字體大小和四種不同的顏色方案。這些應用程式可以取

代傳統的光學輔具，不僅能夠有效幫助低視力者的視 功能，還因為使用的是廣泛普及的

智慧型手機，可以減少社交上的隔閡，避免過去因使用傳統光學輔具可能引發的標籤化問

題；此外，由於一部智慧型手機可以安裝多種功能的應用程式，因此不再需要攜帶多種笨

重的輔助設備，進一步提高了便利性。視障者主要使用的輔助功能有兩大類型，分別是辨

識文字與物品輔助，以及導航與行動輔助，以下將詳細敘述。 

（一）辨識文字與物品輔助 

Saleous 等人（ 2016 ） 則開發了一款應用程式， 該應用程式結合光學字元辨識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和文字轉語音（Text-To-Speech, TTS）兩項技術，

協助視障者閱讀紙本文件，透過智慧型手機的相機掃描，該應用程式能夠識別印刷文字，

然後將文字轉化為語音，這一應用程式經過測試表現出色。Smaradottir 等人（2018）的研

究探討了視障者使用智慧型手機螢幕閱讀器 VoiceOver 的情況，研究結果顯示，視障者能

夠輕鬆執行大多數手勢操作，而語音回饋能夠準確提供資訊，使他們能夠透過智慧型手機

閱讀文字。 

至於國內研究，詹焜豪和潘健一（ 2016 ） 利用近距離無線通訊（ Near-field 

Communication，以下簡稱 NFC）和 iBeacon  的通訊技術開發了一個物品辨識輔助系統，

這個系統結合了 Beacon 傳感器、NFC 標籤和智慧型手機，首先透過家人或熟悉物品的人

使用智能手機掃描 NFC  標籤並錄製相關信息，然後視障者可以使用手機來偵測傳感器或

掃描標籤，系統會以語音方式報讀物品的距離和相關資訊，這個系統不僅適用於家庭環

境，還可以應用在商店（例如：閱讀商品名稱和價格）或博物館（例如：閱讀展品介紹）

等不同場合，只要有人事先幫助視障者記錄物品資訊，視障者就可以使用手機掃描來識別

這些物品。此外，林泯鐸（2017）進行了一項研究，探討了 3 名成年視障者使用智慧型手

機應用程式「Voiceye」閱讀生活文件的情況，該應用程式是一個提供盲人使用語音方式

閱讀文件的應用程式，同時具有字體縮放和底色切換的功能，研究結果顯示 Voiceye 不

論是掃描文件還是閱讀文件，對視障者都有正面的影響，這款應用程式為視障者提供了一

個強大的閱讀輔助工具，有助於改善他們的學習和生活品質。這些協助閱讀文字和識別物

品的輔助應用程式不僅有助於視障者在學習方面不受制約，還對他們的日常生活產生了正

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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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導航與行動輔助 

此外，在協助視障者的行動安全方面，Ivanchenko  等學者（2008）以及 Murali  與 

Coughlan（2013）都介紹了名為「Crosswatch」的系統，這個系統利用視障者手持配備相

機功能的智慧型手機，透過電腦視 分析提供有關行人道路、十字路口等位置和方向的訊

息給視障者，實驗證實了這個系統的可行性，顯著提高了視障者在路上行走的安全性。 

Kim 等人（2014）則針對視障者的行動問題提出了三個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這些應用程

式與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相結合，無需額外的硬件設備即可協助定位，這些

應用程序通過評估證明了提高了視障者的旅行和移動的便利性。 

在國內，洪子喬（ 2010 ） 利用智能手機結合無線射頻辨識（ Radio-frequency 

identification，以下簡稱 RFID）設計了一個行動導引裝置，並進行了實際測試，研究結果

顯示，在路口、公車站牌以及地標建築物設置 RFID 標籤對視障者最為適合，該系統以感

應到 RFID 標籤時手機發出震動的方式提供提示，並且透過按按鍵觸發語音報讀，不容易

產生混淆，研究者還表示如果公共場所的室內（例如：捷運站、火車站等）能夠採用這種

方式，就可以解決由於在地下或室內導致手機信號不良而無法使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以下簡稱 GPS）的問題，使視障者的外出行動不再受到限

制。此外，黃世和（2012）利用智慧型手機的方位感應器角度數據來判斷方向，並輸入實

際空間每個熱點的對應角度，以推算出每個熱點的對應方向，這使視障者能夠確定自己的

位置，並引導他們前往其他區域，此系統還能在視障者行進時檢測到角度偏差或障礙物時

提供提醒，以避免碰撞，這些功能有效提供了視障者在生活和移動方面的便利。陳心慧 

（2021）則開發了一個整合了有線電視新聞網（Cable News Network，通稱 CNN）物件偵

測技術和透過鏡頭測量距離的系統，幫助視障者了解街道和路口的車輛情況，使用者只需

打開系統，將手機掛在胸前，即可即時接收距離過近的車輛的警示提醒，無需安裝或攜帶

額外的裝置，這個系統有效提高了視障者外出行動的安全性。 

經由上述文獻整理發現，相關研究有關智慧型手機在視障者日常生活的應用大多聚焦

在閱讀與行動兩個主題，且偏向應用程式的開發以提供輔助，相較之下，視障者日常生活

中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情況或符合需求程度則極少涉略，依據研究者的回顧，近五年在台灣

似乎只有郭慕悠進行了一項質性訪談研究，以 29 名視障者為參與者，探討他們使用 

iPhone 的經驗和效益，研究結果發現透過 iPhone 的使用，視障者可以擴大與他人互動的

機會，獲得更多的資訊和參加更多的活動，讓生活更豐富；此外受訪者也認為，iPhone 使

用可提升他們日常生活的獨立性與便利性，對於個人尊嚴和幸福感都有正向的幫助；然而

研究也發現，儘管 iPhone 已經是一個非常友善的輔具，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無法解決，

例如有從事視障按摩的受訪者表示，手指因長久工作變形，導致操作困難，希望能未來能

有方法改善（郭慕悠，2017）。 

現代社會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率不斷攀升，這也包括了視障者群體，然而智慧型手機在

設計時，通常是由一般人的觀點來考量，較少由身心障礙者的觀點去思考，而手機介面操

作過程亟需仰賴視 功能的回饋，以致視障者在智慧型手機使用上容易產生困難，現今智

慧型手機的設計是否符合視障者的需求，是值得深思的議題，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問卷調

查的方式，對於台灣視障者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滿意狀況進行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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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與架構 

本研究採調查研究法，透過研究者自編的「台灣視障者智慧型手機使用狀況調查問

卷」進行資料蒐集，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台灣視障者對其智慧型手機使用的滿意情況，研究

問題包括： 

（一）視障者對於目前智慧型手機功能的滿意程度為何？ 

（二）視障者對於智慧型手機應用在日常生活活動的滿意程度為何？ 

（三）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視障者對於目前智慧型手機功能的滿意度有何差異？ 

（四）不同智慧型手機使用變項之視障者對於目前智慧型手機功能的滿意度有何差

異？ 

（五）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視障者對於智慧型手機應用在日常生活活動的滿意度有何

差異？ 

（六）不同智慧型手機使用變項之視障者對於智慧型手機應用在日常生活活動的滿意

度有何差異？ 

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1 所示，自變項包括視障者個人背景變項和智慧型手機使用背景變

項兩類；個人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齡、障礙程度、視障發生年齡、盲用電腦使用經驗、

一般生活閱讀方式、手機使用方式、障礙前使用經驗、生活獨立能力與外出獨立能力；手

機使用背景變項包括手機作業系統、手勢操作、螢幕報讀、語音指令、螢幕縮放、調整螢

幕亮度顏色對比、操作觸 回饋系統與操作聲音回饋系統。 

依變項有兩個，分別是對目前智慧型手機功能的滿意程度以及使用智慧型手機應用在

日常生活活動的滿意程度；智慧型手機功能包括螢幕大小、作業系統、GPS 精確度、觸控

式螢幕流暢度、相機畫質、音質、手機上網功能、指紋辨識、手勢操作、螢幕報讀、語音

指令、觸 回饋系統與聲音回饋系統；智慧型手機應用在日常生活的行為包括通訊、提

醒、記錄、視聽娛樂、閱讀報章書籍、導航、購物、社交活動、查看班次時刻表、查看評

論、叫車與訂餐。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調查工具為自編的「台灣視障者智慧型手機使用狀況調查問卷」，編製之初，

主要參考七篇學術論文（吳尚儒，2006；姚文宜，2011；莊怡菁，2013；陳志成，2018；

彭曼筠，2012；蔡國豐，2011；魏吟靜，2013），再加上研究者欲探討之向度匯集而成，

接著邀請視 障礙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與視障者共七名進行問卷內容的審查、修訂，以確

保視障者能夠理解題目並可順利透過智慧型手機作答。編製完成之施測問卷由四個部分所

組成：（1）個人基本資料、（2）智慧型手機使用狀況、（3）對目前智慧型手機的滿意

程度、（4）使用智慧型手機後應用在日常生活活動的滿意程度；其中第三部分與第四部

分之滿意程度使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四點量表計分，分成「非常不滿意」、「不

滿意」、「滿意」、「非常滿意」四個選項，若研究參與者未曾使用所詢問的功能，則作

答「N/A  未使用過」，這兩個部分的最後一題各設有一題非必填的開放式問題，邀請研究

參與者針對該部分不滿意之處及原因提供較詳細的質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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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每位視障者因其障礙狀況，使用的閱讀方式可能不同，本研究提供紙本問卷與網

路問卷兩種，讓研究參與者自行選擇合適的方式填答。 

 

圖 1 

研究架構圖 
 

三、研究參與者 

為符合研究需求，研究參與者設定以下幾點條件限制：（1）經過鑑定患有視 功能

障礙並且擁有新制身心障礙證明者，但不含多重障礙者；（2）具有智慧型手機使用經

驗，包括之前曾使用或正在使用中；（3）年齡在 18 歲以上且 65 歲以下；（4）目前不

是學生身分者。 

本研究採便利取樣，透過全台與視障相關團體或機構（例如：財團法人愛盲基金

會）、學校單位（例如：各大學資源中心）及社群軟體（研究者自身 FB、IG 等及 LINE

社群－視障活動訊息公告社群）發布招募研究參與者的消息，總共獲得 167 份問卷，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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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39 份為無效問卷， 因此實際獲得的有效問卷數為 128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76.65%）。39 份無效問卷排除的原因有二，其一為同一人重複作答，故排除第二次作答；

其二為填寫之回覆前後矛盾，例如：填寫視障發生年齡為 0 歲，卻又回覆在障礙前就有使

用智慧型手機的經驗。 

四、研究分析 

資料分析運用統計套裝軟體（IBM SPSS Statistics 20.0），滿意度計分以非常滿意為 4

分，滿意為 3 分，不滿意為 2 分，非常不滿意為 1 分；若研究參與者勾選未使用過，則不

計分。描述性統計以次數分配與百分比統計，描述問卷填答的結果；推論性統計以獨立樣

本 t 檢定、成對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比較不同自變項對依變項是否產生差

異，若在.05 的統計顯著水準下有達顯著差異，再以雪費法（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

較。 

本研究以量化分析為主，問卷第三部分與第四部分最後各有一題非必填的開放性問

題，所獲得的質性回答，根據研究問題篩選資料後，加以陳述。本次調查所獲得的質性資

料不多，但有部分無效問卷卻有填寫非必填的開放式問題，考量這些資料有助深入了解視

障者使用上不滿意之緣由，因此雖不列入量化統計，但會納入質性分析中。 

五、研究倫理 

本研究全程遵守專業要求、受試者知情同意與保密三項研究倫理原則。在專業要求方

面，本研究自編問卷經過相關領域學者審核及修改，使用合適的分析方式，以正確解釋問

卷調查之結果；在受試者知情同意方面，本研究所設計的網路問卷在第一頁詳細告知受試

者研究相關的資訊，並設計讓受試者點選「我已詳細閱讀以上內容並同意」後才能夠進入

問卷的作答；在保密方面，透過研究參與者自行上網作答問卷，可避免問卷經由他人轉交

可能造成的資訊洩露或不當使用，研究者在進行資料彙整的過程中，會先將每份問卷進行

匿名編號後才進行資料分析，而研究結果也會以所調查的整體狀況做展示，因此沒有洩漏

個人資料之虞。 

肆、研究結果 

一、視障者參與者基本資料與智慧型手機使用狀況 

本研究在調查台灣視障者智慧型手機使用狀況後共獲得 128 份有效問卷，研究參與者

之基本資料如表 1 所示，男性佔 58.0%，女性佔 42.0%，平均年齡 38.2 歲（標準差 

SD=12.69），障礙等級以重度或極重度為主要，佔 82.0%，超過一半的參與者（51.6%）

障礙發生年齡在 5 歲之前。 

有關智慧型手機的使用狀況，iOS 作業系統的使用者居多，佔 77.3%，手機品牌以 

Apple 為最大宗（77.3%），其次為 SAMSUNG（8.6%），再來由 ASUS 與 OPPO 並列第

三（皆佔 3.9%）。手勢操作功能、螢幕報讀、語音指令功能與聲音回饋功能的使用率皆

高於 75%，部分參與者有額外下載視障輔助應用程式來操作手機，包括電子書僮碎碎唸、

語音隨身助理、幫忙看見、視障隨身聽、TapTapSee 和 Be My Eye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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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大多透過語音指令來操作手機（88.3%），多數在障礙前是沒有使用智慧型手

機經驗的（ 77.3%）， 約六成有接受過視障機構團體所提供的智慧型手機教學課程 

（60.9%），且大多數生活獨立能力及外出獨立能力皆良好。

表 1 

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N=128） 

基本資料 個數 比率（%） 

個人背景變項

性別 

男

女 

 

148 

107 

 

58.0 

42.0 

年齡 

18～35 歲 

36～50 歲 

51～65 歲 

56 

47 

25 

43.8 

36.7 

19.5 

障礙程度 

輕度、中度 

重度、極重度 
23 

105 

18.0 

82.0 

視障發生年齡 

先天（0～5 歲）

後天（6 歲之後） 
66 

62 

51.6 

48.4 

盲用電腦使用經驗 

有

無 
95 

33 

74.2 

25.8 

一般生活閱讀方式 

不需要任何輔助可直接閱讀文字

需要其他輔助才可閱讀文字 
20 

108 

15.6 

84.4 

手機使用方式 

不需要任何輔助可直接操作手機

需要其他輔助才可操作手機 
24 

104 

18.8 

81.2 

障礙前使用經驗 

有

無 
29 

99 

22.7 

77.3 

接受教學課程經驗 

有

無 
78 

50 

60.9 

39.1 

生活獨立能力 

所有事情都能夠獨立完成

大部分事情能夠獨立完成 

少部分事情能夠獨立完成或都需要他人協助才能完成 

13 

103 

12 

10.2 

80.5 

9.4 

外出獨立能力 

可以自己完成所有外出事宜 

需要他人協助外出或鮮少外出 
91 

37 

71.1 

28.9 

手機使用背景變項 

手機作業系統 

iOS 作業系統 

Android 作業系統 

 

99 

29 

 

77.3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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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個數 比率（%） 

手勢操作功能

有 

無 
101 

27 

78.9 

21.1 

螢幕報讀功能 

有

無 
108 

20 

84.4 

15.6 

語音指令功能 

有

無 
113 

15 

88.3 

11.7 

螢幕縮放功能 

有

無 
52 

76 

40.6 

59.4 

調整亮度、顏色、對比功能 

有

無 
57 

71 

44.5 

55.5 

操作觸 回饋功能 

有

無 
68 

60 

53.1 

46.9 

操作聲音回饋功能 

有 

無 
97 

31 

75.8 

24.2 

二、視障者對於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滿意度 

（一）視障者對於目前智慧型手機功能的滿意度 

視障參與者對於目前智慧型手機功能整體的滿意度平均為 3.14（SD=0.39），而各項

手機功能的滿意度整理如圖 2，由高到低依序為螢幕大小（n=121，M=3.24）、作業系統 

（n=126，M=3.23）、手機上網功能（n=128，M=3.22）、相機畫質（n=91，M=3.20）、

手勢操作（n=117，M=3.19）、音質（n=128，M=3.18）與螢幕報讀（n=116，M=3.18）、

觸控式螢幕流暢度（n=123，M=3.17）與聲音回饋系統（n=109，M=3.17）、觸 回饋系

統（ n=98 ， M=3.13 ）、語音指令功能（ n=115 ， M=3.03 ）、指紋辨識解鎖（ n=91 ， 

M=3.01）、GPS 精確度（n=106，M=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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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視障者對於目前智慧型手機功能之滿意平均分數長條圖 

1 2 3 4 

螢幕大小

作業系統 
手機上網功能

螢幕解析度
相機畫質 

手勢操作 

音質
螢幕報讀 

觸控式螢幕流暢度
聲音回饋系統

觸 回饋系統
語音指令功能

指紋辨識解鎖 

GPS精確度 

 

（二）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視障者對於目前智慧型手機功能滿意度的差異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驗個人背景變項是否對於智慧型手機功能的

滿意情形造成差異，分析結果說明如下，差異比較值整理如表 2。 

性別會影響三項智慧型手機功能的滿意度，包含手機上網功能（p= .048）、觸 回饋

系統（p= .008）、聲音回饋系統（p= .035）；年齡會影響三項智慧型手機功能的滿意度，

包含螢幕大小（p= .001）、觸控式螢幕流暢度（p= .023）、手機上網功能（p= .005）；

障礙程度會影響兩項智慧型手機功能的滿意度，包含 GPS 精確度（p= .018）、相機畫質 

（p= .028）；視障發生年齡會影響手勢操作（p= .006）的滿意度；盲用電腦使用經驗會影

響兩項智慧型手機功能的滿意度，包含螢幕大小（p= .006）、聲音回饋系統（p= .022）；

手機使用方式會影響 GPS 精確度（p= .044）的滿意度；障礙前使用經驗會影響手勢操作 

（p= .004）的滿意度；生活獨立能力會影響觸控式螢幕流暢度（p= .046）的滿意度。一般

生活閱讀方式、外出獨立能力則都沒有影響智慧型手機功能的滿意度。 

影響智慧型手機功能滿意度相對較多的個人背景變項為性別與年齡。性別方面，有關

手機上網功能、觸 回饋系統、聲音回饋系統這幾個項目，都是女性視障者的滿意度顯著

高於男性視障者。年齡方面，在螢幕大小這一個項目，18～35  歲視障者的滿意度顯著高

於 36～50  歲與 51～65  歲視障者；在觸控式螢幕流暢度、手機的上網功能這兩項，都是 

18～35 歲視障者滿意度顯著高於 51～65 歲視障者。 

3.24 

3.23 

3.22 

3.21 

3.20 

3.19 

3.18 

3.18 

3.17 

3.17 

3.13 

3.03 

3.01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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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個人背景變項與對目前智慧型手機功能滿意度差異比較 t 值或 F 值列表 

 
螢幕

大小 

作業

系統 

GPS 

精確度 

觸控式

螢幕 

流暢度 

相機

畫質 
音質 

手機上

網功能 

指紋辨

識解鎖 

手勢操

作功能 

螢幕報

讀功能 

語音指

令功能 

觸覺回

饋系統 

聲音回

饋系統 

性別 .513 -1.072 .942 .359 -.440 -1.092 -1.998* -1.332 -.685 .857 -.917 -2.714** -2.141* 

年齡 7.606** 1.846 .637 3.884* 2.767 .763 5.639** 1.331 1.446 1.895 1.903 2.696 2.995 

障礙程度 -.200 1.884 2.403* 1.227 2.232* -.458 -.378 -.430 -.160 .553 -.255 -.549 -1.688 

視障發生

年齡 

1.594 1.553 .636 1.824 .684 .354 .440 .435 2.821** .776 -.312 1.839 .514 

盲用電腦

使用經驗 

2.804** 1.971 -.936 1.436 -.367 1.405 -.251 -1.179 .935 1.564 .693 1.378 2.332* 

一般生活

閱讀方式 

-.740 1.004 1.501 .301 .993 -1.114 -.145 -.069 -.160 -1.082 -1.154 .154 -.149 

手機使用

方式 

-1.060 .153 2.309* .468 1.495 -.522 .270 .974 -.702 -1.220 -1.567 -.577 -1.393 

障礙前 

使用經驗 

-1.832 -1.713 -.089 -1.308 -.253 -1.012 -1.128 -.419 -2.914** -1.654 -1.069 -.828 -.899 

生活獨立

能力 

1.120 1.262 .216 3.156* 2.008 1.573 .806 .719 1.275 2.631 .576 1.392 1.884 

外出獨立

能力 

.704 .508 .574 1.890 1.333 .910 1.419 -.216 1.360 -.524 .061 .352 1.326 

註：*為 p< .05，**為 p< .01 

 

（三）不同手機使用背景變項之視障者對目前智慧型手機功能滿意度的差異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手機使用背景變項是否對於智慧型手機功能的滿意情形造成差

異，差異比較值整理如表 3。 

手機作業系統會影響觸 回饋系統（p= .007）的滿意度；有無使用手勢操作會影響三

項智慧型手機功能的滿意度，包含螢幕大小（p= .006）、觸控式螢幕流暢度（p= .025）、

觸 回饋系統（p= .006）；有無使用螢幕報讀會影響五項智慧型手機功能的滿意度，包含

螢幕大小（ p=  .047 ）、音質（ p=  .016 ）、手勢操作功能（ p=  .039 ）、螢幕報讀 

（p= .012）、語音指令（p= .021）；有無使用螢幕縮放會影響螢幕大小（p= .049）的滿

意度；有無使用調整螢幕亮度顏色對比會影響四項智慧型手機功能的滿意度，包含螢幕大

小（ p=  .001 ）、作業系統（ p=  .005 ）、指紋辨識解鎖（ p=  .005 ）、手勢操作功能 

（p= .001）；有無使用操作聲音回饋系統會影響三項智慧型手機功能的滿意度，包含螢幕

大小（p= .027）、音質（p= .005）、手勢操作功能（p= .022）。有無使用語音指令、有

無使用操作觸 回饋系統則都沒有影響智慧型手機功能的滿意度。 

影響智慧型手機功能滿意度相對較多的手機使用背景變項為有無使用螢幕報讀和有無

使用調整螢幕亮度顏色對比。有無使用螢幕報讀方面，在螢幕大小、音質、手勢操作功

能、螢幕報讀功能、語音指令功能這幾個項目，都是有使用螢幕報讀的視障者滿意度顯著

高於無使用螢幕報讀者；有無使用調整螢幕亮度顏色對比方面，在螢幕大小、作業系統、

指紋辨識解鎖、手勢操作功能這幾個項目，都是無使用調整螢幕亮度顏色對比視障者的滿

意度顯著高於有使用調整螢幕亮度顏色對比的視障者。 



https://doi.org/10.6308/JCPRC.202312_(38).0003 

視 障礙者智慧型手機使用之探究 

67 

 

 

 

表 3 

手機使用背景變項與對目前智慧型手機功能滿意度差異比較 t 值列表 

 
螢幕

大小 

作業

系統 

GPS 

精確度 

觸控式

螢幕 

流暢度 

相機

畫質 
音質 

手機上

網功能 

指紋辨識

解鎖 

手勢操作

功能 

螢幕報

讀功能 

語音指

令功能 

觸覺回

饋系統 

聲音回

饋系統 

手機作業 

系統 

.987 1.341 .188 .212 -.773 .078 .115 .081 1.261 1.826 1.509 2.762** 1.711 

手勢操作 2.778** .825 -.698 2.263* .253 1.478 .312 .098 1.770 1.308 1.095 2.944** 1.554 

螢幕報讀 2.007* 1.517 -.072 .438 -.505 2.447* .145 .072 2.188* 2.568* 2.338* 1.197 .712 

語音指令 1.212 .685 .101 .572 -.684 .820 .123 -.370 1.402 1.431 1.451 1.493 -.162 

螢幕縮放 -1.987* .010 .035 -1.042 -.271 -.425 -1.552 -1.006 -1.649 -.834 -1.452 -.305 -1.515 

調整螢幕 

亮度、顏

色、對比 

-3.264** -2.886** -.697 -1.232 -1.342 -1.334 -.415 -2.867** -3.293** -1.486 -1.814 .827 -1.557 

操作觸覺

回饋系統 

.583 -1.601 -1.073 -.467 -1.089 1.183 .035 -1.616 -.729 .579 -.103 1.448 .184 

操作聲音

回饋系統 

2.238* -.034 -1.115 .323 -.543 2.828** -.400 -.248 2.377** 1.790 1.906 -.154 .923 

註：*為 p< .05，**為 p< .01 

 

三、視障者對於使用智慧型手機應用在日常生活活動的滿意度 

（一）視障者對於使用智慧型手機應用在日常生活活動的滿意度 

視障參與者對於智慧型手機應用在日常生活活動的整體滿意度平均為  3.06 

（SD=0.41），而各項日常生活活動的滿意度整理如圖 3，由高到低依序為通訊（n=126， 

M=3.29）、提醒（n=122，M=3.25）、視聽娛樂（n=122，M=3.23）、記錄（n=114， 

M=3.13）、查看班次時刻表（n=113，M=3.10）及查看評論（n=108，M=3.10）、社交活

動（n=120，M=3.06）、叫車（n=91，M=3.03）、閱讀報章書籍（n=114，M=3.01）、導

航（n=96，M=2.89）、訂餐（n=88，M=2.85）、購物（n=99，M=2.65）。 

圖 3 

視障者對於智慧型手機應用在日常生活活動之滿意平均分數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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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對目前智慧型手機功能滿意度和對使用智慧型手機應用在日常生活活動的滿意度進

行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發現手機功能平均滿意度 3.14（SD=0.39）顯著高於應用在日常

生活活動的平均滿意度平均 3.06（SD=0.41，p= .004），顯示視障者對於智慧型手機本身

功能的滿意程度高於其在日常生活上的應用。 

（二）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視障者對智慧型手機應用在日常生活活動滿意度的差異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驗個人背景變項是否對於智慧型手機在日常

生活活動應用的滿意情形造成差異，差異比較值整理如表 4。 

年齡會影響視聽娛樂（p= .006）的滿意度；障礙程度會影響五項智慧型手機在日常生

活活動應用的滿意度， 包含導航（ p=  .019 ）、購物（ p=  .020 ）、查看班次時刻表 

（p= .027）、叫車（p= .039）、訂餐（p= .010）；視障發生年齡會影響六項智慧型手機

在日常生活活動應用的滿意度，包含通訊（ p= .046）、提醒（p= .001）、視聽娛樂 

（p= .038）、社交活動（p= .004）、查看班次時刻表（p= .010）、訂餐（p= .034）；盲

用電腦使用經驗會影響三項智慧型手機在日常生活活動應用的滿意度， 包含導航 

（p= .042）、購物（p= .004）、叫車（p= .005）；一般生活閱讀方式會影響兩項智慧型

手機在日常生活活動應用的滿意度，包含購物（p< .001）、查看評論（p= .034）；手機使

用方式會影響兩項智慧型手機在日常生活活動應用的滿意度，包含導航（p= .019）、購物 

（p< .001）；障礙前使用經驗會影響四項智慧型手機在日常生活活動應用的滿意度，包含

提醒（ p= .006 ） 、 記錄（ p= .025 ）、視聽娛樂（ p= .007 ） 、 查看班次時刻表 

（p= .044）；外出獨立能力會影響五項智慧型手機在日常生活活動應用的滿意度，包含視

聽娛樂（ p=  .005 ） 、購物（ p=  .023 ）、查看班次時刻表（ p= .039 ）、查看評論 

（p= .010）、叫車（p= .008）；性別、生活獨立能力則都沒有影響智慧型手機在日常生活

活動應用的滿意度。 

影響智慧型手機在日常生活活動應用滿意度相對較多的個人背景變項為障礙程度、視

障發生年齡和外出獨立能力。障礙程度方面，在導航、購物、查看班次時刻表、叫車、訂

餐這五項，都是輕度、中度視障者的滿意度顯著高於重度、極重度的視障者；視障發生年

齡方面，在通訊、提醒、視聽娛樂、社交活動、查看班次時刻表、訂餐這六項，都是先天

視障者的滿意度顯著高於後天視障者；外出獨立能力方面，在視聽娛樂、購物、查看班次

時刻表、查看評論、叫車這五項，都是能自己外出視障者的滿意度顯著高於需要他人協助

外出或鮮少外出的視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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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個人背景變項與智慧型手機在日常生活活動應用滿意度差異比較 t 值或 F 值列表 

 
通訊 提醒 記錄 

視聽

娛樂 

閱讀報

章書籍 
導航 購物 

社交

活動 

查看

班次 

時刻表 

查看

評論 
叫車 訂餐 

性別 -.730 .434 .366 -.175 .166 1.305 1.853 1.903 .415 .226 .453 1.266 

年齡 1.038 1.195 1.243 5.291** 2.377 .536 1.389 1.007 .700 1.975 .049 1.503 

障礙程度 -.617 .128 .924 1.555 1.248 2.388* 2.456* 1.145 2.239* 1.097 2.098* 2.775* 

視障發生

年齡 

2.019* 3.344** 1.341 2.099* .481 -.245 1.014 2.910** 2.606* 1.224 .812 2.159* 

盲用電腦

使用經驗 

1.371 1.490 -.127 -.241 -1.065 -2.058* -3.010** -.487 -1.470 -1.098 -2.893** -1.263 

一般生活

閱讀方式 

-.074 .032 .231 .617 .875 1.984 5.138** 1.291 1.115 2.143* 1.064 1.954 

手機使用

方式 

-.137 .500 .851 1.555 .826 2.396* 4.321** 1.191 1.223 1.445 1.835 .977 

障礙前 

使用經驗 

-1.109 -2.905** -2.279* -2.799** -1.644 .223 -1.380 -1.878 -2.034* -1.573 -1.486 -.921 

生活獨立

能力 

.397 .164 .084 .219 .608 .249 1.821 .991 .880 .591 .719 .997 

外出獨立

能力 

1.947 .272 .894 2.863** 1.905 .972 2.311* 1.533 2.092* 2.627* 2.883** 1.131 

註：*為 p< .05，**為 p< .01 

 

（三） 不同手機使用背景變項之視障者對使用智慧型手機應用在日常生活活動滿意度的

差異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手機使用背景變項是否對於智慧型手機在日常生活活動應用的

滿意情形造成差異，差異比較值整理如表 5。 

有無使用手勢操作手機會影響兩項智慧型手機在日常生活活動應用的滿意度，包含通

訊（p= .017）、購物（p= .019）；有無使用螢幕報讀會影響三項智慧型手機在日常生活活

動應用的滿意度，包含通訊（p= .031）、購物（p= .002）、叫車（p= .046）；有無使用

語音指令會影響通訊（p=   .019）的滿意度；有無使用調整螢幕亮度顏色對比會影響提醒 

（p= .004）的滿意度；有無使用操作聲音回饋系統會影響叫車（p= .016）的滿意度。手機

作業系統、有無使用螢幕縮放、有無使用操作觸 回饋系統則都沒有影響智慧型手機在日

常生活活動應用的滿意度。 

影響智慧型手機在日常生活活動應用滿意度最多的手機使用背景變項為有無使用螢幕

報讀。在通訊這一項，有使用螢幕報讀的視障者滿意度顯著高於無使用螢幕報讀的視障

者；但在購物、叫車這兩項，則是無使用螢幕報讀視障者的滿意度顯著高於有使用螢幕報

讀的視障者。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 

70 

 

 

 

表 5 

手機使用背景變項與與智慧型手機在日常生活活動應用滿意度差異比較 t 值列表 

 
通訊 提醒 記錄 

視聽

娛樂 

閱讀報

章書籍 
導航 購物 

社交

活動 

查看

班次 

時刻表 

查看

評論 
叫車 訂餐 

手機作業 
系統 

1.322 .140 -.851 -.805 -1.623 -.928 -1.684 -.576 -.854 -.648 -1.735 -.337 

手勢操作 2.472* 1.507 -.046 -.313 -.365 -1.481 -2.436* 1.370 -1.055 -.952 -1.365 -1.508 

螢幕報讀 2.253* 1.484 -.167 -.285 -.971 -.820 -3.333** -.449 -1.299 -1.097 -2.022* -1.193 

語音指令 2.608* 1.585 .497 .108 .056 -.682 -2.066 -.096 -.696 -.882 -1.851 -.325 

螢幕縮放 -1.101 -1.510 .542 -.579 .536 .682 1.880 -1.399 1.351 -.530 1.218 .812 

調整螢幕 

亮度、顏

色、對比 

-1.131 -2.949** -.729 -1.953 .184 -.449 -.671 -.011 -1.256 -1.608 -1.478 -1.677 

操作觸覺

回饋系統 

-1.047 .076 .309 .623 .518 -.785 -.364 -.467 1.753 -.035 1.218 .322 

操作聲音

回饋系統 

1.109 1.839 .323 -.419 .484 -.364 -1.542 .292 -1.427 -.443 -2.466* -.851 

註：*為 p < .05，**為 p < .01 

 

伍、綜合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視障者對其智慧型手機使用的滿意情況，主要包括對目前智慧型

手機功能的滿意程度與使用智慧型手機應用在日常生活活動的滿意程度，以全台 18 至 65 

歲視障者為研究對象所蒐集到的 128 份有效問卷結果顯示，手機功能的滿意度平均是 3.14 

（SD=0.39）而應用在日常生活活動的滿意度平均是 3.06（SD=0.41），皆達滿意的程度。

經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發現，這兩項滿意度的平均達顯著差異，表示視障者對於智慧型手

機本身功能的滿意度顯著高於應用在日常生活活動的滿意度，推論可能是手機相關網頁或

應用程式的設計仍未周全，且藉由智慧型手機執行日常生活活動時除了自行的手機操作，

也需要外在環境的配合，過程中不確定性較多、風險較高，以致視障者所評價的滿意度顯

著較低。 

在分析參與者基本資料時發現有 24 位參與者回覆手機使用時不需要任何輔助可直接 

操作手機，經交叉比對，這 24 位參與者的障礙程度有 16 位屬於輕度或中度，有 8 位屬於

重度或極重度；在手機使用變項方面，有 16 位使用手勢操作，10 位使用螢幕報讀，15 位

使用語音指令，18 位使用螢幕縮放，16 位有調整螢幕亮度、顏色、對比，7 位操作觸 回

饋系統與 9 位操作聽 回饋系統，因此研究者推測這 24 位參與者將這些手機使用項目視 

為手機本身可提供的功能，會視需要使用，而其他 104 位回覆手機使用時需要其他輔助才

可操作者，其輔助工具包括應用程式協助視 操作、語音報讀或指令來操作手機等。 

視障者對於目前智慧型手機功能部分以螢幕大小、作業系統和手機上網功能的滿意度

較高，而 GPS 精確度是唯一平均分數低於 3 分，未達到滿意，根據問卷所蒐集到的質性

回答得知，視障者 得 GPS 精確度與導航密切相關，許多視障者在路上行走時需大量依

賴導航的語音播報協助，一旦定位精確度有誤，導航功能即受到影響，以致視障者無法判

斷所在位置、走錯路，也會甚至發生迷路的情況。 

在個人背景變項方面，以性別、年齡為最主要的影響因素。有關性別的影響，相關研

究未有一致的發現，本研究結果顯示，女性視障者對於手機上網功能、觸 回饋系統與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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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回饋系統的滿意度顯著高於男性視障者，這與沈匯家（2013）以大學生為探討對象的結

果相類似，發現女性大學生對於智慧型手機顏色與外觀設計的滿意度高於男性大學生；但

也與其他研究的結果也所不同，例如 Malcolm 和 Roll（2017）比較障礙、性別和年級對於

輔具使用滿意度的影響，結果顯示性別未達顯著差異；而 Sakkthivel 和 Ramu（2018）針

對智慧型手機的知 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進行探討，結果發現男性使用者的滿

意程度較女性使用者高。 

在年齡方面，年輕視障者的滿意度顯著高於年長的視障者，可能是由於年紀輕的人通

常較容易學習和適應新事物所致，智慧型手機與傳統電話、手機或電腦相比，屬於較新穎

的科技，許多輔助功能，也需要學習才能操作，可能會使年長者較不容易上手，使用上遇

到較多的困難或不滿意。林怡璇和林珊如（2009）的研究指出，隨著年齡的增長，年長者

視力、聽力、認知和靈活度等方面的能力通常會下降，造成他們學習、使用資訊與通訊科

技上的不便；邱子恒等人（2014）對年長者使用手機閱讀輔助工具的調查也發現，長者認

同手機閱讀輔助工具是一項有潛力的輔助工具，但也認為其操作方式過於複雜，不方便使

用，這兩項研究都呼應了我們的研究結果。 

有關手機使用變項，有無使用螢幕報讀和有無使用調整螢幕亮度顏色對比為最主要的

影響因素，有使用螢幕報讀的視障者在螢幕大小、音質、手勢操作、螢幕報讀、語音指令

功能這幾項的滿意度顯著高於無使用者。陳姵伶（2012）表示，視障者在使用電腦時十分

仰賴螢幕報讀軟體的協助，對於螢幕報讀的使用需求非常高，特別是重度以上的視障者，

往往視螢幕報讀輔助促進他們電腦使用的可及性，減少數位落差的情況發生。由於電腦與

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有許多共通之處，本研究針對智慧型手機螢幕報讀功能的分析結果，與

陳姵伶的研究相呼應。 

在調整螢幕亮度顏色對比方面，無使用的視障者在螢幕大小、作業系統、指紋辨識解

鎖、手勢操作這幾項的滿意度顯著高於有使用者，鄭嘉雯（2012）的研究發現低視力的視

障者在閱讀文字時偏好調整文字大小和顏色對比，但不是以視力為主要閱讀方式的視障者

較不會如此，且利用剩餘視力閱讀的低視力者，常因介面設計不良等因素，造成閱讀上的

不便或挫敗。本研究調查的視障者大多以聽力為主要閱讀方式，因此相較於使用調整螢幕

亮度顏色對比功能，更偏好使用螢幕報讀，可能是無使用調整螢幕亮度顏色對比功能的視

障者滿意度更高的原因。 

視障者對於目前智慧型手機應用在日常生活活動中以通訊、提醒、視聽娛樂這幾項傳

統功能型手機就具備的功能之滿意程度較高分，但導航、訂餐、購物這三項的平均分數皆

低於 3 分，未達到滿意。再分析 24 位回覆手機使用時不需要任何輔助即可操作之參與者

有關導航、訂餐與購物的滿意程度，平均分數分別是 1.84、2.00、1.83 更明顯偏低。本研

究結果與黃阿平（2021）探討重度視障者手機語音導航功能運用、莊怡菁（2013）分析重

度視障者日常購物行為、陳妙如（2014）研究重度視障者之網路購物以及吳子榕（2023）

探究輕、中度視障者外食行為之研究結果皆相似。 

根據問卷蒐集到的質性回答發現，許多視障者無法以視 輔助修正導航精確度的誤

差，且當今科技仍無法讓定位達到零誤差的程度，以致視障者在路上行走時經常迷失，輕

則需要多花時間找到正確的路線，重則可能將視障者導航至危險的區域，因此對於導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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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不高。黃阿平（2021）以質性方式訪談 8 位視障者，結果亦發現視障者在使用導航

時常遭遇的困難包括導航播報使用的指南方位（東西南北）視障者難以理解；對於路名或

門牌數字不熟悉以致走錯方向；因無法看到自身在地圖上的相對位置，故困難判斷剩餘距

離；室內空間常無法使用導航功能；網路順暢度及手機電力會影響導航是否會延遲；以及

導航定位常與實際位置有所不同等。 

這幾年受疫情爆發並且有長時間處於三級警戒的影響，不出門而依靠外送餐點之需求

大增，但也同時暴露出台灣主流的外送平台 App  介面設計未考量視障者的需求，對視障

者不夠友善（例如：無法語音報讀、以圖片呈現卻沒有加上替代文字等），因此整體手機

訂餐的滿意度不高。當今社會透過網路購物非常盛行，尤其許多網路店家都會提供各類優

惠或促銷活動，提升大眾使用網路購物的動機，然而為了行銷，App  或網站的設計往往使

用大量精美圖片以吸引目光，卻沒有提供替代文字說明，因此視障者即使使用手機報讀也

無法瞭解圖片內容，造成網路購物上的困難與不方便。從以上幾點可以發現，目前市面上

大部分的 App  或網站設計完全沒有考量到無障礙的概念，不符合視障者的使用需求，陳

慧芬（2017）就表示圖像或動畫、頁面排版、過量資訊等因素都會影響到視障者搜尋資

訊，造成視障者使用不可及、被排擠的現象，陳世娟（2020）建議對視障者來說，介面越

簡潔越好，並且要讓頁面中的所有資訊都能夠以報讀的方式呈現。 

在個人背景變項方面，以障礙程度、視障發生年齡、外出獨立能力為最主要的影響因

素。有關障礙程度，在導航、購物、查看班次時刻表、叫車、訂餐這幾個項目，障礙程度

較輕的視障者滿意度皆顯著高於障礙程度較重者，Scherer  和 Lane（1997）的研究強調可

操作性（Operability）的重要性，即設備的易操作性，而障礙程度較高者，所受到的限制

較多，操作上較為不便，使用過程感受到不滿意的機會也較高。 

先天視障者在通訊、提醒、視聽娛樂、社交活動、查看班次時刻表、訂餐這幾項的滿

意度顯著高於後天視障者，可能是因為先天視障者從一開始就在視障的情況下使用手機，

而後天視障者體驗過手機使用方式的變化，可能會將自己現在的使用經驗與之前視力正常

時的狀況相比較。黃國晏（2015）指出，中途失明者因為後天失去視力，需要適應新的生

活方式和學習替代策略，失去曾經熟悉且依賴的視 識別方式，會使他們感到困惑和無

助，無法使用以前的經驗應對新的挑戰。Scherer（2000）也提到，先天障礙者會因輔具帶

給他們第一次成功經驗，對輔具的評價較正面，而後天障礙者可能將輔具視為失去某種能

力的象徵，對輔具持有較為負面的看法。 

在視聽娛樂、購物、查看班次時刻表、查看評論、叫車這幾個項目，能夠自行外出的

視障者滿意度皆顯著高於需要他人協助外出或鮮少外出的視障者，這與郭慕悠（2018）的

研究結果相似，能經由智慧型手機協助獨立外出的視障者，本身擁有的能力通常較無法獨

立外出的視障者高，獨立外出的過程，能體驗更多日常生活活動與社會互動，增加自我價

值感，對於智慧型手機在日常生活應用的滿意感受也可能有正面的影響。 

有關手機使用變項，有無使用螢幕報讀為最主要的影響因素，而進一步的分析也發

現，在通訊這一項，有使用螢幕報讀的視障者滿意度顯著高於無使用螢幕報讀的視障者，

但在購物、叫車這兩項，則是無使用螢幕報讀的視障者滿意度顯著高於有使用螢幕報讀的

視障者。對於這樣不一致的結果，推論是受到介面設計的影響，林芝嬅（2012）的研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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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許多網頁結構複雜、圖片未加上替代文字，會造成資訊呈現或報讀上的困難；通訊功

能自傳統手機時就存在，使用上相對單純，通常做為撥打電話或收發文字訊息之用，介面

設計相對其他應用程式簡便，較不會發生無法報讀的情形，因此使用螢幕報讀的視障者使

用上較順利，滿意度較高；但是購物、叫車的網頁或應用程式介面相對複雜，常出現各種

廣告，再加上許多圖片未附加替代文字說明以致無法報讀的情況常發生，會造成需要螢幕

報讀協助的視障者使用上的困難，因此滿意度會較低。 

陸、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調查結果顯示，約有 60.9%的視障者曾接受視障機關團體所提供的智慧

型手機相關課程，顯然在智慧型手機使用教學方面，仍有部分的視障者未能受益於專業的

指導與支援。因此，對於那些在操作智慧型手機時遇到困難的視障者，建議可積極主動尋

求這些機關團體所提供的課程和服務，以提升其使用智慧型手機的能力和自主性。 

目前視障機構團體所提供的教學課程大多以基本智慧型手機操作為主，然而根據本研

究結果顯示，智慧型手機應用在日常生活活動的滿意度是更低的，表示視障者更需要的是

學習各項日常生活應用，建議視障機構團體也重視手機應用相關技能的課程設計，以呼應

視障者的需求，尤其對於導航、購物、訂餐等方面的教導，可對視障者外出獨立、自立生

活產生實際且直接的影響，提高其生活品質和自主性。此研究結果也鼓勵視障者積極與智

慧型手機、網頁和應用程式開發團隊保持溝通，提出使用上的困難和改進建議，儘管開發

團隊在技術方面具有專業知識，但對於視障者在使用智慧型手機時的特定需求和挑戰可能

不太了解，因此視障者的主動參與和反饋對於改進智慧型手機至關重要。 

依據研究結果，有無使用螢幕報讀功能是唯一同時影響手機功能與日常生活活動應用

的手機使用變項，因此不論是手機或是網頁、應用程式的開發團隊，皆需要重視語音播報

功能的設計，確保語音資訊的準確性和清晰度，以助視障者能夠透過語音了解手機上的各

種訊息和通知；網頁或應用程式的設計應避免使用沒有替代文字的圖片和動畫，確保所有

圖片都提供適當的替代文字，因此視障者才能藉由語音報讀的協助聽到圖片相關描述，了

解圖片的內容和意義。 

有鑑於結果顯示視障者對於 GPS  精確度的滿意度偏低，並反應許多使用上的困擾，

本研究建議應努力提升手機的 GPS  精確度，確保提供準確的位置資訊，以幫助視障者進

行導航、找到目的地等活動。此外，設計手機界面和功能設計時應該考慮無障礙設計原

則，例如：使用簡潔易讀的字體和符號、提供高對比度選項、避免使用細微的顏色差異

等，同時確保按鈕大小和間距適中，以方便視障者的觸控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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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echnology advances at a rapid pace, smartphones have become indispensable in our 

daily live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also own smartphones. 

However, their distinctive needs are frequently disregarded in smartphone design, resulting in 

various barriers in their smartphone usage. To begin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satisfaction levels regarding smartphone functions and the impact on daily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nvolving 128 participants aged between 18 and 65 years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was conducte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concerning smartphone functions, participants reported relatively high 

satisfaction with screen size, operating system and internet connectivity. However, the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accuracy received the lowest satisfaction rating. Regarding daily activity 

implications, satisfaction was comparatively high for communication, reminders, and audiovisual 

entertainment, but comparatively low for navigation, food ordering, and shopping. Several 

factors were identified as influencing satisfaction ratings. Gender, age, the use of screen reader 

software, as well as adjustments in screen brightness and color contrast were significant factors 

affecting satisfaction with smartphone functions. Disability level, age of onset, outdoor 

independence ability, and the use of screen reader software were found to b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satisfaction with the implications of daily activitie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recommenda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for smartphone development teams and visual impairment 

services to enhance the independence and user experience of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when using smartphones. 

 

 

 
KEY WORDS: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smartph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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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鑑於遊戲治療的蓬勃發展，其治療的效果一直深受學術與實務界的討論。本研究旨

在瞭解遊戲治療的發展趨勢，透過搜集國內、外遊戲治療的研究，並彙整具有效性、統計

檢驗具顯著成果的研究，進一步以社會網絡分析建立熱門關鍵字的共詞網絡，並分析成因

療效之間的關聯程度，探討遊戲治療療效的實證研究基礎與後續可發展之研究方向。本研

究整理遊戲治療成因療效的篩選標準如下：（1）使用個別的遊戲治療方法（含親子遊戲

治療法）、（2）兒童年齡在 12  歲以下、（3）使用對照組或比較重複測量設計研究、 

（4）採用量化統計且有統計顯著性或有發現有效的趨勢。最後，本研究蒐集出國內外從 

1999 年至 2022 年間的 19 篇遊戲治療期刊與論文，並萃取出 23 個成因療效，研究發現遊

戲治療成因療效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字「外化行為」及「親職壓力」。最後社會網絡中心

性圖形顯示，「攻擊行為」和「社會能力」都是遊戲治療熱門關鍵成因療效。 

 

 

關鍵詞：兒童遊戲治療、親子遊療、治療效果、親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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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遊戲治療是一種受歡迎的心理治療方法，其核心概念是透過遊戲和玩樂來代替語言，

幫助兒童表達自己、建立關係和解決問題。在治療過程中，兒童能夠在安全無壓力的環境

中成長和調整。從 J.  Piaget 成熟理論來看，幼兒往往對世界持有具體的觀點，因此在僅通

過言語表達複雜思想和情感方面能力有限（Piaget,  1951）。遊戲治療為兒童提供了一種非

語言和普遍的表達方式，使他們能夠彌合具體和抽象思維之間的差距（Landreth, 2001）。

隨著時間的發展，遊戲治療也被很多實驗支持其效果（Bratton  et  al.,  2005），且在臨床心

理學領域得到廣泛應用，也變成許多研究報告和文獻的焦點。這種治療模式以遊戲活動為

基礎，透過遊戲的媒介來達到促進個體心理和情緒發展、緩解心理困擾、解決問題、改善

人際關係等目標。儘管遊戲治療的療效已經得到多項研究的支持，包括依附困難（張高

賓，2011，2012）、情緒調節（張高賓，2013；Salter et al., 2016）、親職壓力（王婉書、

李岳庭，2014；劉秀菊等，2019；劉秀菊等人，2018）、退縮行為（鄭文媛、蔡美香， 

2014；Stulmaker,  2014），但其療效的測量方法和成因療效仍需要進一步釐清和探討，以

驗證遊戲治療潛在的成因療效。為了更好瞭解遊戲治療研究主題的成因療效，本研究蒐集

國內外有關遊戲治療的期刊和論文進行整理與分析，以及評估其具有效性或顯著效益的研

究成果。接著採用社會網絡分析的共詞分析方法，找出熱門成因療效的高頻關鍵字，以深

入了解這些成因療效之間的特性與關聯。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標在於深入瞭解遊戲治療領域的發展趨勢。研究透過收集國內外有關

遊戲治療的相關研究，並精選那些具有實質有效性且經過統計檢驗取得顯著成果的研究，

由於中英文資料可能導致療效翻譯相關詞彙的差異，本研究在後續內容中統一選用「成因

療效」一詞，以涵蓋療效成效因子、療效因子或效益等相關討論。接著，透過社會網絡分

析的方法，建立熱門關鍵字之間的共詞網絡（刑志彬、黃勇智，2023），以深入研究各關

鍵字之間的關聯程度。最後進一步分析成因與療效之間的相互關係，從而建立遊戲治療成

因療效的實證研究基礎，同時探討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林俊成等人，2018），本研究目

的有三： 

（一）回顧並檢視遊戲治療的發展與趨勢。 

（二）整理國內外具有效性或顯著結果之遊戲治療研究的成因療效。 

（三）建立遊戲治療領域的社會網絡分析，探討熱門成因療效的高頻關鍵字、以及網

絡特性和關聯程度。 

貳、文獻回顧 

一、遊戲治療的發展 

遊戲在心理治療中的應用可以追溯到 Hermine Hug-Hellmuth 的努力，她試圖將兒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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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與教育相結合（Brandt,  2001）。然而，最早被廣泛知曉的兒童心理治療紀錄可以追溯

到 S. Frued 與 Little Hans 的合作（Leblanc & Ritchie, 2001; Robinson et al., 2007）。隨後， 

A. Frued 和 Klein 等精神分析治療師陸續開發了新的遊戲治療模式。這些早期的治療模式

講求結構化，治療師主導治療過程，以指導性方式解決兒童的負面症狀。在此背景下， 

Carl Rogers 提倡了人本主義治療概念，強調關係本身具有療效。V. Axline 則基於 Rogers

的理念提出了一種名為非指導性或非結構化遊戲治療的方法。這種治療方式強調治療由兒

童主導，遵循 Rogers 所描述的最佳治療條件（曾仁美、高淑貞，2005；Hateli, 2022）。

除了強調與兒童之間的關係發展外，人本主義遊戲治療更關注兒童與其家庭之間的關係。

從 20 世紀 50 年代開始，對兒童治療方法的研究和實驗不斷增加，而如今隨著時間的發

展，遊戲治療逐漸發展出多個學派，如精神分析遊戲治療、兒童中心遊戲治療、阿德勒遊

戲治療、完形遊戲治療、關係遊戲治療、認知行為遊戲治療，及其他藝術遊戲治療等（謝

曜任、徐西森，2004；Burgin & Ray, 2022; Meany-Walen, 2010; Meany-Walen & Teeling, 

2016）。Phillips（1985）曾經綜覽了 200 多個病例和實證研究報告，並對遊戲治療進行了

定義，遊戲治療被視為一種正式且定期的關係，其中一位受過訓練的治療者與一位表現出

某些不適應行為的兒童建立關係，並以遊戲活動作為治療的核心方法（White & Allers, 

1994）。遊戲治療作為一種專注於兒童的心理治療方法，經過多年的發展和研究，被廣泛

應用於心理學和心理治療學領域。它是通過遊戲的媒介促進了治療師和兒童之間的互動，

幫助兒童處理情感困擾、行為問題等心理困難，同時促進其個人成長和發展。 

二、親子遊戲治療 

親子遊戲治療（Filial Therapy）是一種結合了遊戲治療和親子關係的心理治療模式。

其主要目標是透過孩子的主要照顧者學習運用兒童中心遊戲治療的方法，並為孩子提供個

別的遊戲治療（Landreth & Bratton, 2005）。親子遊戲治療最早是由 L. Guerney 和 B. 

Guerney 在 1960 創立，早期親子遊戲治療偏向結構取向，為期 12 個月的家長培訓模型 

（Guerney Jr, 1964），治療師運用指導性技巧來訓練父母，教授他們基本的以兒童為中心

的遊戲治療原則和技能。在每週的治療會議中，治療師扮演著父母的督導員的角色（曾仁

美、高淑貞，2005；Landreth, 2001）。這種指導性的方法有助於父母學習如何有效地與他

們的子女進行遊戲互動，並應用適當的治療技巧。雖然親子遊戲治療訓練的對象是父母，

但遊戲互動本身就是一個很自然讓雙方進行互動，發展依附關係，促進心理修復的過程 

（張高賓，2013；Edwards  et  al.,  2007）。到了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Landreth,  2002）發

現家長很難承諾長期的家長培訓計劃，開始嘗試將的親子治療模型縮短為一種更加限時的

方法，演變為 16 至 20 週的短期親子治療模式，如 Guerney（1987）主張一種組織有條理

的小型團體培訓模式，透過為期至少六個月的培訓，向參與的六至八位父母提供基本技

能。這個團體培訓不僅教導父母運用兒童中心遊戲治療的原則和技巧，還促使他們每週參

與特定的遊戲活動，同時接受每週的治療者督導。這種結合了教導性教育和支持性氣氛的

方法，為親子遊戲治療注入了一種動力過程，使其與其他僅侷限在教育本質的父母訓練計

畫有所區別。隨著時間的發展，Landreth 和 Bratton（2005）提出了一種為期十週的親子遊

戲治療訓練模式。這種模式主要參考 Guerney 的團體模式，但調整為十週的時間框架。在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 

82 

 

 

 

最初的三週中，參與者接受有關遊戲治療概念和技巧的教學。接下來的七週裡，參與者每

週需進行與他們健康子女的遊戲單元，並將錄影帶帶到培訓課程中接受督導和討論。這個

培訓計畫每週進行一次，每次為 120 分鐘，同時針對各個家庭提供特定的作業要求。（王

純琪，2013；張楷翎、李岳庭，2013）。總的來說，親子遊戲治療以親子關係為基礎，不

論時間長短期限，提供父母所需的遊戲治療的技巧和訓練，讓家長和孩子的共同參與，促

進親子之間的情感連結，並建立良好的互動模式，幫助兒童和家庭克服各種心理困難和挑

戰，促進個人成長和發展，達到治療的目標。 

三、遊戲治療的成因療效 

遊戲治療在經過廣泛支持後，被證明是一種高效的治療方式。進一步的分析顯示，人

本主義方法相較於非人本主義治療產生了更好的效果，而由父母進行的親子遊戲治療比專

業人士進行的遊戲治療產生了更顯著的治療效果（張高賓，2013；Bratton  et  al.,  2005）。 

Ray（2007）的研究發現遊戲治療能有效降低教師和學生之間的衝突。Baggerly（2004）

的研究指出遊戲治療能提高無家可歸兒童的自尊，同時降低他們的憂鬱和焦慮程度。此

外，Tsai（2009）的研究結果顯示遊戲治療可以降低兒童的問題行為，並改善親子之間的

緊張關係。國內遊戲治療的研究在緘默症、退縮、新住民子女以及分離焦慮兒童等不同研

究對象都取得了正面的成效，包含有效提升人際互動行為和自信心等方面，它還能顯著改

善退縮和分離焦慮情況，甚至能提升母親的親職行為（王婉書、李岳庭，2014；黃世欽， 

2005；鄭文媛，2013；鍾文雄，2014；蘇湘涵，2013）。遊戲治療被應用於不同心理症狀

跟困擾，包括減少注意力問（Robinson et al., 2017; Swank & Smith-Adcock, 2018）、減少

焦慮和抑鬱（Burgin & Ray, 2022; Hateli, 2022; Nursanaa & Ady, 2020; Stulmaker, 2014）、

減少攻擊和行為問題（Swan & Ray, 2014; Wilson & Ray, 2018）和減少與創傷和不良童年

經歷相關的症狀（Patterson  et  al.,  2018）。Bratton 等人（2005）對 1953 年至 2000 年間進

行的 93  篇遊戲治療研究進行了後設分析，他們發現大多數研究遵從人本取向。結果顯 

示，接受遊戲治療的兒童在功能方面相較於未接受遊戲治療的兒童，表現出高達 0.80  個

標準差的提升。此外，遊戲治療對於不同年齡、性別、主訴問題困擾以及所運用的理論，

在治療效果上具有相似的成效。王純琪等人（2006）分析台灣 1986 至 2006 年發表的 65

篇遊戲治療研究結果其治療療效跟長期療效平均數比沒有接受遊戲治療的兒童好（蔡美

香，2016）。LeBlanc  與 Ritchie（2001）彙整 42  篇遊戲治療文獻進行後設分析，遊戲治

療的平均效能值為 0.66。Lin 和 Bratton（2015）進行了一項整合分析，研究了 1995 年至 

2010 年間以兒童中心取向進行的 52 篇遊戲治療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兒童中心的遊戲治

療對於年幼兒童是合適的。因此，非指導性取向的團體遊戲治療被認為是一種適合且有效

的介入方式（蔡美香，2016）。 

親子遊戲治療的短期模式經常用於解決家庭中的緊急問題，如離婚、家庭暴力、性虐

待等（施怡菱，2016；賴姳臻，2016）。親子遊戲治療也有多篇研究實證具有顯著成因療

效，Leblanc 與 Ritchie（2001）對遊戲治療研究進行檢視，結果顯示遊戲治療與成人治療

或一般非遊戲取向的兒童治療模式一樣具有有效性，尤其是當父母親參與其中時，對於改

善兒童問題有著顯著的影響。國內外已有大量研究指出，親子互動治療對於改善兒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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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及提升父母互動方式具有立即且顯著的效果（王婉書、李岳庭，2014；劉秀菊等人， 

2019; Lin & Bratton, 2015; Salter et al., 2016）；特別是在治療過程中，父母不僅是兒童的

重要關係人，也是具有治療效果的重要因素（Edwards  et  al.,  2007）。曾仁美和高淑貞 

（2005）檢視 1960 年至 2003 年間國內外發表的親子遊戲治療相關研究，顯示該治療方法

被應用於降低兒童問題行為、促進其自我概念、減輕父母的育兒壓力、提高父母對孩子的

接受程度、增進允許孩子自我導向的程度，以及增進親子互動等方面的效果。Carnes-Holt

和 Bratton（2014）的十週的親子關係治療研究結果發現，這種模式在減少兒童行為問題、

增加父母的同理心，以及干預改善收養兒童的依附困難方面具有效果。而後續 Opiola和 

Bratton（2018）的研究結果顯示，親子關係治療課程能夠改善兒童的行為問題，減少親子

關係的壓力，並提升家長對孩子的同理互動（李亞真、蔡美香，2021）。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首先進行廣泛遊戲治療研究的搜尋，試圖回顧與檢視遊戲治療的沿革與近現代

多元發展的趨勢，發現遊戲治療的療效是許多期刊與論文關注的研究重點，確認遊戲治療

的療效性有其重要性及潛在研究契機。因此，研究者整理國內外相關期刊和論文，特別關

注那些具有效且顯著成因療效的遊戲治療。本研究總共收集了 19 篇關於遊戲治療效果的

研究，紀錄這些研究的年份、對象、測量方法和治療結果等，計算成因療效項目，並重複

檢查所有研究中的成因療效，記錄它們的出現次數。累計的成因療效次數，使用 UCINET 

（版本 6.675）的軟體，透過關鍵字的共詞網絡頻率，開始建立遊戲治療領域的社會網絡

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生成遊戲治療成因療效矩陣。其次再使用社會網

絡分析中常用的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指標，每個成因療效為一個節點，探索各節

點之間的關係特性，以評估節點在網絡中的影響力（林俊成等人，2018）。最後，利用視 

化成因療效項目的網絡特性，分析國內外遊戲治療研究重點成因療效之間的關係。 

一、資料蒐集流程 

這項研究旨在探討遊戲治療的成因療效，並提供對該治療方法的深入了解。研究資料

的蒐集過程包括使用中文和英文關鍵字在不同資料庫進行檢索，並交叉比對結果以確保資

料的正確性和可靠性。首先，在遊戲治療課程資料庫總共收集到了 48 篇相關期刊和書籍 

（圖 1）。接者，再以中文關鍵字「遊戲治療」在華藝線上圖書館以及英文關鍵字「play 

therapy」在諮商心理學期刊（Journal of counselling psychology）、EBSCOhost 進行檢索，

不限欄位。在華藝線上圖書館中，總共取得 430 筆中文文獻，在諮商心理學期刊共計 

1,626 筆以及EBSCOhost 檢索到的英文文獻共計 2,601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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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研究資料檢索流程 
 

 

為確保資料的正確性與可靠性，再以中文關鍵字「遊戲治療效果、成效」及英文關鍵

字「play therapy effectiveness/efficacy」，不限欄位進行檢索，並交叉比對以遊戲治療成因

療效為關鍵字的搜尋結果達 98 筆。檢索發現，大多數遊戲治療相關期刊與論文均包含有

關治療效果、成效的內容。本研究進一步閱讀這些文獻的內容和摘要，並排除了團體遊戲

治療、僅質化研究、單一個案、無對照組、無顯著統計效應以及未完整報告 12 歲以下年 

齡研究的文獻。最終，截至 2023 年 5 月底，確認了符合研究條件的 19 篇研究文獻，作為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二、文獻回顧分析與彙整 

本研究在彙整國內外兒童遊戲治療的 19 篇量化期刊與論文後，根據療效相關的關鍵 

字，整理了出現頻率較高的成因療效項目，最終確定了 23 個高頻率的關鍵項目。這些關 

鍵項目可作為研究國內外 1999 年至 2022 年間主要兒童遊戲治療研究期刊的重要主題和相

關性的基礎。 

（一）原始資料編碼 

排除沒有顯著性的成因療效，在篩選確認完原始資料後，研究者將具有顯著量化療效

的項目於紀錄於 Excel 資料庫中，並相似的項目，並記錄該項目出現的次數。最終得的得

出研究成果有顯著療效及有相同的成因療效項目共 19 筆，原始數據中，包含文獻作者和

成因療效項目的矩陣；若該作者的文獻中有某個成因療效，於資料庫在該作者與項目成因

療效所在的交叉欄位，填上 1，其餘的欄位填上 0。研究者歸類遊戲治療的對象資料、測

量的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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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UCINET 資料分析 

本研究彙整國內外有關遊戲治療療效關鍵字之頻率與共詞情況，進一步透過 UCINET 

（版本 6.675）的軟體，建立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關鍵字之共詞

網絡，並探討關鍵字之社會網絡特性，分析國內外有關遊戲治療療效主題之重點及其關

係。本研究欲對兒童遊戲治療療效結果進行研究，因此需要建立關鍵字，即成因療效項目

的 1-mode 網絡。最後將原始數據資料導入 UCINET，先將 2-mode 轉成成因療效項目的 1- 

mode 網絡，進行度中心性分析如（表 3），後續進行網絡圖形，最後產出中心性圖形。 

參、結果與討論 

一、結果與討論 

（一）遊戲治療的對象 

遊戲治療的對象年齡通常集中在 3 到 10 歲之間，這是因為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往往具

有豐富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遊戲治療可以利用這些特質來幫助他們更好地表達和處理情

緒，從而改善其心理健康狀況。文獻回顧研究發現有大比例的遊戲治療療效的期刊與論文

來自美國德州（Garofano-Brown,  2008;  Lin  &  Bratton,  2015;  Ritzi  et  al.,  2017;  Schumann, 

2004; Stulmaker, 2014），也顯示美國德州對於遊戲治療得重要性。事實上，美國德州可以

說是遊戲治療的發源地之一，Charles  Schaefer 教授在 1960 年代中期在美國德州成立了遊

戲療法中心，他對遊戲治療的研究和實踐貢獻巨大，也在此期間成立了國際遊戲療法協

會。總之，美國德州在遊戲治療的發展歷程中佔有重要地位，至今，美國德州依然在遊戲

治療中具有強的研究表現，為遊戲治療的發展和推廣做出了貢獻。 

（二）遊戲治療的測量方法 

根據文獻回顧遊戲治療的測量方法，在國內外的遊戲治療研究中，常用的量化工具包

括阿肯巴克實證衡鑑系統（ASEBA），學齡前期量表：1 歲半至 5 歲兒童行為檢核表;1 歲

半至 5 歲兒童－照顧者或教師報告表;學齡期量表：6 至 18 歲兒童－教師報告表、6 至 18

歲兒童行為檢核表、11 至 18 歲青少年自陳報告表。該系統是由照顧者如母親或是學校單

位老師填寫兒童行為量表（CBC）、育兒壓力（PSI）和教師壓力指標（ITS）等量表，或

是由其他觀察者填寫直接觀察表，以評估兒童在遊戲治療過程中的改善程度（張高賓， 

2013; Dutta & Mehta, 2006; Garofano-Brown, 2008）。此外，一些心理學測量工具也可以用

於測量患者的心理健康狀況，進一步幫助治療師評估遊戲治療對患者的治療效果。常見的

心理學測量工具包括兒童攻擊性量表（CAS）和抑鬱量表等。選擇適當的測量方法和工

具，可以幫助治療師更全面地了解兒童的情況，進而制定更有效的治療計劃，達到最佳的

治療效果（劉秀菊等人，2018; Hateli, 2022; Meany-Walen, 2010; Meany‐Walen et al., 2014; 

Ogawa, 2007; Ray, 2008; Ritzi et al., 2017; Swank et al., 2015; Wilson & Ray, 2018）。 

（三）親子遊戲治療效果佳 

遊戲治療雖然需要受過訓練的治療師進行專業的知識和技術，但其特質也包含了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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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非指導性等特點，因此創造了親子遊戲治療，這種治療方式也被發現對兒童的治療成

效非常顯著（張高賓，2012，2013；劉秀菊等人，2019；Bratton et al., 2005; Ritzi et al., 

2017）。研究者在蒐集過程中發現，很多期刊和文章採用親子遊戲治療來量化其效果，透

過親子治療的過程，可以促進主要照顧者和兒童之間的關係；這符合人本兒童遊戲治療的

核心價值，即強調治療成效是建立在關係良好的基礎上。 

二、社會網絡結果分析 

本研究共收集了 19 篇國內外個別兒童遊戲治療的期刊論文，在完成校閱遊戲治療療

效後，對同義詞進行整理，將兩個用字不同的成因療效歸為同一個項目，如將違反規範行

為與違規行為視為「違規行為」；攻擊和攻擊行為視為「攻擊行為」；身體抱怨和身體症

不適視為「身體抱怨」，或是將兩個相似同義詞視為相同概念，重新命名，如將整體問題

與整體，以「整體狀況」；一般功能和全球功能，則以「整理功能」；社會問題和社交技

巧則是用「社會能力」；專心跟注意力問題以「注意力」；親子互動跟親子關係以「依附

關係」等重新命名，最終總共擷取了 23 個關鍵成因療效。其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外化 

行為」，共出現了 8 次；其次是「親職壓力」出現了 6 次；接著是「整體狀況」跟「攻擊

行為」，都分別出現了 5 次（表 1）。 

表 1 

共詞頻率之關鍵字組 

項目 關鍵字 共詞次數 

外化 外化行為 8 

親子關係 親職壓力 6 

外化 攻擊行為 5 

整體 整體狀況 5 

內化 內化行為 4 

內化 注意力 4 

內化 憂鬱 3 

外化 社會能力 3 

內化 退縮 3 

內化 焦慮 2 

親子關係 親職功能 2 

親子關係 依附關係 2 

整體 發展問題 1 

整體 整體功能 1 

內化 自閉症 1 

內化 擔心 1 

內化 自我控制 1 

內化 同理心 1 

外化 身體抱怨 1 

外化 破壞行為 1 

內化 思考問題 1 

外化 違規行為 1 

內化 自我概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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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攻擊行為」和「社會能力」具有改善的效益。這可能暗示著許多兒童

呈現明顯的外化行為，如攻擊行為，且兒童相關的照顧者積極尋求遊戲治療的協助，希望

透過遊戲治療改善兒童的外在行為問題。這是目前遊戲治療效果主要呈現的情況。因此兒

童中心遊戲治療被視為非指導遊戲治療，被廣泛應用在幫助兒童處理情感和行為問題，例

如焦慮、抑鬱、創傷後壓力障礙等，同時增強他們的情緒調節能力和社交技能（Palmer et 

al., 2017）。 

此外， 分析結果也顯示遊戲治療在減輕親子壓力方面具有改善效果。Rennie 與 

Landreth（2000）的研究發現，父母具備同理心、能夠接納孩子，以及減輕親職壓力等因

素在治療過程中表現出效果（劉秀菊等人，2019；李亞真、蔡美香，2021；Lin & Bratton, 

2015）。Bratton 和 Swan 於 2019 年綜合了 1995 年至 2018 年間運用親子關係遊戲治療模

式的研究，研究結果顯示親子關係治療對多元族群的有效性，尤其對幼兒的治療需求表現

出特別的敏感性。而李亞真與蔡美香（2021）研究發現親子關係遊戲治療對於收養母親和

孩子之間的情感互動有顯著幫助。 

綜合以上論述，遊戲治療在心理治療中展現獨特價值，不同於傳統的口頭諮詢，它開

創了一個多元而有趣的方式。透過各種遊戲活動，遊戲治療不僅能夠提升親子關係，還能

促進情緒的表達和調節，同時培養參與者的社交技能。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遊戲治療不僅

僅是有效的，更是在心理治療領域中提供了一種更加多元和有趣的選擇，這賦予遊戲治療

重要的意義，因為它提供了一種更加豐富的心理治療方式，為參與者提供了不同的心理成

長。 

（一）共詞結果分析 

經過對這 23 個關鍵成因療效關鍵字進行共詞分析，並發展共詞矩陣後，發現共詞次

數最高的關鍵字組為「外化行為」，共出現了 8 次（表 2）。其次是「親職壓力」出現了 

6 次，「整體狀況」跟「攻擊行為」，則分別有 5 次；「內化行為」跟「注意力」，分別 

有 4 次。「憂鬱」、「社會能力」、「退縮」，有 3 次；「焦慮」、「親職功能」、「依 

附關係」，各有 2 次；「發展關係」、「整體功能」、「自閉症」、「擔心」、「自我控

制」、「同理心」、「身體抱怨」、「破壞行為」、「思考問題」和「違規行為」，各有 

1 次；「自我概念」，有 0 次。這些高共詞的關鍵字，都是遊戲治療療效中常被探討的成

因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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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遊戲治療成因療效矩陣 

 

（二）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分析 

從度中心性來看，在 23 個關鍵字中，「攻擊行為」是具有最高度中心性的關鍵字，

這表示「攻擊行為」與其他高頻關鍵字之間存在較為直接的連結。從觀察度中心性的排序

結果可以發現，其次是「外化行為」，大部分高出現頻率的關鍵字在度中心性排序上並沒

有太大的差異。然而，有一部分關鍵字的排序變動較為明顯。其中，一些關鍵字雖然在出

現頻率上較高，但其度中心性相對較低。例如，「整體狀況」在出現頻率排序中位居第 4 

位，但在 23 個關鍵字的度中心性排序中僅排在第 8 位（表 3）。而某些關鍵字雖然在出 

現頻率上較低，但其度中心性相對較高，如「社會能力」在出現頻率排序中位居第 7 位， 

但在 23 個關鍵字的度中心性排序中僅排在第 3 位。 

表 3 

度中心性 

項目 度中心性 標準化度中心性 項目 度中心性 標準化度中心性 

攻擊行為 22 0.250 違規行為 8 0.091 

外化行為 20 0.227 自閉症 3 0.034 

社會能力 17 0.193 同理心 2 0.023 

親職壓力 17 0.193 自我控制 2 0.023 

憂鬱 16 0.182 整體功能 2 0.023 

注意力 15 0.170 身體抱怨 1 0.011 

退縮 15 0.170 破壞行為 1 0.011 

整體狀況 14 0.159 焦慮症 1 0.011 

內化行為 13 0.148 擔心 1 0.011 

依附關係 10 0.114 自我概念 0 0 

親職功能 10 0.114 發展問題 0 0 

思考問題 8 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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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心性(Centrality)圖形分析 

最後通過中心性生成的圖分析，從 23 個成因療效之間的關聯性，觀察到在遊戲治療

的研究領域中，「攻擊行為」和「社會能力」，這二個節點在圖中具有最大的圖標面積 

（圖 2）。這表明這二個節點在整個關鍵詞網絡中具有較高的中心性，相對於其他節點來

說更加重要。這一結果也反映了在遊戲治療領域的相關研究中，「攻擊行為」和「社會能

力」是熱門的成因療效。另外，「親職壓力」、「注意力」和「退縮」也占據偏中間位

置，這結果顯示「親職壓力」、「注意力」和「退縮」也是次熱門的成因療效。這可能是

因為在遊戲治療的實踐中，強調了對於「攻擊行為」和「社會能力」的應對能力，以及對 

「親職壓力」、「注意力」和「退縮」的介入措施。此外，研究也關注親子關係對於治療

結果的影響，這可能與遊戲治療強調家庭參與和親子互動的特點相關。 

圖 2 

遊戲治療成因療效中心性圖形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與建議 

遊戲治療作為心理治療方法在臨床實踐中受到廣泛關注和應用。有許多國內外的研究

探討遊戲治療的療效，本研究透過彙整這些期刊和論文，計算具有量化結果成因療效的出

現頻率，並利用社會網絡分析軟體進行共詞分析，以瞭解遊戲治療成因療效之間的關係網

絡。研究結果顯示「攻擊行為」和「社會能力」具有改善的效益。本研究結果與過去的文

獻一致，支持遊戲治療對於幫助兒童處理情感困擾、行為問題等心理困難，同時促進其個

人成長和發展（李亞真、蔡美香，2021；劉秀菊等人，2018，2019；Lin & Bratt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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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mer et al., 2017）。這些研究結果為我們提供了對於遊戲治療領域中成因療效的洞察，

有助於進一步理解該領域的重點和研究方向。同時，這些熱門成因療效的確定還可以指導

未來的研究和臨床實踐，以提高遊戲治療的療效。 

二、研究建議與限制 

本研究受到複雜的研究方法限制，可能存在一些偏差。在計算報告中顯著改善的結果

時，可能存在計算次數上的偏差。例如，在某些研究中，主要照顧者可能發現有顯著改

善，但老師可能未發現相同的顯著性。此外，本研究結果可能存在不同成因療效的權重偏

差，即每個成因療效被視為具有相同的重要性，用於進行共詞分析。然而，實際上，某些

成因可能比其他成因更重要且更具代表性，這可能導致研究結果上的差異。同時，本研究

探究成因療效之間的關聯性，但是對於個別成因療效的效果量或存在的中介效果未進行探

究，後續亦可針對此部分進行研究與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採用了質量混合的研究分析，

其中包含了難以直接量化的質性內容。因此，本研究僅使用量化結果進行評估，並未將質

性納入評估分析中，未來在評估分析中，建議將質性內容轉換為量化指標，以便進行統計

分析和成因療效評估。為了更全面地了解療效影響的成因。後續研究者可以採用深度訪

談、焦點團體等質性研究方法，進一步探討其對主要照顧者和兒童評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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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lay therapy, the field has evolved to encompass more diverse 

therapeutic approaches such as child-centered play therapy and filial therapy.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treatments has been extensively discussed i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fields.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play therapy by collect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play therapy. It will compile studies with effectivenes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and further utiliz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construct a co-word network of 

popular treatment factors. Additionally, the study will analyze the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factors and therapeutic effectiveness, as well as potential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literature for the study wa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criteria: (1) the use of 

individual play therapy methods, including filial therapy; (2) children aged 12 or below; (3) 

studies employing control groups or comparative repeated-measures designs; and (4) studies 

utilizing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effective trends. 

Ultimately, the study collected 19 articles and theses on play therapy from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spanning from 1999 to 2022, extracting a total of 23 therapeutic factor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most frequently occurring keywords associated with the effectiveness 

of play therapy were “externalizing behavior” and “parental stress.” Finally, the social network 

centrality graph revealed that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social skills” were popular key 

therapeutic factors in play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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